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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出減少公眾反對為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及 

其他精神健康設施選址的有效方法 

行政摘要 
 

簡介與背景 

1.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精神健康中心）自 2010 年 10 月開始為精神病康復者、懷

疑有精神問題的居民、其家人或照顧者，以及該區居民提供一站式、以地區為基礎，

從預防到危機管理的社區支援服務。 

 

2. 由於社區出現反對意見，精神健康中心的選址自服務開展以來一直面對挑戰。公

眾往往對精神病患者存有負面的看法，擔心服務使用者可能會對附近居民造成滋

擾。 

 

3. 本研究旨在瞭解支持和反對精神健康中心選址的原因、探討公眾對於解決爭議方

案的選取、評估各諮詢方法的可行性，以識別減少公眾反對意見的有效方法，並

針對公眾諮詢和成功選址，建議可行的方案。 

 

4. 本研究包括兩個主要部分：透過回顧本地和海外有關精神健康設施選址的文獻，

以及與主要受訪者的訪談，以瞭解過去在不同社區建立精神健康中心的經驗和優

化諮詢機制的看法。 

 

5. 本研究通過與來自不同界別的主要受訪者就精神健康中心之設立、公眾諮詢等問題

進行的訪談，以及檢視香港及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相關文件與做法，進一步補充了平

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於 2016 年所進行的研究。除了 2016 年研究中的服務提供

者以外，本研究中的主要受訪者還包括了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所有地區福利專員、

社區人士（包括居民代表和社區志願者等），以及精神健康中心的服務使用者。 

 

研究方法 

6. 本地的文件回顧主要包括了區議會關於討論精神健康中心選址的會議記錄、精神

健康的政策文件，以及關於設立精神健康中心永久會址的官員發言。 

 

7. 海外的文獻綜述包含九個司法管轄區：中國澳門、中國臺灣、日本、大韓民國、

新加坡、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研究團隊也與四位分別來自中國澳

門、日本、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學術界或前線服務專家尋求意見，以瞭解這些地

方在建立社區精神健康設施的過程。 

 

8. 研究團隊於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5 月與以下受訪者進行訪談：社會福利署及房屋

署的 13 位官員、14 位精神健康中心服務提供者的代表、19 位立法會議員及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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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位社區人士（包括互助委員會主席、業主立案法團主席、社區組織和中心義

工），以及 8 位精神健康中心的服務使用者。 

 

研究結果 

海外提供精神健康服務的模式 

 

9. 海外文獻綜述以及專家訪談的結果說明了與社區精神健康設施選址四種公眾參與的

主要模式，包括：1）人權為本模式、2）法律為本模式、3）協商模式，以及 4）

「自由放任」模式。在以下亦闡述了模式之間的異同以及與香港情況的比較。 

 

人權為本模式 

10. 採取「人權為本模式」的國家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這個模式的主要

特點包括明確的法例規定，以及清晰防止歧視殘疾人士和精神病患者的條文，例

如列明他們的居住安排與享有社會服務的權利。這些國家對社會福利設施的土地

利用有明確的指引，並強調社會融合，而非將精神健康服務遠離社區。它們也致

力宣傳可負擔房屋為殘疾人士的權利，進行社區反歧視教育和強調社會融合。 

 

11. 採取「人權為本模式」國家中的地方政府擁有土地使用的最終決定權。每個社區還

根據個別社區情況，並採納居民意見以制訂有關政策和文件。相關部門亦積極動員

居民參與相關的決策活動。 

 

12. 在消除歧視方面，新西蘭注重國民精神健康教育。在全國性運動中，為來自不同

文化背景的公民安排針對性的活動。這些教育活動提高了國民對精神健康的意識，

從而減少他們對精神病患者和康復者的歧視。 

 

13. 與採取「人權為本模式」的地方相比，本港在促進精神病患者以及殘疾人士權利方

面的政策相對較少。香港目前的法例或官方指引（如《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在保障精神病患者和殘疾人士在使用服務方面免受污名化未必有效。 

 

14. 這些以「人權為本模式」區域強調社會融合和社區教育。而本港在社區教育措施

和接納精神病患的宣傳相對薄弱。 

 

法律為本模式 

15. 採用以法律為本模式的國家，如新加坡和美國，通常以明確的立法方式訂明用於

不同目的（包括精神健康服務）的土地劃分方案，這方面比採用以人權為本模式

的國家更為嚴格。在美國，例如憲法的第 14 條修正案明確規定政府應尊重每個公

民受法律平等保護的權利，並應在有需要時得到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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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採用以法律為本模式的國家利用法律的約束力落實建立社會福利設施的目標。新

加坡主要針對全國性規劃（一般主要分區計劃）而進行公眾諮詢，而不是針對當

中的個別地點、項目或用途。社會福利設施的規劃會被納入總體規劃中，這不但

反映社會福利設施的重要性，也顯示政府建立社會福利設施的決心。在很大程度

上，擁有這種法律機制的國家能夠縮短在社區設立社會福利設施所需的時間。 

 

17. 香港的土地發展計劃長久以來忽視了在新社區建立福利設施的需求。反觀，採用

以法律為本模式國家中的土地計劃擁有之法定約束力，能夠有效地縮短設施建立

的時間。 

 

協商模式 

18. 中國澳門和中國臺灣採取協商模式為主，當中側重於建立社區精神健康設施或其

他有敏感成份的社區服務時，與社區持份者進行協商和協作。這些服務機構大多

設立於私人物業中，所以並沒有針對公眾諮詢的官方標準指引。服務提供者和病

人組織通常會與業主和當地居民或社區團體協商，並自行制定公眾參與的策略。 

 

19. 採取協商模式的地區強調與社區持份者的溝通，並主張在政府綜合大樓和私人物

業中建立社會福利設施。香港與中國澳門和中國台灣的情況類似，同樣面對著土

地資源極度短缺。在政府大樓或私人物業中設立社會福利和社區服務設施能夠加

快設立所需的時間，並減少附近居民的爭議。 

 

20. 由於歷史與文化的原因，中國澳門政府一直依靠傳統的社區團體與當區居民就設

立服務設施的決定進行溝通。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許多居民認為這些團體並

不能代表他們，亦表示政府的決策過程欠缺透明。某程度上，居民不是反對建立

福利或社區服務，而是不同意政府處理社區或社區人士意見的手法。 

 

21. 作為社區領袖，中國台灣的鄰里代表在服務設立的決策過程中一直發揮著非常重

要的作用。居民信任這些領袖；若社區領袖反對該計劃，這些福利或社區服務設

施也很難落戶。在本港，除了區議員外，業主立案法團或公共屋邨互助委員會的

主席在社區服務設施的設立中，也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們不但了解其屋苑

或屋邨的情況，並對最終決定有影響力。 

 

22. 在中國台灣，社會團體會自行提出關於設立社會福利和社區服務設施的非正式指

引，但是不同的社區會根據個別情況和考量作出相關決定。 

 
「自由放任」模式 

23. 日本和韓國主要採取的是「自由放任」模式，因為它們沒有社區精神健康設施選

址的官方政策和指引。此外，在醫院進行的住院治療仍然是精神健康服務的主要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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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由於文化禁忌和定型觀念，保障精神病患者權利的全國性或地方政策相對落後。

但是，大多數設施都是在沒有進行正式公開諮詢的情況下成功設立的，因為這些

房產通常屬於私人物業，只需獲得業主同意即可。 

 
受訪者訪談 

本港公眾對精神病患與設立精神健康中心的態度 

25. 大部分主要受訪者指出，近年，因為服務提供者、服務使用者和義工在推動公眾

參與和服務社會所作出的努力，公眾對精神病患者和康復者的接受程度顯著地提

高。  

 

26. 在本港的新發展社區中，對精神健康設施的接受程度相對較高。 有區議員指出，

現有或比較老舊的公共屋邨很難接納這些服務設施 。 他們表示居民教育水平都愈

來愈高，遊說居民贊同每一項政府政策是頗困難的工作。 然而，具有不同社經和

文化背景的居民之社區則對不同情況的人有較高的接納程度。 

 

27. 所有受訪的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都支持精神健康中心的基本服務理念、把它融合

於社區內，以及在他們的選區設立精神健康中心。部分議員指出香港缺乏有關精

神健康康復和社區的教育 ，並表明當區設立精神健康中心的需要。 

 

28. 總的來說，居民對精神健康中心的憂慮都是圍繞著對他們帶來的威脅和騷擾。 鄰

避症侯群的現象繼續在香港不同社區存在。居民擔心精神健康中心會影響當區樓

價、人身安全和社區安寧。然而，一些議員表示，有關鄰避症侯群的爭論可能來

自政治動態和政黨紛爭。 

 

公眾對解決紛爭和不同諮詢方法的取向：個案研究的結果 

29. 透過與相關持分者的訪談以及查閱文獻和文件，研究團隊選出了六個具有特殊研究

價值、可以說明成功或不成功諮詢方法和選址結果的案例。研究團隊發現，促進或

延遲精神健康中心建立的因素包括：開展諮詢的時機、在指定社區開始諮詢的時間

有多早，以及政府官員、區議員和社區領袖的態度和角色。 

 

30. 擴大諮詢程序的範圍也非常重要。社署和服務提供者不應局限於與社區領袖建立關

係和互動 。每位居民都應知悉，並且受邀參加諮詢，他們並應可通過多種方法查

詢和對選址的計劃給予意見。 

 

公眾諮詢的時限 
 
31. 不少主要受訪者（例如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和社會福利界的受訪者）認為，建立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鄰里諮詢過程總是過長，而且這些「公眾參與」無助促

進共識並獲得居民的支持，甚至延誤在有爭議的社區建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的計劃。 



 5 

 

32. 部分受訪的政府官員同意建立公眾諮詢的時間表，並對可用於設立精神健康中心

選址過程的指引表示歡迎。 目前，政府已有為社會福利設施選址和公眾諮詢程序

的標準制定規劃指引。但是，他們建議指引內容應提供更多有關進行公眾諮詢和

促進社區共融的細節 ，並應該針對個別地區的情況而執行。 另一位官員指出，若

有這樣的指引亦應僅供參考，而不應具有強制性。 

 

33. 有區議員指出，福利設施的設立並沒有具體的時間表，導致延誤時間過長。 鑑於

反對精神健康中心選址計劃的意見很普遍，他建議應給予足夠的時間讓持分者，

尤其是居民組織，達成共識。 

 

34. 社區人士、服務提供者和區議員都期望政府不僅要有更堅定的決心為精神健康中

心尋找永久會址，而且要在較早的時間採取更全面的策略來處理社區的憂慮，並

向居民提供所需的補償。 

 

進行公眾參與的機制 
 

35. 雖然《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規定了設立中心地點的準則，以及申明在成立前進行

公眾諮詢的必要性，但它沒有為建立精神健康中心公眾諮詢和其他程序訂立標準化

的指引或綱領，以供社署和服務提供者作參考和使用。諮詢過程並沒有具體的時間

框架，也沒有為成功選址目標設期限。 

 

36. 雖然香港已有一份規劃指引規定在建立具敏感性的福利設施前需要諮詢公眾，但

有受訪的官員期望地區福利專員會依據當區的情況進行有關諮詢。公眾諮詢是有

其必要性，以了解公眾對精神健康中心設立的憂慮。若社署認為在特定地區應設

有中心，社署會要求地區福利專員制訂計劃，而專員會聯絡房屋署及區議會主席

就該計劃尋求意見。 

 

37. 從選址到成立精神健康中心，社署會參與很多專業判斷。 社署的項目策劃部門負

責協調一些服務、新建築和投標程序。 社署有關官員表示，他們亦會與其他政府

部門（例如房屋署或其他有關機構）溝通。 

 

38. 大多數服務提供者採用仔細和策略性的方式，例如以「軟性」手段包裝和傳遞他

們的信息。例如，受訪的服務提供者、區議員與社區領袖建議政府和服務提供者

需避免使用「精神病」或「康復中心」等字眼。他們認為「精神健康」比較適合。

一些機構代表強調採用「軟性」方式能促進長期的社區關係和互信。部分社區受

訪者建議居民可以與服務使用者加強溝通，從而增加了解，以及減低或消除歧視。 

 

39. 現時諮詢過程中所舉辦的活動類型包括： 社署和其他福利服務單位合辦的活動、

中心探訪（開放日）、嘉年華會、攤位、傳單和橫幅、紀念品派發、邀請名人代

言、流動宣傳車等。面對面的交流被視為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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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為避免來自不同持份者的反對，一些服務提供者亦指出在選舉期間應避免提出任

何精神健康中心選址計劃。 

 

政府部門和服務提供者在選址和公眾參與上的責任 
 
41. 雖然地區福利專員會在涉及設立精神健康中心的一些溝通和諮詢上有所參與，但

不同持份者（如區議員、互委會主席和服務提供者）都表示政府部門往往把大部

分在目標社區的遊說和公眾接觸工作都交給服務提供者，因此這些機構很多時在

與居民協商當中獲得很少的支援。 

 

42. 鑑於這些觀察和關注，一些區議員希望政府官員和服務提供者之間能加強合作。 

非政府組織在代表政府釐清服務和政策的細節方面有其局限性，而相關部門亦與

區議會欠溝通聯繫。 幾位區議員認為對於社署而言，諮詢了互助委員會已經足夠。 

但是，大眾普遍認為只是諮詢互助委員會並不夠代表性。 

 

有效減低公眾反對的方法 

公眾諮詢的覆蓋範圍和居民知悉程度 
 
43. 主要受訪者反映，就精神健康中心選址引起爭議的地區中，居民並未清楚地了解

中心的使用者是誰或中心的服務範圍；很多時候並沒有為居民提供有關中心的重

要資料，以及中心將會為社區帶來的好處。 

 

44. 一些社福界的受訪者認為，區議員應在協商和宣傳方面擔任決策的角色。 事實上，

根據他們的經驗，幾乎所有區議員都支持精神健康中心在其選區中設立。 有時社

區領袖對精神健康中心會持開放態度，但居民未必跟從。故此，議員可以在社署、

服務提供者和居民之間作出協調。 

 

45. 各服務機構的前線受訪者均表示，召開居民大會討論精神健康中心的選址可能會

對諮詢過程不利，並有可能擴大反對意見。  

 

46. 社區人士建議社署和服務提供者可邀請服務使用者分享他們在精神健康康復方面

的經驗，並於諮詢會與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地區領袖、區議員交流以獲得各方

的意見，同時與區議員密切合作。社署和服務提供者還可以為居民舉辦參觀其他

精神健康中心，讓他們更了解精神健康中心服務以及傾聽他們的疑慮。 

 
其他為將來設立新精神健康中心的方案 
 
47. 設立於社會服務綜合大樓的精神健康中心不但在住宅區附近，而且涉及較少複雜

的諮詢過程和引發較少的公眾爭議。 在新建公共房屋項目內設立精神健康中心也

可以避免長時間的遊說，因為居民在入伙前應該已知悉該屋苑內會有的服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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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受訪者，包括來自社會服務界、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都提及這類方案是

最可取的。 

 

48. 部分地區人士和現有精神健康中心的使用者表示，如果將來需要為精神健康中心

選址，那麼地點不應靠近學校，包括幼稚園和中小學。  

 

建議 

49. 總體而言， 與海外經驗相比，香港在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方法有許多獨

特之處。由於香港與那些採用人權為本和法律為本策略的國家在社會文化特徵、城

市規劃以及憲法和法律制度有所不同，所以單一選擇一種策略或海外例子以改革香

港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諮詢制度未必可行。 

 

50. 香港現有對敏感設施如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設立機制與中國澳門和中國台灣相

似，都包括了協商的因素。社區協商已在香港廣泛開展數十年，應被視為一種有效

的方法，讓市民感到受尊重。因此，不應取消現有機制的所有協商做法，而應保留

涉及與居民協商的方法，以回應香港獨特的社會背景。 儘管應當在設立過程以及

在保護服務使用者利益的過程中，加入以人權為本和以法律為本策略國家的因素，

但如同這兩個地區一樣，也應該考慮社區持分者的長期作用和影響，以及社區領袖

和居民之間的關係。 

 

在開展公眾諮詢前作深入的社區研究以及多方的協調 

 

51. 社署、服務提供者和其他部門應仔細研究及識別計劃精神健康中心地點的社區特

徵。這應包括認定有關關鍵持份者、當區政治、社會動態和爭議，以及社區人口

背景。  

 

52. 社署和民政事務總署應更積極主動地與不同的持份者和主要政黨接觸。一位立法

會議員認為，政府可以做一些簡單的事情，例如提早通知不同政治立場的區議員

和當區領袖。  

 

53. 政府應該設立一個在中央層面上跨部門的協調機制， 制定在本港不同地區設立服

務設施的政策和策略， 以處理居民的疑慮和問題。在這種機制下，不同的政府部

門和機構都可以更好的相互理解，從而使公眾參與活動和設立這些設施的目標更

加標準化。 

 

54. 在鄰里的層面，一旦發現有合適設立精神健康中心永久性會址的地點之後，當局

應設立一個由上述政府部門官員、精神健康中心的服務提供者、區議員以及居民

代表所組成的專責工作小組，以訂定精神健康中心能在規定時間內順利設立的有

效諮詢以及公眾參與策略 。該專責小組應由地區福利專員以及民政署的地區專員

共同領導。 



 8 

 

55. 若民政事務總署在設立精神健康中心的事宜上未能協助建立良好的社區關係，我

們建議社署應加強與當區的關係。雖然地區福利專員與社區互動存在一定的困難，

但社署可考慮在每區設置一名常設的地區聯絡專員，負責維繫和建立當地關係和

社區參與，以及預備與當區居民組織和社區成員進行協作規劃。 

 

為精神健康中心選址設立公眾諮詢的指引 

56. 當局應制定關於精神健康中心選址的公眾諮詢指引，以順利且有效地進行公眾諮

詢。 指引應規定每個諮詢過程的時間框架和成功選址的目標日期，以避免冗長的

遊說和延誤服務的開展。並須參考海外關於社區項目中保護殘疾人士權利和公眾

諮詢方法的經驗，例如通過居民大會以及定期與居民的溝通讓居民參與。設立精

神健康中心過程的最長時間，包括公眾諮詢和參與活動、計劃修改和其他後勤工

作在內，不應超過十八個月。 

 

57. 具體地，我們提出下列三個階段、為期 18 個月的時間表： 

 

 第一階段是預備階段，為期三個月，從成功物色一個選址開始。並應成立一個

由社署和民政署地區專員共同領導、包含其他相關政府部門代表的專責工作小

組。在此階段，當局調查當地的動態，並知會當地社區的持分者有關計劃。 

 

 第二階段是指公眾諮詢和參與活動。 我們應該將這些活動的時間限制在隨後的

12 個月。在諮詢時，我們建議採用面對面的模式，例如居民大會以及其他溝通

渠道，從而能讓居民感受到他們被尊重、接收更多有關資訊，以及能夠表達他

們的疑慮。精神健康中心的設計和改變土地使用的程序亦應同時進行。 

 

 第三階段是決策過程。對於存有反對意見的地區，應在協商和社區教育方面多

花時間和努力。 最後，在社署通過任何適當的計劃修改和解決問題後便會作出

決定，這階段預計為三個月。 

 

58. 在內容方面，指引應： 

 

 訂明展開諮詢時研究有關社區特徵的步驟（包括地理和人口特點），並促進在

社區中有影響力人士之間的密切合作，確保有關資訊 （包括精神健康中心服務

的性質）能夠傳達給居民。 

 

 清楚說明有關政府官員、精神健康中心的服務提供者、區議員以及其他持份者

的角色，以確保服務提供者在諮詢過程中得到政府機構和官員的充分支援。並

須設立一個包括社署、民政署和房屋署的全面性諮詢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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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確指出一些可行的社區參與方式。這些措施包括向居民傳達如何參與諮詢、

未來所提供的服務，以及可供他們表達意見的渠道等資訊。這些諮詢活動應有

具體的時間框架 。 

 

 詳細規定收集社區意見的步驟和時限，其中包括與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業主立

案法團成員會面的大約次數、時間框架，以及收集和回應居民關注之密度。同

時也需要訂明減少對居民可能造成影響的修改程序。 

 

 訂定諮詢過程最終的決策機制， 包括政府和服務提供者如何在指定的時間內與

社區領袖和其他持份者確定設立精神健康中心。 

 

加強立法 

59. 政府應嚴格執行現行的反歧視條例，以保障精神病患和殘疾人士使用社區服務的

權利。新西蘭、澳大利亞、新加坡和美國等國家均有建立社會服務設施和訂明殘

疾人士權利的法例。在採用基於人權和法律為本方法來推動社區精神健康服務的

國家，對各類型殘疾人士作出歧視是要負上法律責任。 

  

60. 我們建議取消在《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中提及設立精神健康服務有關的具有社

區敏感性設施的特別要求，以避免或減少對有精神病患和精神康復的服務使用者

的污名與歧視。 

 

為未來發展作預早計劃和土地規劃 

61. 正如包括幾位立法會議員在內的主要受訪者所反映，將中心安置在新建的公共屋

邨和政府綜合大樓，可有效促成精神健康中心選址的過程 。 我們建議政府部門和

機構在新社區發展計劃中作預先及積極性規劃，並根據該區的需求儘早確定合適

的選址。 

 

62. 房協在將軍澳第 73A 區的新項目中設立的精神健康中心是一個很好的參考例子。

當中建立精神健康中心的計劃乃是批地條款之一，並已在售樓書中有明確說明。潛

在的買家已知悉精神健康中心以及其他公眾設施在屋苑中的設立，這能預防公眾反

對。 

 

63. 一些社福界人士建議政府應考慮資助非政府機構租用私人物業。 

 

64. 未來本港對精神健康康復服務的需求將繼續增加，並需要更多的精神健康中心。 

當局有必要提前計劃預留一定空間以設立這些精神健康中心。 我們建議政府不僅

應為精神健康中心制定策略性規劃方案，亦需要為整個社區中的所有福利服務作

出規劃制定。 這將有助於順利和有效地設立社會服務，尤其是包括「敏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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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該指引應清楚地描述每種服務所需的空間大小，這些應在新社區發展

和市區重建中提前作出考慮。 

 

65. 我們亦建議設立一個獨立的輪候機制，將公共屋邨中的廢棄或閒置場所（例如轉

換舊幼稚園及校舍的用途），採用改造方法，分配予具敏感性或逼切性的社會服

務。 

 

持續加強精神健康的社區教育和對使用者的接納 

66. 所有受訪的服務使用者和社區成員均強調社區教育的重要性。 他們亦同意通過有

效的社區教育，居民可認識在社區建立精神健康中心的重要性。因此，我們建議

當局同時採用間接和明確的策略，促進居民更理解和認同精神健康服務的需求，

並提高他們對病患者及康復者的接受程度。而在目標社區所進行的宣傳和公眾參

與，亦須在諮詢開展前便開始，例如在學校和社區等不同場合進行教育活動。這

些活動應強調服務使用者在獲得所需服務的權利，以及反歧視的訊息。 

 

67. 近年，新來港人士數目持續增加。一些精神健康中心義工和區議員表示，由於文

化差異，新移民可能會更受惠於有關精神健康和精神病患的社區教育。在這方面，

我們亦建議參考新西蘭的例子，為新移民設計針對性的精神健康推廣計劃和活動。

我們建議每年至少一次在所有地區開展全港性的跨部門精神健康教育活動，並應

強調接納、包容和服務使用者接受服務的權利。區議會及居民組織的參與可以有

效地引起整個社區的興趣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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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簡介與背景 

 

1.1. 背景 

1.1.1. 在 2009 - 2010 年度施政報告中，當時的行政長官宣佈在全港十八區設立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ICCMW），進行社區精神健康支援服務重組工作。

目的是為出院的精神病患者、疑似患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其家屬和照

顧者，以及當地居民提供一站式、以地區為基礎的社區支援和康復服務。 

 

1.1.2. 自 2010 年 10 月以來，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已經開始提供支援服務，

包括預防，以及針對出院的精神病患者、疑似精神病患者、其家人和照顧

者，以及該區區民的危機管理。 服務還包括外展探訪、個案輔導、治療和

支援小組、社交及康樂活動、日間訓練以及公眾教育項目，並在有需要時，

將個案轉介醫院管理局（醫管局）進行臨床評估以及精神科的治療。精神

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在提供服務時應根據需要與醫管局以及其他服務機構合

作。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是日間中心而不是宿舍，所以不會提供住宿服

務予會員。通過這些方式，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所提供的服務會與其他

精神健康機構，例如中途宿舍或者精神病院提供的有所不同。 

 

1.1.3. 然而，自 2010 年 10 月第一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設立以後，中心的

設立一直面對挑戰。這對服務使用者和服務提供者的利益以及對每一個機

構的營運都會是一個障礙。在 2018 年的 7 月，已經開始提供服務的 24 個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中只有 15 個有永久會址；儘管有 6 個已經落實了永

久會址的地點，它們依然在臨時會址中運營。最具有爭議的大圍美林邨的

選址已經完成，並預期在 2018 年年底入駐。另一個位於新界西的永久會址

也準備開幕。有一個的永久會址已確定落户於政府資助的房屋項目中，並

將於 2021 年左右完成。未來還會有三個精神健康社區綜合中心安排在政府

社會服務綜合大樓中以及空置的校舍內設立。其餘的三間精神健康綜合社

區中心則尚未確定合適的永久性會址 （詳情請見附錄 2）。 

 

1.1.4. 在 2016 年 7 月，平等機會委員會探討了香港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及其

他社會福利設施的選址困難。研究發現就選址舉行公共諮詢的十八個精神

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當中，有九個遇到了社區反對。反對的主要原因包括認

為精神病患者和已出院患者有暴力行為、服務使用者會對居民造成滋擾、

精神病患者在社區內聚集，以及社區犯罪率升高。1然而，根據社區組織協

會（社協）在 2011 年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意見調查，近 70％的受

訪者同意在他們的住宅區設立該等中心。支持的主要原因是，精神健康綜

合社區中心能幫助其使用者融入社會，地區居民也將受益於這些中心。而

反對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擔心服務使用者有危險性（社協，2011）。 

 

1.1.5. 然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的情況並不像社協調查結果一樣樂觀。

至 2016 年下半年，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困難的問題未有顯著的改善。

                                                        
1 http://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201676153325152323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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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2015 年初相比只有一個中心新獲得了永久會址。設立大圍精神健康綜合

社區中心的負責人指出，原本已經在區內預留了一個單位，但在 2014 年，

該樓宇的居民提出反對，原因是擔心精神病患者的暴力行為威脅居民安全

（麥佩雯，2017）。由於公眾的反對，該單位一直空置。該負責人解釋，

由於該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沒有永久會址，其所舉辦的服務項目和活動

需要在不同的地點舉行，難以開設長期培訓和團體治療，以及為出院的精

神病患者安排「聚腳點」。這是選址「失敗」而為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的服務提供機構和服務使用者帶來的直接影響。 

 

1.1.6. 2015 年 1 月，當時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回應立法會有關精神健康綜合

社區中心服務的問題時， 重申雖然只有十三間中心在永久會址提供服務，

但社會福利署（社署）「會繼續通過各種管道，為其餘五間精神健康綜合

社區中心尋找適合的永久會址。」這包括與政府有關部門（例如地政總署、

規劃署、房屋署）保持緊密聯繫；在規劃新建或重建地發展項目時，預留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會址。另外，社署會密切留意政府物業、校舍及

公共房屋的供應情況，以便轉換或翻新為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2 

 

1.1.7. 規劃署發佈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訂明有關社區(包括福利服務)設

施的設立條件、原則和標準（規劃署，2016）。該文件明確指出，為了向

服務使用者提供最大的便利，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應該位於人口集中

的地方」，可以通過公共交通工具抵達、具有無障礙設施（例如地面空間、

升降機），並且應鄰近其他社會福利設施。此外，提供康復服務應不單考

慮人口數目，也需要考慮人口分佈、地域和服務需求因素，同時應根據康

復服務計劃與社會福利署合作。 

 

1.1.8. 雖然訂定了明確的標準和條件以促進在社區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但服務提供者、服務使用者和以往研究反映出，現實中的選址仍困難重重。

上述背景資料引起了我們對中心選址過程中主要持份者實際和潛在角色的

關注，包括政府及服務策劃者和執行者、福利機構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

心營運者、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使用者（包括出院病人和家庭照顧

者）、社區居民，以及社區關注組織。在本研究中，研究團隊不僅會探討

持份者在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方面的觀點，還會瞭解其中的實際做

法、考慮因素和挑戰。與此課題相關的操作守則、檔案和研究，尤其是關

於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和其他精神健康設施選址諮詢過程的資料，均在

我們的回顧和檢視之列。 

 

1.1.9. 為了回應 2016 年平機會的研究以及主要受訪者的觀點，本研究作了進一

步的擴展。在是項研究中，研究團隊透過檢視相關的檔案以及香港及其他

司法管轄區的實際做法，以探討如何改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的諮

詢過程。 本研究進一步闡述了 2016 年的研究，更詳細地探討了諮詢過程，

不僅訪問了 2016 年研究中受訪服務提供者， 還走訪了許多其他部門的主

                                                        
2 http://www.lwb.gov.hk/eng/legco/07012015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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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受訪者，如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所有地區福利專員、社區成員 （包括

社區代表和社區志願者）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使用者。 

 

1.1.10. 本節將概述研究團隊對本研究主題的看法和理解。這包括兩個部分：1）

簡述精神病患者相關污名及其對服務和康復的影響以及 2）分析鄰避症侯

群（鄰避，Not In My Backyard/NIMBY）對精神病患者及其他弱勢社群服務

設施選址和運作的影響，包括公眾諮詢和參與在選址中的作用。 

 

1.2. 精神疾病污名及其對服務和康復的影響 

 

1.2.1. 對精神病患者的污名化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課題，會涉及特定地點和時期

中的心理和社會經濟因素。很多精神疾病會被公眾污名化，如抑鬱症、精

神分裂症和焦慮症等；污名化亦有多種不同的表現形式。  Wood 等人

（2014）發現，對以上三種精神疾病的公眾污名態度具有相同的三個因素：

負面的刻板印象、責備患者和認為他們無法康復。與焦慮和抑鬱症相比，

精神分裂症帶來的責備最少，但卻與最多的負面刻板印象和最低的康復程

度相關。Angermeyer 等人 （2014）分析了德國公眾在過去 10 年有關對財

政資源分配給抑鬱症患者的態度（結構性歧視）改變，並和公眾希望與這

些患者保持社會距離的意願（個人層面歧視）作了對比。作者發現，相對

其它疾病，公眾更能夠接受縮減精神疾病的治療經費，但是隨著認知的增

加，公眾對抑鬱症的態度已經發生了改變。因為結構性歧視和個人歧視不

一定有關聯，所以若要全面理解污名化，必須同時考慮這兩種形式的歧視。 

 

1.2.2. 以往的研究亦證實，對精神疾病的污名會影響精神復康服務的使用及精

神病患者的康復進展。污名會直接及間接地影響康復者的治療態度和生理

健康（Sickel, Seacat, &Nabors, 2016）。Clement 等人（2015）的研究證實了

參與治療所經歷的歧視有顯著的間接作用，影響主要來自康復者對服務及

治療關係的不信任。故此，建立和維持服務使用者對於服務和專業人士的

信任是很重要的，以抵消公眾歧視對這種信任的侵蝕。Lasalvia 等人的研究

（2013）發現，對抑鬱症的相關歧視會妨礙患者的社會參與和融入，減少

患者公開自己患憂鬱症的意願，這進一步阻礙了他們前往求助和接受有效

的治療。污名化及歧視會影響精神病的症狀。例如，負面的歧視還與精神

分裂症更高水平的陽性症狀（陽性症狀指妄想、幻覺等）和更低水平的陰

性症狀（陰性症狀指退縮、表情麻木等）相關（Kowchorke，2014）。 

 

1.2.3. 總體來說，對精神病患者的污名化和歧視（包括反對治療設施的選址）

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需要明確指出並作出應對。如上所述，污名化對患者

接受復康服務和幫助的意願、康復過程及自我形象均有負面影響。有鑒於

此，當我們評估及推行為受歧視的精神病患者之介入時，需考慮如何量度

污名。同時，應對公眾污名、促成社會和政策層面的轉變也非常重要，這

包括有關精神復康設施選址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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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鄰避和對精神健康設施設立的挑戰 

1.3.1. 現時關於鄰避綜合症侯群的研究文獻頗為豐富。鄰避通常被認為是對發

展過程的挑戰，這主要與興建不受某個地區居民歡迎的新設施有關。當提

出這些新設施項目時，居民可能對建設新設施採取懷疑或甚至敵對的態度。

鄰避現象的存在，是對精神病康復者復康機會及接受服務的真實障礙。早

在 1990 年代初，Borinstein（1992）的調查結果已經表明，儘管大多數美國

人（69%）認為精神病患者的數目在過去二十年持續增長，並且認為精神

病是一個嚴重的健康問題，但他們仍不歡迎各種精神復康設施進入自己的

社區。14%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社區在過去幾年曾反對興建某種類型的

設施。Cowan（2003）亦指出，在英國，當不同地區的精神健康服務從機

構轉到以社區為本的形式時，會產生公眾反對建立社區精神復康項目有關

的事件。 

1.3.2. 鄰避心態可能與公眾缺乏相關知識和欠缺對精神病的瞭解有關。例如，

Takahashi（1997）在美國的研究中發現，大多數受訪者認為他們並沒有

「很好地」瞭解精神病，並沒有關於心理健康護理的個人經驗，而他們獲

得的資訊往往來自大眾媒體。她建議，規劃者必須面對一個會影響有關公

眾意識形成的風險機制，並繼續探討如何建立和延續公眾對相關風險的認

知，否則有關對精神健康設施選址的爭論將繼續存在。 

1.3.3. 進行公共協商的方式可能成為鼓勵或避免鄰避心理的因素。Cowan（2003）

檢視了在蘇格蘭反對者對精神健康服務搬遷的相關看法，並發現關於搬遷

的障礙和對此的強烈情緒往往與公眾諮詢的過程有關。他指出，雖然公眾

諮詢在其職能界定方面相對不成問題，但在其具體性質和後果方面更複雜。 

 

1.4.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過對本地以及海外文件的檢視和與主要受訪者的訪談以了解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和其他精神健康設施的設立之課題。受訪者涵蓋了與

ICCMW 選址相關的不同機構、部門和分支的一系列持分者，包括政府部門、

立法會、區議會、服務提供者、社區成員（如居民代表）和服務使用者。我們

還訪問了來自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和澳門的四位海外專家，以便更好地了

解社區精神健康機構選址的機制和做法。這些方法有助於實現以下研究目標： 

 

•了解支持和反對設施選址的理由 

•探討公眾對沖突解決方案的偏好 

•評估不同諮詢方法的可行性 

•辨識減少公眾反對的有效方法 

 

本研究報告共包括七個章節。在這個簡介章節之後，第 2 章介紹此項研究的分

析框架，包括「偏見規範性影響力綜合框架」（FINIS）。第 3 章闡述這項研

究的方法，並詳細介紹與主要受訪群體進行的深入訪談。第 4 章介紹數據處理

和分析的方法。第 5 章檢視與社區精神健康設施和其他「敏感」設施選址相關

的本地和海外文獻。第 6 章分析與主要受訪者訪談的主要結果，並闡述

ICCMW 的成功和不成功選址之個案。第 7 章介紹研究團隊提出的建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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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社區研究和多方的協作、擬議的 ICCMW 選址公眾諮詢協議書、加強反

歧視措施和規劃策略，以及加強社區精神健康教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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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分析架構 

 
2.1 本研究的基本結構包含兩個主要數據收集階段：1）以範圍綜述的方法作系統性

文獻回顧及 2）與主要受訪者進行深入訪談的質性研究 （具體方法將在本報告

第 3 章作詳細介紹）。為了建立數據收集和分析的基礎，我們必須參考一個既

定的分析框架，以系統性的方式解釋研究結果。本研究將參考了由 Pescosolido、

Martin、Lang 和 Olafsdottir（2008）提出的「偏見規範性影響力綜合框架」

Framework Integrating Normative Influences on Stigma, FINIS）。此理論框架為探討

公眾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的看法，提供了理解的角度、假設及概念圖。 

 

2.2 「偏見規範性影響力綜合框架」的概念是污名化（精神病及精神復康設施相關）

與幾種不同層次的社會生活是有關的：微觀或個人層次（包括心理和社會文

化） 、中層或組織層次（包括社交網絡） 、以及宏觀或社會因素。作為概括性

框架，「偏見規範性影響力綜合框架」可以應用於任何污名化的情況，但這必

須 在 實 質 和 假 設 中 度 身 訂 造 ， 才 能 夠 在 實 證 研 究 和 實 體 案 例 中 應 用

（Pescosolidoet al., 2008）。 這個框架應該能夠讓我們從不同角度瞭解本港市民

和本地社會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和其它精神健康設施的選址所發表的相關

意見。 

 

2.3 根據 Pescosolido 等人 （2008 年）所述，偏見規範性影響力綜合框架提供了建立

廣泛科學基礎之潛力，這基於對以下三方面的瞭解：偏見對精神病康復者生活

的影響、偏見對資源在相關組織和家庭照顧者的影響，以及針對去除偏見的政

策和計劃 。 偏見規範性影響力綜合框架可能有助於解釋為何去除偏見的做法會

失敗或成功的原因（包括來自實証框架或政策框架內外的作用），以防止預期

的影響。我們計劃在本研究進行訪談，以涵蓋微觀、中層和宏觀層面的問題，

藉以探討與對精神病患者污名化有關的不同因素和與精神健康設施選址相關的

問題。 

 

2.4 圖 1 描述了 FINIS 的框架，其中顯示出偏見的各種理論影響。愈接近這個框架

中心的因素，代表那些與偏見相關的，最容易被理解和被研究得最多的因素; 另

一方面，框架外層上的那些因素代表著較新的研究領域。有關微觀層面，圖 1

的左側包含了與精神疾病患者的特徵相關的概念，以及它們如何結合來預測對

污名反應。中層是指與精神病患者的「接觸」，代表了轉變看法的潛力。FINIS

框架的右側說明宏觀層面的因素，就是把污名放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中，形成了

定型和污名化的程度、定義「他者」的社會分裂性質，以及不同群體對主流文

化信仰的接受、拒絕或修改方式。第 3 章將詳細介紹有關研究設計和數據收集

方法，以及擬議的主題和訪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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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偏見規範性影響力綜合框架」（Framework Integrating Normative Influences on Stigma, FINIS） (Pescosolido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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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及收集數據方法 

 
3.1 系統性文獻綜述 

3.1.1 在開始收集數據之前，我們已對研究課題相關的現有文獻進行了系統性

綜述。我們檢視有關精神健康設施的選址和建立過程及經驗的文獻，尤

其是針對在成功選址事例中應對挑戰的成功做法和策略（包括諮詢過

程），以及不同持分者的角色和觀點 （包括關於偏見的不同方面）。 

 

3.1.2 我們也探討了在不同國家和社區背景下，尤其是在亞洲的環境中，精神

健康設施選址和建立過程及經驗的相關文獻。其他司法管轄區建立精神

健康設施的經驗能夠為發展本地的相關策略、方法和規則提供重要參考。

我們還檢視了目前香港政府概述實施社區精神健康設施選址的資料。綜

合的文獻結果為研究問題的設計、主要受訪者訪談中需要解決的主題，

以及數據分析提供了依據。 

 

3.1.3 文獻回顧策略 
3.1.3.1 本研究對文獻和現有資料進行了系統性回顧，以便深入瞭解過去

與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和其他精神健康設施選址相關的課題、

事件和做法。這項文獻回顧還有助於我們理解精神病患污名化相

關的概念和事件，尤其是為何反對在社區設立精神健康設施的原

因以及如何解決這些爭議的方法。我們回顧了香港 （主要是政府

文件、來自不同社會機構的研究報告與新聞檔案）及其他亞洲地

區及西方社會相關課題的文獻資料。 

 

3.1.3.2 這項文獻回顧採取了「系統範圍綜述」(scoping review)的策略。範

圍綜述通常用於澄清一個主題或領域內的工作定義、關鍵概念和

概念界限，並繪製可用的主要資料和證據的關係圖（Peters et al., 

2015; Tricco et al., 2016）。如本研究的課題一樣，當一組文獻複雜

多樣或尚未被全面回顧（Peters et al., 2015）時，這一策略特別適

用。範圍綜述也可依據時間、地點（例如國家或環境）、來源

（例如同行評審或「灰色」文獻）以及起源（例如學科或學術領

域）為相關文獻描繪關係圖（Peters et al., 2015）。本研究中的策

略整合了「範圍界定」和「系統」方式，前者概述有關主題的關

鍵概念和證據，後者聚焦於特定的標準或感興趣的問題（包括介

入和結果）（Peters et al., 2015; Tricco et al., 2016）。 

 

3.1.3.3 文獻回顧由以下問題作引導：  

a. 在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和其他精神健康設施的選址上，政

府官員、服務提供者、社區和服務使用者分別遇到甚麼問題

與挑戰？ 

b. 為建立精神健康服務機構，世界各地政府採用的計劃和規範

是甚麼？ 

c. 有關的考慮和做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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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規劃、諮詢與設立會址上解決爭議的成功與失敗因素是什

麼？ 

3.1.4 文獻來源  

3.1.4.1 以香港為背景的文獻資料， 包括關於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的官方檔案和指引 。通過回顧這些文件，我們識別了與成功建立

精神健康設施有關的關鍵因素、過往的諮詢程式，以及不同持份

者的關注。我們檢視了各區議會的會議記錄，以明白有關公眾參

與公眾諮詢的情況（支持和反對兩者方案意見），以及社署在尋

找合適會址上的努力。最後，我們檢視了與精神健康政策與服務

規劃相關的官方報告， 並特別聚焦於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服

務是如何執行。 

 

3.1.4.2 除了這些官方檔案和基本資料之外，我們還搜集了公開的資料，

包括本地報紙、雜誌和其他的媒體平台與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選址 （包括決策、爭議和反對意見）等方面有關的報導。  

 

3.1.4.3 我們亦回顧了關於其他司法管轄區中社區精神健康設施選址的資

料，以評估海外有關公眾諮詢、選址和減少污名的案例、規範和

做法是否能對於完善香港的諮詢機制和其他選址和落戶課題作為

參考 。這些海外資料包括期刊文章、官方文件為設立有「敏感性」

社會服務設施的諮詢和選址準則和指引。 

 

3.1.4.4 由於互聯網的資源和文獻提供有關其他司法管轄區建立社區精神

健康機構和進行公眾諮詢經驗的資料有限，我們還與海外專家進

行訪談，以獲得對不同情況的更多理解，並澄清在現有文獻中找

不到或不清楚的資訊。 這些專家是通過我們的個人關係、網上的

聯繫資訊，以及駐港相關司法管轄區的領事館和代表處而認識。 

我們與來自澳門、台灣、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六

位專家聯絡。 訪問是通過電話、視像會議或電子郵件進行。 這些

訪談不僅為我們提供了有關在這些管轄區的社區精神健康設施與

諮詢的一般資料，他們還提供了其他細節以及個人經驗和見解。 

 

3.2 與主要受訪者的質性訪談 

3.2.1 與主要受訪者進行關於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選址課題之深入訪談有

助於達成以下研究目標： 

1）瞭解支持和反對設施選址的理由 

2）審視公眾對沖突解決方案的傾向 

3）評估不同方法的可行性 

4）識別減少公眾反對的有效方法 

3.2.2 與主要受訪者的深入訪談從 2017 年 9 月初開始，並於 2018 年 5 月中旬

結束。我們共完成了 74 個訪談，當中涉及 84 位個人或案例 。訪談以半

結構化的方式進行，使受訪者能夠以最低程度的限制分享他們的所知和

觀點，從而使我們能夠盡可能地獲得最多的資料和觀點。每次的深入訪

談平均需時約 4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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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對於所有類別的受訪者，訪談一直著重於四個關鍵點：1）對現有諮詢機

制的瞭解以及他們在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中的個人經驗 、 2）他

們在其社區中對精神病患者和康復者污名化和歧視的觀察和經驗 、 3）

他們對近年來公眾對精神病患者和康復者態度上的理解，以及 4）有關

改善諮詢機制和方法的建議，以減低公眾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

的反對意見。 

 

3.2.4 此外，對於那些尚未獲得永久會址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我們檢視

了其過往的服務營運經驗、當前的挑戰，以及在未來的服務開發和設立

永久會址的計劃。 

 

3.2.5 訪談對象、抽樣和重點 
3.2.5.1 本次研究的主要受訪者包括：1）政府部門、地區辦事處的代表，

2）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負責人、經理，3）區議會議員和立

法會議員，4）社區領袖和居民， 以及 5）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的服務使用者和自助組織。表 1 列出主要受訪者的類別、深入訪

談數目，以及參與訪談的人數或案例數量。 

 

3.2.5.2 我們採用了立意抽樣法 (purposive sampling)來識別受訪者。這是一

種非隨機抽樣方法，根據研究者對那些受訪者為最有用或最有代

表性的判斷來選擇潛在受訪者（Babbie，2011）。此外，我們還採

用滾雪球抽樣方法招募主要受訪者。 首先通過公開的渠道和個人

網絡確定誰適合成為本研究的受訪者; 例如，我們通過與我們長期

合作的其中一個服務提供者代表，開展與所有 11 間精神健康綜合

社區中心的服務提供者建立聯繫， 該名服務提供者並且為我們聯

繫其他機構負責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同工。 

 

3.2.5.3 透過互聯網上的聯絡資料，我們與社會福利署及房屋署的官員取

得聯繫。我們還通過電子郵件向一些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發出邀

請，成功預約訪談 。 

 

3.2.5.4 由於我們與一些區議員已建立了個人網絡，因此我們更容易與他

們安排訪談。雖然部分區議員的選區並不位於現有或擬議的精神

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會址所在地或附近，但他們能夠為有關如何設

立「敏感」社會服務設施的公眾諮詢提供寶貴資料和意見，以及

分享他們處理社區精神健康相關課題的經驗。此外，他們非常友

善地向我們推薦與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會址相關社區的其他區

議員。一些區議員和服務提供者亦幫助我們與社區成員建立聯繫，

包括服務使用者、互助委員會和業主立案法團主席、主要社區組

織，以及一向支持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設立的社區義工和活躍

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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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受訪者 已完成的訪談數目 

政府部門 

13 

(1 位社署助理署長; 11 位地區福

利專員; 1 位房屋署代表)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主要負責人／經理 14* 

區議員與立法會議員 

19 

(15 位區議員 及 4 位立法會議

員) 

社區領袖與居民(互助委員會/居民代表; 來自社區的

非會員義工等) 
20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使用者 8 

主要受訪者總數 (或個案數目) 74 

表 1. 各主要受訪者群體的訪談數目（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5 月） 
（*與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提供者的訪談包括來自 24 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的代表） 

 

3.3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過程的比較 

3.3.1 對比研究方法通過特殊案例的比較，探討影響香港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

心設立的特定因素，以及了解有助中心順利設立或遇到阻礙的潛在因素。

在這 24 閒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檢視中發現，有 6 個案例因擁有獨特

的諮詢程序、與鄰里利益相關談判手法，以及其他環境因素，故此值得

作更深入的分析。它們被界定為成功或者不成功的例子。這些案例包括

兩個已經在大眾傳媒中報道的案例，即大圍的美林邨和東涌的逸東村，

以及根據與主要受訪者訪談和查閱相關選址文件結果選出的四個不記名

案例。比較範疇包括參與過程、不同持分者的角色，以及狀況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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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數據處理及數據分析 
 

4.1 範圍綜述的數據分析 (Scoping Review) 

4.1.1 根據研究目標和問題，我們對現有文獻範圍綜述所獲得的數據作系統的

整理 。我們並確定與本研究相關的專題類別， 包括 1）建立社區精神健

康設施的挑戰和困難，2）與設立精神健康設施相關的污名化解決策略，

3）官方協議和所採用的程序，4）所採用的諮詢過程，5）在諮詢過程中

解決疑慮和反對意見的策略，和 6）處理公眾的歧視和反對之策略與最

佳做法。 

  

4.2 案例對比分析 

4.2.1 基於主要受訪者的質性訪談，我們比較了兩種社區的數據，即精神健康

綜合社區中心已成功建立的社區與中心尚未得到永久會址的社區，包括

這些社區持份者所表達的觀點。這兩種情況之間的差異有助我們識別永

久性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成功建立與否的因素。 

 

4.3 面談數據分析 

4.3.1 我們為每一個訪談的內容預備了概述，並對當中的質性數據進行了專題

分析 (thematic analysis)。專題分析是一種被廣泛應用的質性數據分析方法，

包含一組從數據庫中識別意義模式的方法（University of Auckland，n.d.）。

專題分析的一個優點是理論上的靈活性，能夠在不同的框架內解答不同

類型的研究問題。這種方法適合應用於與個人的經驗、觀點和看法有關

的問題。這採用歸納方法進行分析，由數據內容主導編碼和建立有關主

題 。在分析數據時，我們遵循了奧克蘭大學心理學院所提出的專題分析

程式框架： 

1）搜索主題：此階段包括檢查代碼和整理數據，以識別較廣泛但明顯的

意義模式（潛在主題）。然後是整理與每個主題相關的數據，從而能夠檢

視每個主題的可行性。 

2）檢視主題：這個階段包括根據數據庫檢查主題，以確定它們說出的

「故事」是否令人信服地解答了研究問題。在這個階段，主題會被整理

（分割、併合或放棄）。 

3）為主題作定義及命名：此階段涉及每個主題的詳細分析，包括確定每

個主題的範圍、焦點和相關的「故事」。這還涉及為每個主題決定一個恰

當的名稱。 

4）撰寫：最後這個階段是將分析中的敘述和數據進行整理，並與現有文

獻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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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地與海外提供精神健康設施的模式:                 

相同與不同 
 

5.1 對本地的文件的查閱包括政府的刊物、學術文章、新聞報導、以及立法會及區

議會的會議紀要。政府刊物及立法會及區議會會議紀要分別透過政府部門及議

會的官方網頁獲得；並通過搜索學術數據庫和搜索引擎找到學術文章和新聞報

導。 所有的資料根據它們是否符合是項研究的主題而選擇納入。這範疇的文獻

檢視使我們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的爭議有更深入的了解，也建立了後

續主要受訪者訪談的基礎，以及奠定所採用的分析方法和識別與選址成功設立

的相關因素。 

 

5.2. 我們還查閱了其他司法管轄區設立社區精神健康機構的經驗、公眾諮詢程序以

及減少歧視的策略的相關資料。此項研究選擇的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澳門、中

國台灣、新加坡、日本和韓國、以及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和美國。選擇

這些國家進行文獻綜述主要基於它們接近香港的地理位置、文化特征或司法和

行政系統。由於它們在多方面與香港相似，這使我們能夠確定其經驗是否可以

為檢視和規劃有效的公眾諮詢和減少歧視提供有效的參考。我們亦通過互聯網

的搜索以及個人的接觸與這些地區的專家和學者獲取海外的文獻。這些文獻包

括機構報告、期刊文章、政府網站和政策文件，以及媒體報導和評論。 

 

5.3 由於互聯網的資源和文獻所提供有關其他司法管轄區在建立社區精神健康機構

和進行公眾諮詢方面的經驗有限，我們為此還採訪了一些海外專家，以進一步

了解他們對不同情況的看法，並查清文獻中不清晰或欠缺的信息。這些專家通

過我們的個人網絡以及這些地區駐香港的領事館和代表處進行聯繫。 我們採訪

了來自中國澳門、中國台灣、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六位專家。

訪問通過電話、視頻會議或電子郵件進行。 這些訪談為我們提供了這些司法管

轄區的社區精神健康設施和諮詢手法之一般信息、其他細節，以及個人經驗和

見解。 

 

5.4 我們檢視的海外經驗資源主要是政府或公共機構發布的報告、議定書和指南。 

這些報告涉及的課題包括減少歧視的策略、精神病患者的社會融合、公共服務

的土地劃分和諮詢指南。 我們還查閱了選定管轄區內的精神健康服務網站，包

括非政府組織、社區團體和私人機構的網站，以了解如何處理精神健康服務和

反歧視工作。 

 

5.5 我們聚焦了解面臨鄰里持分者反對的精神健康或其他「敏感 」社區服務的公眾

諮詢方法。 我們尤其關注社區服務規劃和選擇這些「敏感 」服務的諮詢方式和

方法，以便我們可以將他們的機制和經驗與香港的諮詢方法和經驗進行比較。 

這包括政府當局、服務提供者和社區領導者在讓居民參與影響社區中所擔當的

決策角色以及這些諮詢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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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因為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這種以社區為基礎，且非住宿的服務模式，在其他

司法管轄區並不普遍，所以我們也涵蓋了為弱勢群體包括精神病患者、出院的

病患者而設立的可負擔居所以及其他不受居民歡迎的的「敏感設施 」，例如藥

物上癮和酒癮治療的服務以及罪犯支援服務機構。有關的設立模式和諮詢方法

將為目前香港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設立機制，提供有價值的參考以及為

未來提出改善建議。 

 

5.7 我們還查閱了在其他司法管轄區與保護殘疾人士(尤其精神病患者)權利相關的

資料 和反歧視的政策。 最後，我們查閱了選定管轄區內有關公眾對精神疾病態

度的新聞報導以及對社區服務選址的看法，以便了解公眾對這些課題的看法及

官方話語。 

 

 

5.8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5.8.1 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施政報告公佈，鑑於需求不斷增加，香港政府改革精

神健康康復服務並在全港建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這反映醫療社區合

作模式的採用，該模式估計會帶來許多好處，並且響應全球趨勢，允許合適

的患者在評估後在社區接受護理，以獲得更好的康復。 近年來，香港的精

神疾病發病率有所上升，精神健康服務和康復設施在每個社區都是不可或缺

的。在近年發生了多宗涉及精神病患者的致命事件後，這些服務比以往任何

時候都更需要。 

 

5.8.2  然而，建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過程受到眾多挑戰和障礙，各區不同

區情導致香港 18 區的實施情況各不相同。 最大的挑戰與社區中心的選址有

關。 部分地區的服務營運者能夠獲得永久會址，而其他地區的服務提供者

仍在租用或從其他機構借用空間。 對於這些服務提供者而言，缺乏永久會

址阻礙了提供精神健康服務，並對服務使用者帶來不便。 

 

5.8.3 社區組織協會最近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大多數社區成員受訪者同意在他們

的社區建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SOCO，2011）。 然而，建立精神健康

綜合社區中心的進展仍然停滯不前，這表明存在著與此問題相關的其他障礙。 

為社區中心尋找場所面臨困難的原因是複雜、多維和區域性的。 其中包括

由於傳統文化信仰和誤解造成的公眾反對、部門協調中的官僚作風，以及地

區領袖的意見。 

 

5.8.4 本部分的文獻綜述探討在香港不同社區建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所採用的

方法和經驗，包括公眾輿論、政府政策和公眾諮詢程序及其影響。 

 

5.9 成立服務的原因 

5.9.1 為響應公眾對社區支持精神病患康復者及精神健康服務供應不足的關注，香

港特區政府在 2009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醫院管理局的個案管理服務將推行

一項試驗計劃，以加強對精神病患者的支援（平等機會委員會，2016 年）。

當中指出，專科診所只會在評估後治療有複雜需要的精神病患者，同時將有

輕微精神健康問題的人轉介到社區精神健康中心，後來又被稱為精神健康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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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社區中心（ICCMWs）（香港特別行政區，2009 年）。 精神病患者現在可

以使用他們所在地區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以更容易獲得所需服務。 

 

5.9.2 因此，精神疾病的預防、檢測和康復是社區中心的主要服務，而嚴重精神病

患者的治療是公立醫院精神科服務的責任。 這可以促進精神健康方面的醫

療與社區間合作。通過釋放醫院病床，在社區實現更好的精神康復服務來加

強治療服務，並集中資源以鞏固公共醫療系統。 

 

5.10 官方方法 

5.10.1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目的是為有需要的人提供一站式的，以社區為基礎

的精神健康服務，包括精神疾病預防、發現和康復，體現社區照顧方法。 

香港的 24 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為疑似精神健康問題的患者、前患者及

其家人提供一系列社區支援。 政府正提供愈來愈多的支援，2010 年至 2017

年的支出倍增;目的是為有需要的人提供集中和度身定造的支援。 

 

5.10.2 社會福利署（社署）負責搜尋香港所有 18 區適合作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永久會址的地方。 雖然社署負責制訂和實施社區中心服務，但不同地區和

社區設立永久性選址的經驗亦有所不同。 社署和服務提供者在過程中遇到

了一系列挑戰和障礙。 

 

5.10.3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第 3 章已規定如何在社區內設立社區及福利服務

設施，當中包括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第 10.2.49 條明確指出，地點方便

和高度是社區中心位置的關鍵特徵： 

精 神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 心 應 設 於 人 口 集 中 、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易 於 到 達 的 地 點 。 為 方 便 服 務 使 用 者 起 見 ， 中 
心 的 位 置 應 暢 通 無 阻 ， 宜 就 近 其 他 社 會 福 利 設 施 。 
精 神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 心 最 好 設 於 樓 宇 地 面 一 層 ， 不 
過 ， 有 升 降 機 直 達 的 其 他 樓 層 亦 適 合 。 精 神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 心 所 處 高 度 ， 離 地 面 不 得 超 過 2 4 米 。 
 

5.10.4 第 10.2.50 條詳細說明了有關建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因素，包括服務

需求、人口特徵和地區的地理因素等。 這些指示亦指出區內不應有任何預

先設定的標準，並需根據康復服務計劃與社署合辦項目： 

各區的康復服務不應有預設標準。對這些設施的需求不只視乎人口
而定,同時亦會取決於人口特徵、 地理因素及服務需求,並應與社署
共同研究,以該署的康復計劃方案為依據。  

5.10.5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亦訂下為「敏感社區設施 」進行公眾諮詢的條文。

第 1.4.3 及 1.4.4 條建議政府部門在民政事務總署及各區民政事務處的協助下，

制訂公眾諮詢策略，以爭取公眾支持。 這包括在早期規劃階段確定潛在的

受諮詢者和適當的諮詢渠道，以及確定項目背景、選址原因和服務內容。 

這種公眾諮詢的範圍應盡可能廣泛： 

在 為 敏 感 社 區 設 施 預 留 用 地 的 規 劃 過 程 中 ，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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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倡 議 人 應 在 初 期 階 段 諮 詢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以 及 
有 關 地 區 的 民 政 事 務 處 ， 以 訂 定 一 套 公 眾 諮 詢 
策 略 ， 爭 取 公 眾 的 支 持 。 當 局 應 視 乎 擬 議 設 施 
的 性 質 ， 在 初 期 階 段 即 決 定 諮 詢 對 象 及 適 當 的 
諮 詢 渠 道 。 在 進 行 諮 詢 期 間 ， 應 清 楚 解 釋 闢 設 
這 些 設 施 的 背 景 以 及 選 取 有 關 地 點 的 理 據 等 。 
諮 詢 的 範 圍 應 盡 量 擴 闊 ， 力 求 所 有 有 關 人 士 ， 
包 括 區 議 會 、 有 關 的 地 區 團 體 、 反 映 公 眾 意 見 
的 社 團 等 都 能 夠 得 悉 有 關 事 宜 ， 並 有 機 會 表 達 
意 見 。(1.4.3)      
 

5.10.6 換言之，應向區議會、居民協會（例如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互助小組、業

主立案法團）及社區關注團體應進行諮詢，以確保聽取他們對新設立服務的

意見和觀點。 由於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屬於「乙類 」設施之一，因此建

議進一步加強公眾諮詢的任務，包括回應和跟進行動： 

為 使 公 眾 瞭 解 及 接 納 敏 感性 社 區 設 施 ， 當 局 可 能 
須 作 出 更 大 的 努 力 ， 尤 其 是 乙 類 設 施 。 在 進 行 
諮 詢 時 ， 應 適 當 地 強 調 社 區 融 合 的 觀 念 ， 以 爭 
取 地 區 人 士 的 支 援 。 曾 被 諮 詢 的 人 士 應 獲 告 知 
諮 詢 的 結 果 ， 當 局 亦 應 對 諮 詢 期 間 接 獲 的 意 見 
作 出 適 當 的 回 應 。 此 外 ， 在 公 眾 諮 詢 期 間 所 搜 
集 到 的 意 見 ， 應 妥 為 記 錄 ， 以 作 存 檔 之 用 ， 並 
方 便 日 後 作 出 跟 進 。 

 
5.10.7 一般而言，《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已提供精確的建議，以便在鄰近地區成

立新的社區服務設施前進行公眾諮詢。 這些全面的規定涵蓋的範圍包括在

規劃的開始階段制定諮詢計劃、確定要諮詢的人士和群體、向持分者提供的

內容和信息，以及對受諮詢者關注的回應。  

 

5.10.8 理論上，這些指引應該適用於現有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選址。 但是，

一些地區在取得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永久會址的過程上遇上一些障礙，這

主要是由於公眾的反對，而反對原因主要出於歧視和污名化。 以下部分檢

視了以往有關香港精神病患者和前患者的污名化和歧視問題的研究和資料。 

 

5.11 公眾對選址的反對和支持 

 

5.11.1 香港精神健康與社會污名化/歧視情況  
5.11.1.1 多年來的研究顯示，對患有精神病患者的污名化是根深蒂固，並涉及

各種社會文化和制度因素。 基於中國文化的集體主義，恥辱不僅影響

精神病患者或前患者，還影響其家人和照顧者（Tsang＆Tam，2003）。 

研究人員探討了香港對精神病患者的侮辱和歧視，並確定了與這些課

題相關的一系列因素。 

 

5.11.2 對精神病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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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1 污名化和歧視可能與對精神疾病的錯誤觀念或誤解有關。 例如，Chiu

和 Chan（2007）的一項研究發現，受訪者對精神疾病和康復的認知甚

少。 誤解和刻板印像很常見，因為公眾的看法很容易受到媒體的影響。  

 

5.11.2.2 廣大民眾經常認為精神病患者是暴力、不可預測和非理性的，這可能

使市民與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保持距離，因而影響他們的精神健康狀況

和康復（平等機會委員會，2002 年）。 對精神病的誤解會導致污名化，

導致更大的社交距離和病患者不願意尋求幫助。 

 

5.12 事件 
5.12.1 自 2009 年的施政報告後，有一些事件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精神健康綜合社

區中心的服務規劃、諮詢和營運，而 2011 年的區議會選舉使建立精神健康

綜合社區中心的敏感問題更加複雜和有爭議。 由於在社區提出此類計劃的

時間不合適，因而出現劇烈的反對（立法會，2011 年），三個社區中心的

諮詢都被擱置了，以避免區議會選舉期（平等機會委員會，2016 年）。  

 

5.12.2 有人擔心過去曾發生過有關精神病患者作為肇事者的悲劇事件（例如尖沙咀

站發生的燃油彈襲擊事件）會加劇對精神病患者的污名化，導致租用空間作

服務和康復中心方面的困難（立法會，2017 年）。 

 

5.12.3 對服務提供者和使用者的挑戰 
5.12.3.1 正如 Tsang 和 Tam（2003）所解釋，對精神健康機構選址的一些反對意

見與社區居民在他們社區建立設施的「不在我的後院 」（ 鄰避，

NIMBY）情緒有關。 反對者可能會認同包括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在

內的精神病患者的服務需要，但認為設施應放在其他地方。  

 

5.12.3.2 根據 2016 年平機會的研究，鄰近居民反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建立

的「不在我的後院 」綜合症與自私、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認為設施

是不必要的看法以及對公共安全的關注等相關。 但是，一些服務提供

者表示，這些中心對社區至關重要，應該放在民區附近，以接觸更多

人。  

 

5.12.3.3 當服務提供者沒有運營地點時，他們有時可能需要從非政府組織或社

署處所運營的社區中心借用空間。 在這種情況下，因為空間僅僅是臨

時的，不同地點之間的頻繁運輸往來和物流安排困難實是在所難免。 

這對維持服務穩定性和效率構成負面影響;也影響了服務使用者對環境

的歸屬感（HKCSS，2013）。 

  

5.12.3.4 截至 2012 年，租用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場所的財政補貼固定為每平

方英尺 4.2 元（與公共租賃住房相同），而在商場租用一個空間至少每

平方英尺為 15-20 元。 因此，在經濟上不可能為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

心租用臨時空間（立法會，2012）。故此，某些服務使用者可能需要

使用其社區之外的中心。 這會給服務使用者帶來不便，並阻礙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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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尋求幫助，從而妨礙及早識別精神病個案的工作（文匯報，

2011）。 

  

5.12.3.5 如果服務提供者租用商業單位，居民可能很難了解他們，因而妨礙他

們的運營。 此外，處於商業大廈中的臨時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往往

由於這些大廈的管理規定而限制了其可提供的服務，例如禁止可能騷

擾其他租戶的「嘈雜 」活動（例如跳舞，卡拉 OK）或要求向管理處

提交訪客名單（香港電台，2017 年）。  

 

5.12.3.6 根據資助及服務協議，每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必須包括職業治療

師、合資格的精神科護士，以及至少兩名具有至少三年精神健康服務

經驗的註冊社工（立法會，2017）。 

 

5.12.4 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官方回應 
5.12.4.1 針對上述問題，政府和有關各方以下列方式作出回應，如政府和非政

府組織報告、政策文件、議定書、準則、規劃標準、新聞報導和其他

文件。 

 

5.12.4.2 缺乏支持：地方領袖可能不支持建立精神健康設施的計劃。 舉例來說，

屯門區議會副主席強烈反對將湖景邨的幼稚園舊址改為精神健康綜合

社區中心。 這種反對可能是由於對精神疾病的誤解，以及選民在選舉

年的意見（立法會，2011）。  

 

5.12.4.3 令人愉快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環境：與醫院相比，精神健康綜合

社區中心環境更受患者歡迎，因為它們更現代化、更友善，因此減少

污名化（東方日報，2011）。  

 

5.13 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的論點 

5.13.1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政策引起了社區的爭議，並在立法會和各區議會中引

起激烈辯論。 本節總結了與這些討論相關的要點。 

  

5.13.2 香港的土地資源非常稀缺。儘管政府有不同的工作流程和程序以釋放土地，

但社會福利設施場所的可用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的土地供應 （Law，

Wong， &Ho，2012）。根據過往的經驗，要讓所有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

心搬進永久會址可能需要 10 年的時間（如 2009 年宣佈的那樣）。 

 

5.13.3 一些因素已被確定為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挑戰。值得一提的是，每

個地區的可用空間、人口、持分者以及諮詢都不一樣，因此以下因素可能不

能全部適用於所有情況。 

 

5.13.4 責任方的行動 

5.13.4.1 政府決定在沒有進行有意規劃或預定可用地方時，決議迅速設立 24 間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這代表著相當臨時的做法。從公佈到實施，

儘管該過程涉及許多複雜的活動，但是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



 29 

規劃期可能非常短。尋找合適的場所、諮詢當地的持分者以及翻新工

程是需要時間和精力。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場所規劃和選址的時

間因應具體的情況，可持續數年乃至數十年（Law，Wong， &Ho，

2012）。記錄顯示，有些諮詢期持續時間不到一年，而有的則維持了

兩年多（EOC，2016）。由於沒有關於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諮詢標

準指南，這可能會嚴重受到參與者角色和態度的影響。 

 

5.13.4.2 根據區議會會議紀要，各個地區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發展不同，

可能是因應各地區官員的行動以及社區需求。一些官員可能會將精神

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發展設定為最高的優先級別以應對當地更多的需

求，有些則可能不會（Law，Wong，&Ho，2012）。一些社署官員表現

堅定的態度，並在區議會上強調項目的緊迫性，該項目最終得以繼續

進行。而在其他區，官員則撤回該項目建議以回應社區的關注（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2016）。 

 

5.13.5 合適空間的提供 
5.13.5.1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位置的適用性基於多種因素，包括中心的建築

面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建築面積應根據工作人員的數量進行

調整，並應考慮以迎合未來工作人員和服務使用者數量的增長。在目

前的設施中，可能需要轉換地方和更改目的以便將該房舍用作精神健

康綜合社區中心。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是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其中一個房地產租賃商，他們在租賃房舍有其限制，包括短期租約、

不利地點，以及盈利考慮因素 （Law，Wong，&Ho， 2012； RTHK， 

2017）。在大多數情況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服務提供者仍在

臨時會址營運，可用的房舍有些是質量較差，另一些是處於申請程序

中（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2016）。 

 

5.13.5.2 其他社區設施，如長者地區中心（District Elderly Community Centres 

(DECC)）和長者鄰舍中心（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s (NEC)）都面

臨著狹小空間的挑戰，而且需要另覓位置（Law，Wong，＆Ho，2012

）。結果，各機構之間存在尋找空間的競爭。正如平等機會委員會

（2016 年）指出，問題的根源是土地稀缺。一個認真的長期規劃過程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有人建議應建立明確的優先準則或憑證制度，為

不同社會服務機構的房舍空間分配提供方向（Law，Wong，＆Ho，

2012）。 

 

5.13.6 制度上的阻礙 
5.13.6.1 目前，規劃署和房屋署均不負責福利規劃。 此外，政府部門之間存在

相互衝突的政策。 建議重新檢討《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以確保政

府部門能夠承擔具體責任，並採取具體行動，以推動和促進選址過程，

而不是完全依賴社署（Law，Wong，＆Ho，2012）。 

 

5.13.6.2 作為目前缺乏協調的一個例子，市區重建局及規劃署轄下的土地將會

重建，但特定地點是保密的，而社署基本上不知道。社署可向市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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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局及規劃署當局查詢可用作福利設施的地點，以加快這些設施的設

立（Law，Wong，＆Ho，2012）。 然而，社署在跨部門談判方面不夠

強大（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2016 年）。 

 

5.13.6.3 現時處理福利設施土地供應的方法需時過長而分散，且由於社署審查

潛在房舍的程序冗長，原本可供租用的一些合適房舍已由其他人選取

（LegCo，2012）。據報，社署沒有盡力從政府產業署爭取地方且沒積

極提高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優先次序（Law，Wong，＆Ho，

2012）。個別分支機構和地區辦事處可自行決定尋覓場所的需求，等

待空置房舍的時間通常需要數年。這有需要建立和實施一個標準化的

體系以確保選址過程的公平性和效率，並確認面臨嚴重不足的服務之

優先級別。 

 

5.13.7 社區抵抗 
5.13.7.1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等的敏感社區服務通常會遭到鄰里官員和居民

的反對和質疑。例如，由於透明度低、服務的不需要、以及歧視等的

看法，區議員、社區領導和社區持分者可能會拒絕和抗議設立精神健

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提案。2014 年大圍的案例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一

些居民和社區領袖堅稱他們沒有被告知選址相關的事項。當社署最近

再一次提起建立中心的建議時，居民再一次反抗，且使用暴力，影響

社區的和諧（CableTV, 2018; HK01, 2018） 。 為了避免這種阻力，往後

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應該分配在新開發的地點。 

 

5.13.7.2 在香港的 18 個地區中，社署都沒有針對進行公眾諮詢的議定書。現有

的靈活性允許不同的實施方法，並且可以為遊說社區領導和居民度身

定造活動，以便最好地解決特定的鄰里情況。但是，這意味著在不同

的地點和時間，表現出的情況會有所不同。同樣地，過程的透明度和

地區社會福利辦事處的辦事手法也會因地而異，有些則會採用較為保

守的方法（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2016）。 

 

5.14 討論和論點 

5.14.1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政策引發社區爭議，並在立法會及各區議會引起激

烈辯論。官方記錄詳細記錄了政治家的觀點以及政府官員的回應。對這些記

錄的審查有助於了解這些爭議的背景和歷史，以及辨識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

心政策中的有效方法和相關落差。 本節總結了與這些討論相關的要點。 

 

5.14.2 立法會上的政策爭論和討論 

5.14.2.1 2011 年，康和互助社聯會表示，政府推出新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服務結構已經破壞了精神病患者的持續康復，因為他們必須適應新的

服務模式以及新的治療師和社工。 與過去的服務模式不同，服務使用

者現在需要到各自區域的中心，儘管有些人會到其他地區的中心以避

免被認出（立法會，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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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2.2 在政策公佈兩年後，不同立法會議員表示關注，一些精神健康綜合社

區中心服務提供者仍然無法找到合適的永久會址。 香港精神康復者聯

盟指出，這是因為社署並沒有與其他政府機構（例如規劃署、勞工處、

房屋署）合作，以達到獲取永久會址的目標（立法會，2011）。 

 

5.14.2.3 此外，政府採用的方法強調「回歸社區 」，而不是社會包容。 因此，

沒有明確的行動來減少對精神病患者的污名和刻板印象。污名化的課

題超出了康復和復元的範疇，也涉及對社會結構、資源分配和政策制

定。  

 

5.14.2.4 服務提供者表示，在推行這項計劃前，由社署主導的精神健康綜合社

區中心項目並沒有向任何精神病患者進行諮詢，而香港的精神康復者

聯盟則指責社署不尊重使用者，並忽視使用者的觀點。 他們補充說，

作為精神健康關鍵持份者，現時和之前患者應有權了解和參與中心的

選址。 雖然該聯盟在全港有 9,000 名成員，但他們聲稱社署沒有聯絡

他們，以考慮他們的需要（立法會，2011）。 基於以上幾點，可以推

論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規劃過程不夠全面，無法充分考慮精神病患

者的觀點，從而導致潛在服務使用者的不滿和不便。  

 

5.14.3  地區上的政策爭論和討論 

5.14.3.1 在區域層面建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過程中，個別區議會面對解

決爭議和實際運作問題的個別考慮和條件。 本節根據有關中心選址和

建立的會議記錄，概述了區議會的主要討論 。 

 

5.14.3.2 九龍城區議會: 2012 年，九龍城區議員已敦促政府投入更多資源進行精

神健康康復服務。 他們相信採用社區照顧方法，與精神病有關的悲劇

會有所減少（九龍城區議會，2012）。 區議員陸勁光堅持認為，在選

擇精神健康設施的地點時，必須考慮交通和住宿。 議員莫嘉嫻指出，

社署應有一個全面的計劃，以盡量減少這類設施對社區的影響，因此

該地點應遠離住宅。 

  

5.14.3.3 社署代表答復，該署會回應地方社會福利樓宇的需要，並會就有關擬

議設施的設計諮詢持份者。 他還釋除對擬議設施和服務使用者性質的

懷疑，並建議設施名稱應「中立 」，而不是明確地提及「精神健康」

（九龍城區議會，2012）。  

 

5.14.3.4 在 2014 年，九龍城區的社區建設及社會服務委員會同意將龍澄坊社區

中心搬遷至可作為永久會址的地區政府綜合大樓的建議（九龍區區議

會，2014）。 截至 2018 年 3 月，擬議的新永久會址仍未能交予服務運

營機構。 

 

5.14.3.5 葵青區議會：區議員促請社署進行全面的諮詢和溝通，以減輕市民的

憂慮，消除誤解。 與此同時，有限的空間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為該地區

提供服務。 林翠玲議員批評社署進行了「不完整 」的諮詢（例如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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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署是否曾諮詢在擬議地點對面的幼稚園）。 黃炳權議員認為，在推

行建立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計劃前，社署應確保有清晰充分的

諮詢（葵青區議會，2013）。 社署曾就大窩口的社區中心成立舉辦了

多項活動和諮詢，包括參觀、講座、論壇和提供查詢熱線。  

 

5.14.3.6 議員亦關注該設施的運作，尤其是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轉介機制、

與沒有覆診的服務使用者之跟進方案，以及社署、醫院和中心之間的

協調和關係。 社署的代表強調服務的便捷性，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應放置在人口集中的地區，以便為更多有需要人士提供服務（與當地

居民的提議相反）。 

 

5.14.3.7 在回應議員有關為何不在新落成屋邨成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查

詢時，該名官員表示當時葵青區並沒有新建的公共屋邨，而舊社區亦

需要精神健康服務。 區議會主席強調社區照顧的重要性，並有助病患

者和康復者的康復，亦有助於建立一個和諧的社區（葵青區議會，

2013）。  

 

5.14.3.8 東區區議會：在 2011 年初，依然很難為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尋找合

適房舍。 這意味著其中一個服務提供者（東區的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

處）不得不將東區服務使用者轉介至他們在灣仔的中心。 區議員龔栢

祥對精神病患者可能對當地居民構成威脅表示關注，並建議社署應為

精神健康服務提供更多資源。 林翠蓮議員支持市政大樓的延遲發展，

並對是否會導致該區精神健康服務推遲表示關注（東區區議會，

2013）。  

 

5.14.3.9 南區區議會：在 2011 年，房屋委員會及社署在華富邨找到一個選址地

點。 然而，區議員歐立成批評華富邨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實施緩

慢。 由於該處屬於房委會的管轄範圍，土地用途的變化涉及複雜而漫

長的過程，而該地點在可用一年後仍未使用。 他建議社署應與房委會

商討或要求房委會在未來優先處理這類申請，因為這會導致居民對精

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的意見有所改變（南區區議會，2012）。  

 

5.14.3.10 離島區議會：位於逸東邨的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於 2013 年 8 月成立。

這個分址用以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 由於空間更大，該分址將為管理

及專業同工以及有需要人士提供更多的活動空間。 長貴邨管理諮詢委

員會的支持及長洲對精神健康服務的迫切需求促成了該精神健康綜合

社區中心的成立。 服務提供者一直積極主辦社區教育活動，加強溝通

和社交網絡（離島區議會，2014）。 這些是促進成功為中心選址的相

關因素。 

 

5.14.3.11 油尖旺區議會：一名區議員向社署投訴缺乏建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

心的合適地點（油尖旺區議會，2013）。 為應對 2017 年尖沙咀地鐵站

發生的縱火襲擊事件，議員們呼籲社署加強精神健康的推廣，並詢問

有關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程序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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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3.12 議員們還詢問如果患者沒有按時覆診，當局的跟進行動。 增選成員岑

柱華建議政府加強對精神科醫生的培訓，增加畢業生人數，以支持精

神服務的提供。 唐明森委員強調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並建議邀請

有心理疾病經驗的名人分享經驗，以幫助提高公眾對精神疾病的認識。 

此外，議員許德亮對計劃中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提出查詢：

該處屬於屋宇署，但社署並沒有取得選址。社署則回覆說他們正積極

研究這個問題（油尖旺區議會，2017 年）。  

 

5.14.3.13 2017 年 11 月，規劃署在區議會會議上宣布了洗衣街大樓重建的計劃。

它將容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及其他福利設施。該部門聲稱已在受

影響地區發出 227 份諮詢文件，回覆率為 22％。 其中，大多數人支持

其中一個設計（Planning Department, 2017）。 

 

5.14.3.14 西貢區議會：在 2011 年，一間在將軍澳營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

非政府機構仍未取得永久會址，這意味著需轉介服務使用者至在沙田

的中心（文匯報，2011）。 臨時會址後來被發現已運作數年。 房委會

在將軍澳新建的資助房屋發展為社署預留了空間（西貢區議會，

2016）。 預計新的永久會址將可能要在屋苑建成後，即未來幾年內投

入營運。 

 

5.14.3.15 大埔區議會：大埔區議員關注公眾標籤，因為這可能會阻礙康復者及

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使用中心服務。 因此，他們建議社署加強

措施以解決和防止對精神病患者存著污名化。 社署大埔專責小組的回

應指，他們明白這是一個長期的社區發展問題，他們已舉辦多項教育

活動。 社署的代表表示，受過訓練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人員會積

極接觸疑似精神病患者，並說服他們接受治療。 社署、醫院、警隊和

中心之間的協調工作正在進行中（大埔區議會，2016 年）。  

 

5.14.3.16 屯門區議會：該區區議員指出，雖然社區對精神健康康復的護理是可

行的，但必須仔細評估其風險。 區議員亦向社署提出區內的精神健康

綜合社區中心應加強宣傳推廣工作，提高市民對精神健康、預防及康

復的認識。 社署認同加強宣傳工作的建議，並指出他們會繼續爭取最

佳方案。 區議會會支持社署的運作，而主席同意社區照顧可讓病人在

方便和便利的社區內康復（屯門區議會，2013）。 

  

5.14.3.17 荃灣區議會：早在 2010 年便嘗試在永久樓宇內設立社區中心。在公眾

諮詢期間，社區居民表示關注精神健康病人會威脅附近居民，因此反

對在民居附近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計劃。 議員們也對擬議的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離學校太近表示擔憂。 社署的代表強調，

只有穩定康復的病人才會在中心尋求服務，並解釋建立靠近社區的中

心會照顧到有需要的人士（荃灣區議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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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3.18 社署隨後安排了區議員進行實地考察，一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代

表闡述了他們的工作性質和精神健康教育。 區議員都認同這項服務，

並建議該中心為他們提供精神健康相關課程以便他們隨後繼續跟進服

務（荃灣區議會，2012）。 但是，截至 2018 年 3 月，荃灣的精神健康

綜合社區中心尚未獲配永久會址。 該中心仍然臨時設於商業大廈內。 

 

5.14.3.19 北區區議會：區議員一直敦促社署加快為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尋找

永久地點的過程。 當時，位於北區的臨時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在中

途宿舍進行活動，並租用商業樓宇單位。 社署官員的報告指出，識別

永久地點是困難的，他們一直積極與衛生署討論如何將中心與醫療診

所共用舊校舍（北區區議會，2013 年）。 北區區議會普遍歡迎建立當

區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但成員們擔心物色過程需要幾年時間才

能完成（北區區議會，2016 年）。 

 

5.14.3.20 對於上文未提及的其餘七個區議會都未發現關於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

心的重大討論，或曾有議員對此作出的評論。 這可能是精神健康綜合

社區中心的選址在這些地區，例如觀塘和黃大仙，均沒有爭議。總結

多年來各區區議會討論期間提出的主要論點和觀點，必須指出的是，

大多數議員並沒有明確反對在各自的地區建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他們對精神健康提出了極少的歧視性或刻板印象，例如聲稱服務使用

者有暴力並威脅社區。  

 

5.14.3.21 在表達疑慮時，他們通常會提到中心對社區環境的潛在影響，並建議

在遠離民居的地方建立。 社署代表經常解釋，這些地區的公共屋邨位

置的供應量意味著有關中心地點選址的受限性。 但是，沒有任何議員

指出對使用者便利程度問題，這對中心服務至關重要。 

 

5.14.3.22 如上所示，北區、屯門區、油尖旺區、東區、葵青區及九龍城區的多

位議員都非常支持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設立。他們向社署代表詢

問有關識別合適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永久會址的進展緩慢，以

及政府如何更有效地支持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政府官員通常都回

答他們仍然在選址當中。 

 

5.14.3.23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取得在永久選址方面的進展引起了社署、服務

提供者、服務使用者、上文提及的部分區議員和社區領袖們的重大關

注。 在本港，雖然許多人擔心或不喜歡精神健康問題，但他們也同意

應該提供更多的精神保健服務，卻指出這些服務不應該在他們附近設

立（Ng，2017）。 根據社署的指引，在租約簽署前社區內設立精神健

康綜合社區中心必須經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包括住戶主導的互助委

員會）的同意。 在許多情況下，即使與會代表表示「原則上」支持精

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他們會提出很多的理由說明其屋邨並不是最好

的地點，以防自己被指責為歧視服務使用者（Ng，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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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3.24 部分立法會議員對政府為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取得永久會址的態度

表示不滿，因為部分中心仍然設在臨時會址內 （LegCo，2012）。一位

立法會議員表示政府沒有決心建立這些中心，即使他們有權在公共空

間進行，如那些房屋署管理的公共屋邨。 另一位議員認為，最好的解

決方案是政府修改法律，禁止歧視精神病患者，例如讓受害者以自己

的名義提起訴訟。 他進一步指出，當一些中心不允許展示標明其位置

的標誌時，這實是一種歧視。 

  

5.14.3.25 針對與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相關的障礙，一位立法會議員建議

政府應放棄堅持要求居民委員會通過「無異議動議」。 然而，「儘管

各個非政府組織和病人組織一再呼籲為此做出改變，但政府部門仍然

堅持己見」。 他進一步呼籲，社署在諮詢過程中面對公眾的反對時需

要堅持，因為他們需要為服務使用者的最佳利益而努力。 

 

5.14.3.26 本地與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有關文件和諮詢過程中已經說明為

設施尋找合適地點是存在著巨大的挑戰。正如議員和精神健康綜合社

區中心服務提供者等持分者所指出，一般意見主要集中在為精神健康

綜合社區中心設立永久會址訂立整體規劃機制、政府當遇到公眾反對

時缺乏推動選址的決心、有關進行公眾諮詢程序和時間框架的準則，

以及有效的公眾教育計劃以提高大眾對精神健康的認識和接受程度。

明顯地，現有的官方規劃和諮詢機制的不足無助於為精神健康綜合社

區中心順利找到合適的永久會址。 

 

5.14.3.27 雖然本港土地可能短缺，但一些有關整體社會服務設施（尤其是「敏

感」設施）的規劃策略是能夠促進有效地識別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會址，以盡量減少對服務使用者和服務提供者的影響。此外，政府部

門採用標準化的指引（規定公眾諮詢的時間框架、不同政府部門和各

方面的責任以及所涉及的協商形式）可有助於促進成功選址。傳媒的

報導、2016 年平機會報告以及立法會及區議會的會議記錄等資料均顯

示本港仍然對精神病患者普遍存在偏見和歧視。諸如對患者和康復者

的症狀和行為的誤解等都會引起公眾反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選

址，例如美林邨案例，其選址計劃已推遲了近五年。 一些學者和政界

人士呼籲加強公眾教育，以提高公眾對精神健康的認識和接受程度。 

 

5.14.3.28 這些文獻內容有效地介紹了與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相關的一些

基本事實和議題。 但是，這些並沒有提供足夠詳細的公眾支持和反對

每個社區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的理由，以及當前的公眾諮詢

如何進行、不同的持分者對如何進行諮詢的意見和減少公眾反對的有

效方法。 如第 6 章所述，與主要受訪者的深入訪談將為這些問題提供

了更深入的詮釋。 

 

 

5.15 海外文獻綜述 
5.15.1 新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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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1.1 國家策略 

5.15.1.1.1 新西蘭政府對精神健康服務的財政投入逐年增加。 社區服務的政府

預算相當可觀，佔健康總預算的 76％（Ministry of Health，2012）。 

因為可參與治療的專家數量有顯著提升，所以治療的使用率也有所提

升。 一份報告顯示失業人士更有可能患有精神疾病，而且過去幾年

失業率（特別是青年失業率）顯著增加之後，為了減少青少年的精神

健康問題，政府宣布撥款 1.52 億新西蘭元用於失業青年的培訓、教

育和再就業（TePou，2009）。 

 

5.15.1.1.2 新西蘭健康部長表示，2015/16 年度精神健康的財政投入增加了 18%。

不過，他也指出，政府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新的工黨政府已承諾增

加支持並提高精神健康服務的質量（Jones，2017）。 總體而言，新

西蘭政府對精神健康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和支持。 

 

5.15.1.2 建立社會福利設施的公眾諮詢機制 

5.15.1.2.1 新西蘭精神健康相關的法律措施相當全面。不同法律和法規會不論不

同群體的精神健康狀況而執行，包括在囚者、吸毒者、酗酒者或者一

般病患者。 

 

5.15.1.2.2 新西蘭建立社會服務的透明度非常高。在建立此類項目之前進行公眾

諮詢是很常見的，大多數項目的資料都可以在政府網站上找到。 新

西蘭是一個老齡化社會，長者對可負擔房屋的需求正在增長（Taylor，

2016）。 為了有效應對奧克蘭的住房短缺問題，該市已分為若干特

殊住房區（special housing areas）。 市議會預留了特定土地用於可負

擔房屋，任何有住房困難的人（如低收入和/或殘疾人士）都可以向

新西蘭房屋署提交可負擔房屋的書面申請（Auckland Council, 2017; 

Housing New Zealand, 2017; Citizens Advice Bureau, 2017）。 

 

5.15.1.2.3 儘管市議會規定了這些土地特殊用途，但由於對房價、安全、交通和

噪音問題的擔憂，公眾反對的聲音仍然存在。 為了避免歧視並鼓勵

建 立 混 合 收 入 社 區 ， 市 議 會 會 在 高 尚 住 宅 區 建 造 可 負 擔 房 屋

（KANNZ，2017）。 然而，居民表示在建造可負擔房屋之前，市議

會沒有提供足夠的通知（Gibson，2015）。 

 

5.15.1.2.4 另一份報告指出，在商議建立「敏感」社區設施時，新西蘭的公眾參

與程度很高。 每個市議會都有社區參與策略。 例如，在基督城，市

議會於 2013 年啟動了「社區參與策略」以強調公眾參與的重要性，

並確保政策制定者傾聽並重視公眾意見。 市議會有專門的團隊直接

負責公眾諮詢和參與，即公共事務諮詢小組、大型項目諮詢小組、策

略和規劃小組、物業諮詢小組和運輸和綠色空間，以及資產網絡規劃

（Christchurch City Council，2013）。 有關擬議項目以及有關諮詢過

程和結果的信息都應由媒體報導，以確保公眾了解最新資訊（

Christchurch City Council，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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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1.2.5 公眾持份者的參與旨在避免在制定政策決策或建立設施時發生爭議； 

其他地區持分者（如居民協會）也可以影響地方議會的進程（

Wouters，Hardie-Boys＆Wilson，2011; Christchurch City Council，2016; 

New Zealand Productivity Commission，2016）。 一個市議會指出，持

分者在規劃決策方面可能非常有影響力（McDermott，2016）。 新西

蘭通過了特別立法，並設立了一個獨立的聽證會審查不同利益團體的

意見，以確保聽取所有意見，但亦注意到項目不會因特定持分者的規

模或影響力而被推翻（OECD，2017 年）。 

 

5.15.1.3 公眾教育措施 

5.15.1.3.1 在新西蘭，公眾心態是建立社區精神健康中心的障礙。 許多人認為，

如果社區中有精神疾病患者，他們的安全將受到威脅，建議將這些患

者應遠離民區，並在偏遠地區接受治療（Star et al.，2005）。 媒體報

導普遍反映了這些對精神健康的看法。 關於精神健康服務的公開信

息並不多，居民很少主動了解精神健康服務。 因此，公眾對精神疾

病的歧視和誤解仍然存在。 

 

5.15.1.3.2 在新西蘭，與精神健康中心能夠融入社區相關的關鍵因素之一是長達

數十年的消除偏見和歧視的全國運動。 1997 年推出的這項運動之核

心價值或口號是 「你我包容」“Like Minds, Like Mine”（LMLM）。

該活動涉及兩個組成部分：第一個是大眾媒體對精神疾病的宣傳，重

點關注輕度和常見的精神病，如抑鬱症和精神分裂症等更嚴重的精神

疾病。他們會邀請患有或已康復的人士通過國家媒體渠道分享他們的

經驗，以便向公眾宣傳精神疾病，並消除公眾對患者和康復者的恐懼。

第二個是在每個社區組織當地活動，以突出社區特徵並吸引居民對精

神健康的關注。 「你我包容」國家計劃採用社會模式，並以接觸的

力量為基礎，反映了基於人權的策略，代表精神病患者應有的權益。 

 

5.15.1.3.3 雖然這運動沒有迅速或完全消除公眾對精神病患者的歧視或偏見，但

它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Thornicroft，Wyllie，Thornicroft＆Mehta，

2014）。 大眾傳媒在促進精神疾病的正面宣傳發揮了重要作用。 許

多精神健康服務工作者認為「你我包容」可以減少對精神疾病的偏見

和歧視，從而促進社區中精神健康設施的建立（Star 等，2005）。 

 

5.15.1.4 華人社區的精神健康宣傳 

5.15.1.4.1 新西蘭是一個擁有多元文化人口的國家。根據 2013 年人口普查，新

西蘭約有 10 萬名母語為中文人士，佔總人口的 2％（Stats，2013）。

一般來說，新西蘭華人社區的精神健康需求得到了政府和當地社區的

大力支持。例如，「開心行動」是由衛生部資助，與「開心行動」諮

詢小組合作的公眾教育項目。該計劃於 2006 年啟動，旨在提高華人

社區成員對精神疾病的認識，並幫助減少華裔精神病患者面臨的偏見

和歧視。該計劃延伸上述「你我包容」國家項目，最初旨在向華人宣

傳國家政府精神病學相關信息。該計劃受到華人社區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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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1.4.2 據一些華裔居民說，「開心行動」這個項目有助於減少有關精神疾病

的謠言，並可以改變對社區精神設施的態度。一些持份者還指出，大

眾媒體在消除偏見和歧視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因為廣播、電視和當

地報紙是華人社區成員獲得精神健康新知識的主要來源（Kai、Xin、 

Xing、Dong，2013）。這表明，如果大眾媒體被充分利用作宣傳有關

精神疾病的信息，便可 有效地提高公眾的意識並可以減少對有精神

病患者的偏見和歧視。大眾可能會通過媒體對於精神疾病的宣傳建立

不同的視角，對精神疾病的疑慮也隨之減少。社區對精神疾病的接受

度也可以大大提高。 

 

 

5.15.1.4.3 總的來說，新西蘭非常重視精神健康。政府在預防精神疾病方面作出

了巨大努力，並為社區精神病患者和康復者提供支援和保護。雖然新

西蘭沒有類似於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這樣的非住宿社區精神健康設

施，但其長者可負擔房屋和公眾教育所採用的模式，對我們檢視香港

設立所謂「敏感 」社區服務提供了有用的參考。在為設立「敏感性

設施」作公眾諮詢中亦反映了以人為本的方法，考慮居民的關注和意

見，從而在社區成功建立福利服務支援有需要人士。當中成功的主要

原因是在公眾接受和提供適當的社會服務之間取得平衡。因此，香港

可以參考新西蘭當局如何與居民互動，以便在社區成功設立具「敏感

性」的社會福利設施。 

 

5.15.2 澳大利亞 

5.15.2.1 在澳大利亞，精神健康已成為最常見的健康問題之一。根據 2007 年全

國精神健康調查，近 45％的 16 至 85 歲澳大利亞人曾經歷精神健康問

題，最近的一份報告顯示，14％的 4 至 15 歲的澳大利亞人面臨某些有

關於精神健康的挑戰（AIHW， 2018）。慈善組織 Mission Australia 每

年對年輕人進行一次調查，其報告說，2017 年的報告顯示，精神健康

為青少年最關注的課題。當中超過 33％的受訪者認為精神健康是一個

全國性的問題。大多數受訪者聲稱他們非常關心自己的精神健康，因

為他們感到沮喪和壓力。該報告指出，壓力和抑鬱是年輕人在畢業後

找工作或追求目標的障礙。 

 

5.15.2.2 回應以上的調查結果，許多針對青少年精神健康的計劃已在全國內實

行。然而，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經常在醫療保健系統等領域遭受偏見和

歧視。雖然精神健康中心組織了許多活動，但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往往

不敢尋求幫助。為了建立一個富有同情心和平等的社會，澳大利亞在

精神健康方面投入了大量財力和人力資源，並制訂了一系列反歧視法

規保護精神病患者（Carr＆Halpin，2002）。 

 

 

5.15.2.3 來自國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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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2.3.1 近幾十年來，澳大利亞政府在國家和州的醫療服務支出增加了 170％

以上。每個中心的醫務人員和社會工作者的平均人數也有所增加。由

於這些專業人員的擴大，精神健康服務的質量得到了提高，公眾對社

區康復中心的接受程度也愈來愈高。他們相信，由於專業人員的悉心

照顧，精神健康中心的患者可以得到更有效的控制。 

 

5.15.2.4 「心理健康權利和責任聲明」 

5.15.2.4.1 「心理健康權利和責任聲明」是基於精神健康服務使用者結果工作組

的報告，該聲明於 1991 年由澳大利亞健康部長理事會首次頒佈及實

施，並於 2012 年進行了修訂。該條例澄清了服務使用者、照顧者和

社區的權利和責任。聲明的第一部分指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應享有

與其他公民相同的權利，並且他們應該有權得到社區的尊重：「本條

例旨在確保社會成員認識到他們有責任尊重精神健康服務使用者的人

類價值和尊嚴。」 （Department of Health，2012 年）。 

 

5.15.2.4.2 該聲明還確定了精神疾病與社會排斥之間的重要關係。這表明除了反

歧視之外，亦關注社會包容的重要性。聲明確定精神健康服務使用者

的權利，例如獲得服務和住房的平等機會。它還確定了諸如尊重個人

尊嚴、健康、安全等要求。精神殘疾人士有權根據他們的宗教、信仰

和文化獲得支援，而政府有責任實施相關計劃，以促進精神健康，減

少偏見和歧視。 

 

5.15.2.4.3 該聲明的第三章表明，政府有責任全面支持以醫院為基礎和以社區為

基礎的精神健康服務的發展，政府的主要責任是發展和維持高質量的

精神健康系統，以及建立社區設施。例如，他們需要「對精神健康服

務使用者作出回應，並促進和支持他們的康復......為服務人員提供有

關精神健康問題和精神疾病的適當和最新的教育和培訓，包括教育和

培訓本聲明中表達的權利和責任。」（Parliament of Australia; AIHW，

2018 年）。這些指引表明，衛生署不僅關注精神健康服務使用者的

權利，還關注服務的質量。 

 

 

5.15.2.4.4 政府還有責任確保精神康復服務符合當前社會需求，並為訓練有素的

工作人員提供良好的工作條件，以為使用者提供最佳服務。根據

2008 年國家精神健康政策（Department of Health，2009 年），澳大利

亞政府也有義務確保所有法律和法規都是最新的，並符合上述條例的

內容。例如，第五次全國精神健康和預防自殺計劃為制定精神健康應

對措施的指導性文件暨框架，其中包括減少偏見和歧視（一個主要的

優先領域）。該計劃還將公眾諮詢確定為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Department of Health，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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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2.5 土地規劃 

5.15.2.5.1 澳大利亞政府制定了保護社會中少數群體和弱勢群體的政策和計劃。

政府已經制定了複雜但明確的指導方針，用於制定政策和建立公共設

施。它還強調透明度和公眾參與政府事務，確保所有有關國家規劃提

案和程序的信息，包括公眾諮詢日期，都可以在政府網站上找到。 

 

5.15.2.5.2 當政府當局想要建立可能增加持分者壓力的公共設施時，可能會引起

公眾反對，但同時，大眾的行為可能會影響當局的決策。例如，維多

利亞州的房屋組織和理事會已採取措施，處理居民的反對意見及其對

社區的影響。針對一個涉及在墨爾本港建造可負擔房屋項目，該委員

會制定了一項持分者溝通與關係的計劃，以應對公眾可能對土地轉讓

的反對意見。該計劃有三個目標：吸引該地區的主要持分者之參與和

減少反對的可能性、協助市議會推行不為居民所歡迎的可負擔房屋政

策，並利用媒體來處理某些問題。房屋組織通常採取這些策略回應居

民的擔憂， 減少反對意見。聯繫居民並在社區內發信息儘量減少反

對意見為常見策略（Davison 等，2013）。這些方法旨在令居民知悉

擬議的開發項目和其可能產生的影響。通過開展這些參與活動，官員

還可以收集居民對這些發展項目的態度。 

 

 

5.15.2.5.3 但是，這些方法存在一些疑問。例如，一個非牟利房屋組織表示，這

些方法可能實際上導致居民過分關注社區補貼和發展的影響

（Davison 等，2013）。除政府外，社區領導者在推動項目開發和減

少負面影響方面發揮著重要（可能更有效）的作用。例如，羅伯天主

教神父和慈善家鮑勃神父非常關注社區動態，並為無家可歸的青年成

立了基金。鮑勃神父是一位傑出的社區領袖，很少人會反對他的決定，

因為公眾認為批評他，就是對鮑勃神父基金會的批評。 

 

5.15.2.5.4 大眾傳媒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視。政府和一些住房組織利用媒

體傳播有關社區精神健康照顧項目的正面信息，例如項目完成後可能

發生的正面變化以及對社區的積極影響。基於上述各點，政府和房屋

組織似乎應通過直接對話和公眾諮詢積極識別居民對發展項目的疑慮，

並及時回應他們的疑慮。同時，他們不應忽視社區領袖和媒體的作用，

應與他們合作，促進社區精神健康的發展。 

 

5.15.2.6 新南威爾士州：地區環境計劃 

5.15.2.6.1 為了社區精神健康保健設施的最佳發展，儘管它們具有相似的理由和

做法，每個州的市議會都特地制定了其土地使用規劃方案。例如，新

南威爾士州有一個地區環境計劃、昆士蘭州有一個規劃方案、維多利

亞州有一個地方規劃方案等。地區環境計劃是一份基於 1997 年「環

境規劃和評估法 」的法律文件，非常強調公眾參與。例如，如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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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想要重建他們的房屋，他們必須通知房屋 20 米範圍內的所有鄰居

並獲得他們的許可。 

 

5.15.2.6.2 無論項目的規模或類型如何，公眾諮詢或其他涉及公眾參與的活動都

是必要的。在公眾諮詢之前，相關規劃部門通常會為部長或大悉尼委

員會（GSC）準備一份規劃建議，以便作出是否通過的決定（新南威

爾士州規劃與環境部，2016）。 

 

5.15.2.6.3 政府網站上清楚地概述了在社區建立精神健康照顧中心的過程。以新

南威爾士州北區精神健康中心為例，規劃與環境部（DPE）舉行公眾

諮詢以徵求公眾意見，有關該設施的所有信息均可在規劃與環境部網

站上找到。公眾諮詢維期約兩個月，包括書面和網絡發表建議（DPE，

2016）。一般而言，家庭重建和城市項目都需要在實施之前就公眾諮

詢和參與規劃進行磋商。 

 

5.15.2.6.4 除了回顧現有文獻外，我們還訪問了一位香港社會工作學者，他是澳

大利亞精神健康服務專家。他闡述了維多利亞州墨爾本的服務框架和

機制，並解釋社區精神健康服務在那裡得到了很好的發展。維多利亞

州長期以來一直廢除醫院的住院精神科，為患者和康復者提供的治療

和支持服務主要設立在現有的綜合社區設施，並且一起安置在其他類

型的社會服務中，以減少歧視。 

 

5.15.2.6.5 在住宅區內建立了一些為精神康復病人提供支持的住房，以促進他們

的康復和適應社會生活。這些設施不單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提供服務，

以避免污名化，並確保不同類型的服務使用者可以更容易地使用服務

並融入社區。這位學者還解釋說，反歧視法在保護澳大利亞殘疾人士

的權利和聲譽方面非常有效。例如，如果附近的居民表示反對或提出

誹謗性言論去批評建立服務設施或診所，則他們可能會承擔法律責任。

因此，在維多利亞州或澳大利亞的其他地方，很少發生強烈的鄰里反

對以及明顯的歧視性言論和行為。 

 

5.15.2.6.6 當被問及為建立精神健康機構和為康復者提供住房支持的公眾諮詢時，

這位學者解釋說，與香港這樣的「華人社會心態 」不同，維多利亞

州不鼓勵在制定公共政策和土地規劃時劃分或區分特定類型的弱勢群

體。關於土地使用和分區的諮詢和公開聽證會，只能在總體基礎上進

行，而不是提及擬議設施中提供的具體服務。一般來說，居民都會就

建立社區和福利設施進行諮詢，而不是單獨提出有關精神健康服務或

其他「敏感 」服務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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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2.6.7 如果某個地點被指定用於社區和福利服務，則可以在該地點建立精神

健康單位而不受公眾輿論的影響。這種方法被描述為不僅有效避免對

精神健康服務使用者的偏見觀念，而且有助於培養公眾對精神病患者

的接受程度。總的來說，維多利亞州採用綜合方法來確定社區精神健

康設施的選址，以及服務使用者和社區居民之間的關係。 

 

5.15.2.6.8 總的來說，澳大利亞政府為精神健康服務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支持。 

每個州都遵循聯邦政府制定的指導方針，以制定和實施適合其自身狀

況的法規。 當局通過公眾諮詢，在其官方網頁上發布所有相關信息，

並歡迎各方通過書面郵寄到指定位置或者網絡系統發表他們的意見。

除了採取相對全面的措施處理反對建造可負擔住房的問題外，還有一

個完善的土地分區政策，確保政府不會因居民的反對而擱置住房建設

計劃。 這些政策和法規也適用於澳大利亞的其他「敏感 」社會福利

設施。 

 

5.15.2.6.9 此外，政府和機構一直積極推動社區的精神健康信息，以促進社會融

合和更好地接受精神病患者。 一般而言，諮詢機制以及加強公眾接

受社區精神健康問題人士的反歧視策略是足夠及全面的。 

 

5.15.3 加拿大 

5.15.3.1 住房被認為是加拿大的一個關鍵問題，特別是對於精神病患者而言

（Dunn，2000）。加拿大政府簽署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 」其第 11 條規定全國應尊重「適當居住權 」，不得有任何歧視

（聯合國，2014 年; ACT，2009 年）。同樣，不具法律約束力的「世界

人權宣言 」第 25（1）條強調每個人的住房權（Canada Without Poverty，

n.d.）。加拿大的「精神健康法案」已經為精神病患者提供住宿和設施。

特殊需求住宅設施（SNRF）被確定由「非黨派協會 」（NPA）於 2000

年 根據四大支柱策略之的「減少傷害、預防、執法和治療 」主題所制

定。 

 

5.15.3.2 在加拿大，雖然土地使用受政府管制，而政府亦禁止歧視，但農村地

區和城市社區的醫院、工作場所和學校，以及朋友之間和家庭中仍然

存在對精神病患者的歧視和偏見 (Jimenez, 2002; Mental Health 

Commission, n.d.). 

 

 

5.15.3.3 聯邦政府政策 

5.15.3.3.1 人權（包括任何的殘疾都不受歧視）受加拿大憲法保護，並受聯邦和

省級法律的管制。諸如「加拿大權利和自由憲章 」和「加拿大人權

法」聯邦法例列明，禁止對精神殘疾者的偏見，並為精神病患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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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就業和社區居住權。 「憲章」第 15 條列明「加拿大的每個人 - 

不分種族、宗教、民族或族裔、膚色、性別、年齡或身體或精神殘疾 

- 都被認為是平等的」（加拿大政府，1982 年）。 「加拿大權利和自

由憲章」是加拿大憲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列出了所有加拿大公民在政

治和社會生活方面的合法權利。所有省和地區政府以及地方政府都必

須遵守這些規定。 

 

5.15.3.3.2  「憲章」持有對住房規劃的權力，包括設施分區、不合理的住房規

劃等問題，並「適用於每個省立法機關的各省立法機構和政府」（加

拿大政府，2017 年）。 

 

5.15.3.3.3 幾項法律在社區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市政行為、規劃法、建

築規範和環境評估法。除聯邦法律外，各省和地區的章程佔有重要地

位。各省或地區監管的許可程序應遵守聯邦立法，以確保社區的安全

和當地項目的成功（社區融合意識委員會，2015）。地方政府實際負

責土地使用和解決鄰避情緒。它們與居民直接接觸，並能夠從省和聯

邦當局獲得資源。 

 

5.15.3.4 省和地區促進社會融合的措施 

5.15.3.4.1 每個省或地區政府都有責任建立一個立法框架，以便為社區開展住房

開發（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森林和範圍房屋部，n.d.）。這些框架涵蓋

促進社會融合和解決鄰避情緒的方案。在安大略省，根據每個公民的

住房權，已經發布了針對鄰避情緒的官方聲明。非營利組織致力於改

善精神殘疾人士的待遇，而省和地區法律規定了建立住宅設施的公共

資金管理。 

 

5.15.3.4.2 部分省份為讓無法負擔合適住宿的人提供獲得租金補貼或住房補貼，

並讓精神殘疾者可以在空置的公寓單位中定居，以避免鄰避或公眾的

反對（ACT，2009）。 

 

5.15.3.4.3 為了解決鄰避的情緒和公眾的反對意見，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住房、

康樂和消費者服務部於 1995 年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以制定解決社

區反對的方法。他們發現需要與當地政府密切合作，建立良好的社區

環境，並通過公眾諮詢徵求居民的意見（英屬哥倫比亞省，2014

年）。在曼尼托巴省，有精神健康問題的成年人可以從溫尼伯地區健

康局成人精神健康計劃和其他的社區設施，獲得醫療服務。社區中的

部分居民曾經對設施的建立表示懷疑，政府試圖與社區盟友建立積極

的關係，以加強提案並降低反對意見。具體措施包括與志同道合的團

體合作、保存聯繫人名單、通過會議和聽證會作頻繁交流，以及收集

有關項目可靠性的事實和證據（社區融合意識委員會，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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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3.4.4 省和地區政府負責制定土地使用的選址和分區規定，識別精神健康設

施（例如界定小型家舍、個人護理中心等），並訂明這些設施為住宅

用途的合法權益。在項目實施前舉行公開聽證會，以便決策者聽取當

地居民的意見。在調整計劃時，對立的聲音得到尊重並被考慮在內。

同時，明確規範和嚴格執行省級發牌機制，以確保為精神病患者提供

合適的服務。例如，在曼尼托巴省，省級牌照部門不但負責管理符合

住宿條件的成人設施，而且根據曼尼托巴建築和消防法規提供有關牌

照要求和標準的信息。 

 

5.15.3.4.5 最後，省政府與地方當局保持密切和頻繁的聯繫，以提供及時、最新

的信息（社區融合意識委員會，2015）。 

 

5.15.3.5 支持精神健康服務的措施 

5.15.3.5.1 根據省或地區政府制定的立法框架，市政當局制定自己的規章來規劃

住房發展並確保社區的穩定（ACT，2009）。在 2004 年，溫哥華社

會規劃部門與住房中心共同提出了一項「無家可歸行動」計劃，並規

定該市應為精神殘疾人士提供特殊服務。另外，John Volken Society

的團隊在社會規劃部門的支持下，為精神病患者建設小型家舍的治療

性社區治療模式（溫哥華市，2007 年）。 

 

5.15.3.5.2 多倫多市已經制定了類似的方法，包括「2009 年多倫多住房憲章 - 全

民機會」。該憲章旨在解決歧視問題並確保每個公民的住房權；這是

多倫多新的十年「多倫多住房機會」 計劃的一部分，以支持那些在

尋找住房方面遇困難的人。「憲章」明確指出，根據「安大略省人權

法」的規定，每個居民都可以平等不受歧視獲得住房，政府應該幫助

殘疾人士並支持公眾參與以應對歧視（多倫多市，2009 年）。 

 

5.15.3.5.3 另一個例子是坎莫爾市。艾伯塔省於 2008 年發布了「綜合住房行動」

計劃，以實現永續可負擔房屋（Perpetually Affordable Housing）。且

已制定並實施了兩項舉措，包括「員工住房聯動計劃」和「密度獎金

激勵」，並要求建築商和規劃人員將每個人的需求考慮在內（City of 

Canmore，2008）。 

 

5.15.3.5.4 同樣，蒙特利爾市於 2005 年宣布納入可負擔房屋計劃，作為其新住

宅項目的一部分。該計劃包括處理鄰避情緒的方法，例如在項目之前

讓所有持分者參與分享目標、預測潛在的反對意見、參與公眾諮詢，

以及收集和了解居民的關注。具體策略包括優化現有住房補貼計劃、

使用市政土地、與主要公共土地業主建立夥伴關係、提供城市服務模

式、採用監管和規劃工具，以及研究、開發和交流活動（Habiter 

Montré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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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3.5.5 除了城市和大都市區外，郊外社區也積極參與社區精神健康保健設施

的發展和反歧視運動。例如，2009 年，位於多倫多北部郊區的列治

文山發布了一項策略，讓社區成員參與項目計劃，包括深入的面對面

持分者訪談、焦點小組、社區調查、社區發布活動和社區論壇（規劃

與發展部，2009）。 

 

5.15.3.6 公眾反對的回應 

5.15.3.6.1 在精神健康保健設施的建立過程中，經常遇上由對精神疾病持有偏見

態度的公民組織的鄰避行動的障礙。在 1999 年美國外科醫生報告和

2001 年世界衛生組織世界健康報告均認為，由居民恐懼引起的污名

是處理精神疾病的最大障礙之一（Satcher，2000;世界衛生組織，2001

年）。近幾十年來，加拿大已經作出許多努力來消除與精神殘疾有關

的偏見、誤解和歧視。 

 

5.15.3.6.2 總的來說，在附近安置新的精神設施的反對規模，不受鄰舍或服務使

用者類型所影響；但如果社區在服務實施前參與其設立的過程，則會

減少反對，因為居民將知悉設施的好處和重要性。因此，公眾諮詢是

減輕鄰避情緒影響的有用和有效的策略（Jimenez，2002）。在

Jimenez（2002）的一項研究發現，溫哥華的公民希望參與住宅設施的

建立，並認為他們需要了解該計劃的細節。 

 

5.15.3.6.3 在社區內建立消費者發言局，是向公眾提供信息的另一種有用策略，

使得精神病患者能夠分享他們的經驗並回答事實問題。發言者應接受

培訓，並在完成後提交發言報告。這些發言旨在提高社區居民的同情

心和認可。由地方和國家倡導團體組成的媒體觀察小組也可以幫助選

取正面的信息，以改善公眾對精神殘疾的形象，並在當地媒體之間建

立聯繫。小組成員負責向全國媒體觀察機構通報負面的描述、回覆國

家倡導團體的行動呼籲，並與當地媒體傳達社區的歧視概況（Warner，

2008）。 

 

5.15.3.6.4 為了進一步了解加拿大的經驗，我們與多倫多精神病學教授以及社區

精神健康專家進行了視頻訪問，期間他討論了多倫多如何為出院的精

神病患者提供支援服務。他指出，大多數無法獲得住宿或仍需要跟進

服務的出院病人，會被轉介到位於住宅區的公寓或受補助住房，政府

亦會補貼租金和其他一些生活費用。提供支持性住房旨在促進社會融

合，並允許康復人士恢復正常的社交生活，這是有效康復的最佳模式。

負責住宿服務提供者不會進行公眾諮詢，也不會特別告知居民，精神

病康復者在附近活動，因為這可能會對前患者產生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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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3.6.5 該專家表示，近年來多倫多的公共健康設施項目不斷發展，包括精神

健康服務設施和其他類型的診所。這些診所必須位於已在規劃過程中

劃為社區和福利用途的地區。因此，附近居民的意見不會影響擬議中

診所項目的實施，只要該地址已被法定地劃分為社區和福利服務便可。 

 

5.15.3.6.6 居民可能會對擬議設施的潛在影響表示擔憂；在這些情況下，負責該

項目的機構通過採取「交換」策略與他們進行談判。例如，為了向居

民解釋項目的潛在影響，官員還可以提供獎勵，例如向居民開放診所

停車場和其他設施，以便診所成為社區的一部分。據受訪專家在二十

年社區精神健康服務方面的經驗，他指出在多倫多只進行了一次建立

設施的公眾諮詢活動。他認為，對多倫多和整個加拿大而言，對精神

病患者和前患者的歧視一般都不嚴重，社會融合一直運作良好。 

 

5.15.3.6.7 總的來說，通過法律保障和融合住房的方法，能較全面地解決社區層

面的歧視和反對。 

 

5.15.3.6.8 加拿大當局特別注意確保為精神病康復者和其他弱勢群體提供基本住

房。 可負擔性、接受性和免於歧視是指導建立補助房屋的主要原則，

以便為社區中的精神康復者提供理想和融合的環境。 

 

5.15.3.6.9 一般而言，為精神病患者提供住宿的社會福利設施之反對聲音會更強，

但是因為加拿大強大的法律規定以及全面的土地劃分政策，使「敏感」

設施得以在社區成功設立。因此，儘管加拿大的大多數例子都與可負

擔房屋的選址相關，但香港可以參考加拿大實施的以法律為背景的分

區辦法，以確保服務使用者能在社區中平等接受服務的機會。 

 

5.15.3.7 總結 

5.15.3.7.1 新西蘭、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做法的主要特徵包括防止歧視殘疾人士和

精神疾病患者的法律規定，並保護精神病患者的法定權利，如住宿安

排和接受社會服務的權利。它們也有清晰的土地規劃留給社會福利設

施，並且強調社會融合，而非獨立的設立精神健康設施。這些國家的

地方政府負責土地使用的最終決定。 各社區根據自身情況制定相關

文件，並在制定相應政策時整合居民意見。 動員居民參與相關的政

策決策活動。 關於精神健康的公眾教育已經進行了數十年。 

 

5.15.3.7.2 新西蘭、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強調社會融合和社區教育。 與這些國家

相比，香港在促進殘疾人士和精神病患者權利方面的政策相對較弱。 

在保護患者不受歧視以其使用社會福利設施方面的權利，香港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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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官方指引可能不如這三個國家有效。 社區教育策略和對接受精神

疾病的宣傳相對薄弱。 

 

5.15.4 美國 

5.15.4.1 美國不同級別的政府認為，個人有權接近社區的精神健康機構（Foster

等，2002）。早在 1977 年，“Lanterma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Act”

就為社區精神健康治療提供法律服務，並在全國建立了超過 15,000 個

持牌精神照顧中心。該法案鼓勵殘疾人士在社區生活而不是被困在院

舍內，並確立了加利福尼亞州殘疾人士在限制條件下接受社區治療的

權利。例如，精神病患者的小型家舍與專業設施和治療相結合

（Schmelkin，2015）。 

 

5.15.4.2 然而，由於居民擔心這些設施對社區造成負面影響，例如不受歡迎的

聲音、交通繁忙和其他干擾，所以在設立時受到挑戰。在選址設施方

面，公眾反對不正當使用住宅的聲音也出現了。在過去幾十年，政府

已經制定了不同的立法措施來解決鄰里的恐懼，例如土地使用規定、

歧視控制，以及聯邦、州和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Foster 等，2002）。 

 

5.15.4.3 聯邦層面促進精神健康服務的方法 

5.15.4.3.1 雖然美國有各種聯邦法律規範精神健康服務，但部分法律是矛盾的，

或者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解釋。因此，應該在諮詢專業法律人員之

後，才作出關於精神健康服務的最終決定。為維護選址和建立精神健

康機構的司法標準，美國憲法第 14 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規定政

府應尊重每個公民在法律平等保護下的權利，政府應提供幫助予有需

要的私人團體（洛杉磯縣，2004 年）。 

 

5.15.4.3.2 兩項聯邦法律專門針對歧視和服務設施的設立。 1988 年「平等住房

條例」旨在將殘疾人士融入社區，並為兒童提供小型家舍。 1990 年

美國殘疾人士條例（ADA）禁止歧視並推廣社區設施（Foster 等，

2002）。此外，1973 年「康復法」第 504 條確定了一些嚴格的歧視規

定，包括禁止對聯邦政府資助項目的殘疾歧視。第 504 節與 ADA 進

一步確保殘疾人士不會遭受排斥，並且可以享受與其他人相同的學習、

就業和其他權利（Los Angeles County，2004; DREDF，2018）。 

 

5.15.4.4 州政府的情況 

5.15.4.4.1 州政府的要求在區域劃分和解決歧視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地方

政府對土地規劃決策擁有最終決定的權力。在加利福尼亞州，加州公

平就業和住房法案禁止歧視精神病患者，這也確保了精神健康機構的

合理位置。 （Foster 等，2002）。此外，Unruh 民權法案禁止在所有

商業機構中對殘疾人士的歧視（Los Angeles County，2004 年）。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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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人士權利委員會（DRC）提供三年期資金，予減低對精神病患者

的偏見和歧視的項目（加州精神健康服務管理局，2011 年）。 

 

5.15.4.4.2 在紐約，Padavan Law 已執行以解決歧視問題。它指出，社區精神護

理機構不是醫療機構，而是為 18 至 59 歲有特殊需要的人提供支持性

的生活環境，應被視為正常的家庭住宅單位。該法律促進了可持續土

地使用法規的制定，設計確保步行距離內的可達性和可負擔的住宅空

間，以及樓宇風格的多樣化以照顧不同背景的人（Schmelkin，2015）。 

 

5.15.4.5 建立精神健康服務的當地方法 

5.15.4.5.1 地方當局負責就土地使用和當地有關精神保健的規定做出決定，並要

求各州進行必要的聽證會，以便選址。在加利福尼亞州，除了由非住

房提供者的第三方建立精神健康保健之設施，每個精神病患者的住宿

設施必須向加利福尼亞州社會服務部（CDSS）取得營運牌照。在區

域劃分方面，有一些具體要求：由於精神健康患者的住宿設施包含在

健康設施的類別，所以無論在醫院和養老院服務的患者人數多少，都

可以建立精神護理設施。但是，當該設施與另一個獲得牌照設施之間

的距離小於 300 英尺時，加州社會福利署有權拒絕建立設施（Kautz，

2011）。 

 

5.15.4.5.2 當地精神保健機構管理中存在的一個問題是，一些精神殘疾患者在沒

有牌照的中心接受治療，因為這些中心可以利用州法律中的空隙來宣

稱自己是其他商業用途的住宅或辦公室。 2006 年，加利福尼亞州頒

布了一些法規，規定服務少於七人的無牌服務之設施可以由社區管理。

由於沒有公眾諮詢遭到公眾強烈反對，該法規後來被廢除（Kautz，

2011）。 

 

5.15.4.5.3 正如前述，鄰避的情緒是指一個團體抗拒在社區建立新設施的公眾反

對（Schively，2007）。 鄰避情緒是建立新的精神健康機構的一個嚴

重問題。居民可能會擔心安全問題，例如攻擊、威脅或其他違法行為。

在 Takahashi（1997）的一項研究中，大多數居民對精神疾病沒有很好

的了解，因此對精神疾病患者幾乎沒有同情心，也不了解精神護理服

務或設施的過程。地方當局旨在根據當地法規和法律，處理公眾安全

問題（Foster 等，2002） 。 

 

5.15.4.6 減少公眾反對策略 

5.15.4.6.1 在過去幾十年，為了應對鄰避情緒問題，已經引入了一些法律來影響

地方政府的決策。參議院的同時解決方案 27 護理設施特別工作小組，

建議提高社區服務質量和提供更廣泛服務的設施，可是由於財政挑戰，

實施工作尚未完成。雖然引入藥物濫用和預防犯罪法案（SACPA）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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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服務能力因設施改善而增加 17％，但也在區內出現了新的憂患，

包括毒品犯罪者進駐社區以及公眾反對須要更長輪候時間才可使用設

施（Foster 等，2002）。 

 

5.15.4.6.2 一項「反鄰避法」已經推出，以處理居民對精神健康機構融入社區的

反對意見。除了特殊情況外，例如當新設施可能影響居民的健康或安

全，或項目與總體規劃相矛盾時，該法律禁止地方當局否定住宅設施

的發展。此外，加利福尼亞州和聯邦平等住房條例正式禁止在私人或

公共土地使用中，歧視有特殊精神護理需求的患者，以確保社區中包

含受保護群體（基於同性、雙性或變性身份、殘疾、種族等）

（DFEH） ，2018 年）。 1988 年聯邦平等住房修正法案為這些受保

護群體提供了可負擔的住房價格，以減輕融入社區的負擔（Rawson，

2003）。 

 

 

5.15.4.6.3 除了這些法律規定之外，還應考慮公眾對精神疾病的看法（包括對精

神疾病的誤解而引起偏見），因為這些會導致鄰避情緒和有組織的抵

抗（Schively，2007）。根據 Takahashi 的研究（1997），公眾對精神

疾病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眾媒體的影響，居民的看法決定了他

們對社區精神設施的接受程度。因此，建議當地服務提供者積極參與

改變公眾對精神疾病的看法，利用大眾媒體傳播精神疾病和護理信息，

並在學校、刑事司法系統和其他持份者之間開展合作。故此，可以在

不受公眾反對的情況下實施長期、可持續的精神保健計劃（Warner，

2005）。 

 

5.15.4.6.4 通過將關於精神疾病的一般知識普及化，規劃者還可以利用社區內或

附近的現有設施來說明住宿精神護理設施不會對居民造成傷害，並詳

細解釋新設施如何影響社區。事實證明，這種方法可以有效減少鄰里

恐懼（Takahashi，1997）。具體而實際的措施包括舉行非正式討論和

公開論壇、建立社區諮詢委員會，以及選擇適當的社區領導人或對外

發言人（Corporation for Supportive Housing，2006 年）。在公眾了解到

鄰避影響的存在、性質和傳播之後，他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假定的風險，

從而對即將展開的計劃產生更大的信任和信心（Schively，2007）。 

 

5.15.4.7 總結 

5.15.4.7.1 美國一般採用比其他以人權為本國家更為嚴格的立法，以規劃用於不

同目的包括精神健康設施的土地劃分策略。例如，「憲法」第 14 修

正案規定了每個公民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並規定每個公民在需要時

都應得到幫助。雖然香港目前有《殘疾歧視條例》以保障殘疾人士的

權利，但法律制度仍然不夠強大，並未充分保障他們獲得所需社會福

利設施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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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5 五個亞洲國家/地區：大韓民國、中國台灣、新加坡、中國澳門，以及日本 

5.15.5.1 除了前面所述的國家，我們還檢視了來自五個亞洲國家或地區的文獻，

包括大韓民國、中國台灣、新加坡、中國澳門和日本。中國香港、大

韓民國、中國台灣和新加坡因其在 1960 年代和 1990 年代之間經濟的快

速發展而聞名「亞洲四小龍」，因此可能會有一些類似的背景因素。

它們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人口面臨的生活壓力增加，這可能出現與精

神健康有關的問題，也引起了這些地區的政府對精神健康的注意。澳

門毗鄰香港，經歷過類似的殖民歷史。 

 

5.15.5.2 根據 2016 年的一項調查，雖然日本和香港屬於高收入地區或國家，但

日本的精神健康指數略高於香港（經濟學人智庫，2016）。據《澳門

日報》（2017 年）報導，2017 年澳門有超過一萬人接受精神治療，澳

門政府致力推行相關政策，設立社區精神健康中心。雖然這些國家/地

區在社會和經濟方面有一些相似之處，但在社區建立精神健康機構的

方法和對處理鄰避情緒的反應方面也存在差異。以下段落描述了這五

個亞洲國家/地區的精神健康政策及其用於處理公眾反對的方法。 

 

5.15.6 新加坡 

5.15.6.1 精神健康設施的概述 

5.15.6.1.1 新加坡近年非常重視精神健康治療和康復，並將精神健康服務納入總

體規劃和其他規條中，以滿足對精神健康服務日益增長的需求。精神

健康研究所是新加坡唯一提供第三級照顧的精神病院，即提供嚴重和

長期護理（精神健康研究所，2017 年）。衛生部（MOH，2017）表

示，社區在精神健康服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2007 年宣布提供額外

的社區精神護理，包括：早期發現、改進對策、延伸綜合診所中的服

務、與社會護理系統合作，以及擴大出院後的護理等形式，（Hui，

2017）。 2012 年，衛生部啟動了社區精神健康（CMH）總體規劃，

以提高社區精神健康服務的質素。 

 

5.15.6.1.2 隨著精神健康服務和計劃的能力之提高，衛生署於 2017 年啟動了一

項新的五年社區精神健康總體規劃（衛生部，2017 年），將為 130 多

間社會服務機構提供更適合的培訓，藉以為精神康復者提供服務。並

在 2021 年之前將社區外展團隊從 18 個增加到 50 個。這些團隊的主

要任務是精神健康的公眾教育、接觸弱勢和高危人群，並增加輔助健

康社區介入團隊的數目以加強社區的綜合精神健康服務。這些團隊主

要由全科醫生（GPs）、社區和一些為精神健康問題服務的基層組織

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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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6.1.3 除了加強人力資源外，衛生署還加強社會設施。衛生署計劃建立更多

的醫療設施，包括建設、重建和開設符合基層保健計劃的新綜合診所，

並提供更好的服務。社區長者護理設施的數量也將增加。社區精神健

康中心通常位於全國各地區以方便用戶使用，而專業精神科醫生、心

理學家和醫生會在醫院和診所提供諮詢服務，以評估、診斷和治療患

者（Singapore Silver Page，2017） 。 

 

5.15.6.1.4 在新加坡，地區醫院系統的「社區精神健康應對、早期介入和評估服

務 」（REACH）是專門為照顧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而設立（Lim 等，

2017），它尤其關注效率、可用性、及時性、可負擔性和服務安全性。 

REACH 醫療保健位於學校區附近（為兒童和青少年服務），分為四

個區域：北部、南部、東部和西部。此外，由衛生署支持，並由國家

精神健康藍圖指導建立了一個成人社區精神健康小隊（CMHT），其

服務對象為 18 至 65 歲的成年人。 

 

 

5.15.6.1.5 CMHT 服務由專業人士提供，包括精神科醫生、心理學家、職業治療

師、醫務人員、社會工作者和輔導員，並根據患者的症狀提供社區精

神護理和其他服務。醫療設施位於社區，但 CMHT 是流動的，並且

經常探訪服務使用者的住所。使用者可以參與決定他們的服務類型和

醫療覆診頻率（Institute Mental Health，2012）。 

 

5.15.6.2 精神護理方面的社區合作 

5.15.6.2.1 新加坡政府表明會致力促進不同機構之間的合作，以便精神健康保健

網絡能夠覆蓋更廣泛的人口。 診所中安排了更多的專業諮詢人士提

供社交技能培訓和職業康復輔導，以便患者及時接受治療。 新加坡

努力促進社區合作夥伴之間的合作，例如全科醫生、學校、社區發展

委員會（CDC）和志願福利組織（VWO）（衛生署，2017 年）。因

為輔導員在患者進入社區精神健康中心之前擁有患者的第一手信息， 

這有助加強社區診所的諮詢，並確保及時有效的分析病例（Lim 等，

2017）。 

 

5.15.6.3 精神健康設施的土地規劃 

5.15.6.3.1 新加坡的發展以每五年審查一次的總體規劃為指導。總體規劃將概念

計劃（城市重建局）制定的廣泛長期戰略轉化為可持續發展、關注人

口密度和土地利用的詳細、全面和前瞻性框架。這包括醫院、綜合診

所等健康和醫療中心的土地分劃，以及社區會堂、兒童照顧中心、長

者年護理院舍和殘疾人士院舍等社區機構（新加坡政府，2014 年） 。 

 

5.15.6.3.2 根據市區重建局（URA）的說法，新加坡的醫療或福利設施應以人為

本，並為殘疾人士及其家人提供方便的服務。土地規劃地圖表明，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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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所有的健康和醫療中心都在民區（步行距離內）附近。例如，智障

人士的碧山家園周圍的地方便是民區（URA，n.d.c。; Bishan Home，

2016）。殘疾人士教育機構也位於社區內（URA; Minds，2010）。 

 

 

5.15.6.3.3 除總體規劃外，其他計劃也反映了新加坡對精神康復中心建設的關注。

例如，市區重建局於 2003 年推出的社區及體育設施計劃（Community 

and Sport Facilities Scheme （CSFS））（NFSS，2018; ECDA，nd），

旨在將社區設施納入商業發展，並規定業主把土地僅用於特殊用途，

包括兒童照顧、殘疾、家庭和長者護理服務、志願者計劃、社區圖書

館、俱樂部和體育設施可獲得額外的總建築面積。 CSFS 已經能夠解

決與社區設施中的土地使用相關的問題並促進社區整合。 

 

5.15.6.4 精神健康設施土地規劃的公眾諮詢 

5.15.6.4.1 新加坡政府承諾在作出決定時要透明，並尊重民意。由於居民通常關

注鄰里地區的發展，市建局會在社區內舉辦諮詢活動，以推行社區發

展計劃（URA，n.d.c）。在作出關於規劃的重大決策時，包括更新總

體規劃或任何法律修訂的決定，都會舉行公眾諮詢。 

 

5.15.6.4.2 除了公眾諮詢外，還開展了一些社區外展活動。其中包括，由市建局

及人民協會國家社區領導學院舉辦的市區重建對話系列，並由社區領

袖主領。其目標旨在與社區建立關係、與公眾分享有關發展和規劃的

信息，並平衡社區領導者的不同利益（JLD，n.d。）。 

 

 

5.15.6.4.3 公眾諮詢是市建局土地用途規劃方法的一個組成部分，亦是與社區聯

繫的一種方式。近年來，市建局愈來愈多地讓公營和私營機構參與，

制訂與土地用途有關的計劃、政策和指引（URA，n.d.c）。它們組織

了具有不同背景、職業或社會層面參與者的焦點小組，以代表公眾並

討論與總體規劃或概念計劃相關的關鍵問題。焦點小組參與者就關鍵

問題進行一系列調查和持續討論，然後提出建議，並發表從公共論壇

收集的觀點的最終報告，以及市建局的生活方式和在線調查的結果。

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關於 2011 年概念計劃的可持續性和身份的最終

焦點小組報告，其中包含有關概念的信息、發展可持續社區的策略，

以及其他建議。 

 

5.15.6.4.4 2011 年相關部門安排了 12 個會議和一個公共論壇討論這些建議。第

一次會議的重點是如何以透明和以人為中心的方式，開展公眾諮詢和

收集公眾對建議的意見（URA，2011）。除了開展焦點小組外，市建

局還組織公職人員參與「消除官僚作風」 （Public Officers Working in 

the ‘Eliminating Red-Tape’ (POWER)）會議，藉以實施和檢討發展指

引，以及滿足公眾需要。來自不同行業的專家提出他們的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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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一切都在正確的軌道，並且可以執行。諮詢小組對於促進公眾參

與和確保聽取不同意見是必要的。 

 

 

5.15.6.5 精神健康的公眾教育 

5.15.6.5.1 偏見或對自己和他人的歧視是妨礙個人獲得精神健康治療的重要因素

之一。例如，精神健康研究所（IMH）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有些人

將精神健康問題視為個人弱點（Philomin，2015）。為了減少社會偏

見並鼓勵患者尋求幫助，新加坡的政府機構、醫療服務提供者和社區

合作夥伴一直密切合作（Daud，2017）。 

 

5.15.6.5.2 健康促進委員會（HPB）是負責推廣精神健康的主要部門，它們組織

了許多計劃，旨在提高公眾的精神健康意識，減少對精神疾病的偏見

或歧視（MOH，2010）。例如，健康促進委員會在學校組織活動，使

學生能夠識別精神健康狀況，並與教育部合作，教育中小學生管理情

緒問題並應對挑戰（教育部，2008 年）；同時“Treasure Your Mind” 

（TYM）計劃旨在提高員工對精神健康問題的認識。  

 

 

5.15.6.5.3 除了學校和一般在職人士之外，社區是公眾精神健康教育的重要組成

部分。加強公眾對精神疾病的認識和減少新加坡歧視是非政府組織

（TOUCH 社區服務）、陸路交通管理局（LTA）和捷運之間的一項

合作施措，在地鐵上宣傳精神健康，並預計將有 8 百萬人看到（Teh，

2016）。 

 

5.15.6.5.4 健康促進委員會還與不同的社區團體開展了許多活動，以提高公眾對

精神疾病的認識，例如「培養心靈試點計劃」 、「積極健康公交車」

等。這些計劃主要針對長者或 50 歲以上的人士，通過社區的研討會

和活動增強對阿茲海默症等精神疾病的了解（HPB，2011a，2011b）。

這些研討會使用輕鬆的教育方法，如音樂、戲劇和長者的角色扮演。

研究發現參與這種休閒活動可以減少精神健康問題（Verghese，

2003）。一般而言，宣傳活動可以提高公眾對精神疾病的認識，從而

減少公眾對精神病患者的歧視。 

 

 

5.15.6.5.5 與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相比，新加坡採取了相對全面的方法來建立社

區精神健康服務。這些方法考慮到社區成員的需求，在作出重大發展

決策之前利用公眾諮詢收集公眾意見。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土地規劃系

統，用以規劃社區設施，包括精神保健設施和其他福利服務。這可以

促進在不同地點建立精神健康設施的過程，同時強調公眾參與制定國

家總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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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6.5.6 公眾諮詢可以促進公眾參與社區事務，提高公眾對政府計劃和政策的

認識，減少公眾的誤解，並儘量減少影響居民對敏感或有爭議政策的

衝突。 

 

 

5.15.6.6 總結 

5.15.6.6.1 在新加坡，公眾諮詢主要針對宏觀層面上的國家策略，例如國家整體

規劃，而不針對各部分中的特定的地區、項目或者目的而單獨開展公

眾諮詢。社會福利設施的建立將納入總體規劃，反映了社會福利設施

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建立這些設施的決心。在香港，土地發展計劃長期

忽略新社區的福利設施之設立。在新加坡實施的土地計劃的法定約束

力可以有效地減少設施建立所需的時間。 

 

5.15.7 中國台灣 

5.15.7.1 在台灣，鄰避現象非常顯著，因為大多數居民反對在他們的社區建立

社會福利設施（林茂成，n.d。）。 拉布遊行的抗議活動、投擲雞蛋和

垃圾、噴漆，以及破壞設施的門鎖是台灣常見的抗議形式（Chiu＆Lo，

2011）。 大多數居民擔心這些機構將對其社區構成重大威脅，例如威

脅生命和財產安全、降低住房價格，以及增加交通負荷和噪音（Chiu＆

Lo，2011）。 台灣就此制定了精神健康法和如何處理與居民衝突的手

冊，但即使有法律支持，在實際操作中，仍然存在一些困難。 

 

5.15.7.2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5.15.7.2.1 2015 年修訂了「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該法律主要保護殘疾人

士的權益，能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活動，並釐清政府部

門的責任。第 8 條規定，各級政府應制定計劃，為闡析殘疾和疾病原

因推動社會教育和宣傳。第 62 條規定，主管當局應根據管轄範圍內

殘疾人士的人口特徵和需求，促進或合併現有資源，為殘疾人士建立

福利機構；而第 64 條規定，應由當局定期對機構進行監督、審計和

評估。 

 

5.15.7.2.2 關於媒體報導，第 74 條規定，媒體在報導相關事件時不應使用歧視

性參考資料或描述，或報導與事實不符或對精神病患者造成歧視和偏

見的故事。法律的後半部分涉及對機構違規行為的法律處罰。 

 

5.15.7.2.3 該法全面保障殘疾人士的權利，釐清各級政府和相關政府部門的權力

和責任。政府還有責任倡導為殘疾人士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機構，並

監督這些機構的運作。 

 

5.15.7.3 「身心障礙者居住服務及社區服務遭民眾抗爭處理參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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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7.3.1 這本手冊由身心障礙聯盟於 2001 年制定，是公眾諮詢和參與的非官

方手冊。它由患者權利小組發布，以指導服務組織和患者與鄰居居民

協商建立服務單位，並促進社區平等。當社區建立殘疾人士護理中心

時，由於缺乏精神病的認識，居民可能表現出對殘疾人士的敵意或歧

視。這使組織很難在社區中提供服務。 

 

5.15.7.3.2 即使有法律的保障和相關政府部門的協助，居民的反對也無法完全避

免。但是，根據政府政策，社區服務將會增加，為了使這些機構更好

地融入社區，政府近年來收集了類似的案例，並修訂及印刷了這本服

務手冊。 

 

5.15.7.3.3 手冊分為四個部分，當中描述了機構建立之前所需的評估和準備、相

關法規、可能的反對，以及適用於組織的策略。第一部分提醒服務提

供者在建立機構之前須對社區作評估，以便充分了解社區，及如何選

址及建立該機構。第二部分概述了機構在搬入之前應遵循的相關法規，

例如建築管理法規和消防法規。第三部分討論了機構在進入社區時可

能面臨的內部和外部壓力，包括基於居民、當地代表（領導者）、社

區組織，以及社會福利部門和警察等政府機構反對的外部壓力。第三

部分同時也提供了解決這些可能問題的適當方向，並利用媒體減少居

民的反對意見。第四部分討論在其他機構建立時，遇到類似情況下採

用的策略。 

 

 

5.15.7.4 社區對精神健康設施的態度 

5.15.7.4.1 台灣人在一定程度上同意社區設立精神健康中心。然而，雖然有些中

心已經成立，但它們很少開放。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文化。基隆

市的精神健康中心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這個康復中心成立於 2010

年，但儘管有一個建立該中心的籌備辦公室，但是到了 2013 年服務

使用者仍然無法進入。該辦公室主任表示，中心設施基本完善，但還

是無法投入營運，主要原因是當地社區領導和居民的強烈反對、對相

關當局的恐懼，以及對精神障礙缺乏了解（周孟謙，2013a）。 

 

5.15.7.4.2 此外，由於法律法規不明確，康復中心無法獲得開放營運牌照。在社

區建立康復中心沒有完善和明確的指導方針。根據台灣的法律，特別

是「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第 82 條列明，如果社區在為殘疾人士

提供服務方面遇到困難，上級當局應協助他們消除障礙： 

第八十二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相關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於社區中提供身心障礙者居住安排服務，遭受居民以任何形式反對者，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協助其排除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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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7.4.3 但是，在上述情況下，根據該決議尚未獲得批准的論點，上級當局拒

絕建立康復中心。同樣，社區領導人之間複雜的關係也阻礙了聽證會，

這意味著沒有辦法向居民解釋中心或提供相關設施。區議員和公眾代

表也強烈反對設立康復中心（周孟謙，2013b）。在某種程度上，這

表明雖然台灣有支持社區服務中心的政策，但尚不清晰和完整。 

 

5.15.7.4.4 台灣民眾普遍認為，殘疾人士的機構，例如精神康復中心，應該位於

偏遠地區。但是，在社區建立機構是殘疾人士重返社會的最佳選擇。

經歷過嚴重阻力，組織的一位負責人指出，如果該設施位於正在建設

的建築物或區域或舊的或高度流動的社區，抗議的可能性或嚴重程度

將相對較低，主要原因是這些地區的居民，組織起來有困難。雖然組

織可能很難進入居民居住的社區，但是該機構駐留的方式也可能影響

居民的看法。研究人員認為，在進入社區之前，機構應通過各種渠道

告知居民他們的服務（Chiu＆Lo，2011）。 

 

 

5.15.7.4.5 居民的反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不滿社會福利機構隱瞞其服務的內容

和性質（彭春翎，2007）。其他主要原因包括他們對機構提供的服務

缺乏了解以及對殘疾人士的恐懼。因此，有人建議機構或有關部門和

人員應通過溝通和清晰解釋來提升接受程度（Chiu＆Lo，2011）。 

 

5.15.7.5 設立精神健康設施的過程 

5.15.7.5.1 台北市已撥出一定數額的社會福利資金，但土地資源供不應求。因此，

建立殘疾人士機構通常包括直接購買房屋或與其他政府機構一起在同

一建築物內提供服務。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更傾向於第二種選擇，因為

當這些機構與政府大樓融為一體時，公眾的反對較少。根據香港中文

大學的一位來自台灣的專家的說法，政府大樓內的社會服務不需要諮

詢。在確保該機構有場所後，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根據各方的實際情況

和考慮因素，確定機構的設立和服務類型。 

 

5.15.7.5.2 在確定類型後，它會進行招標，歡迎所有非政府組織參與。區域重建

或城市規劃項目為這些機構進入社區提供了機會。對於在社區建立的

私營精神健康服務，各級政府都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作用。服務提供者

負責公開聽證和遊說，有時還得到市政府和縣議員的支持。台灣沒有

採用官方的公眾諮詢機制和協議，這意味著服務提供者，當地政治家

和社區領導者必須制定其策略和解決方案。 

 

5.15.7.5.3 「一壽照顧中心」就是這個設立過程的一個例子。該中心是在政府城

市規劃項目下建造政府綜合體時建立的。在該機構的規劃階段，該中

心被命名為一壽照顧中心，以減少居民對精神障礙的恐懼。然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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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居民最終因為意識到該機構的服務性質而開始反對其建立。一名精

神病患者傾倒硫酸的報導加劇了反對（華視新聞，1998）。 

 

 

5.15.7.5.4 許多專家學者也反對建立一壽照顧中心，加劇了居民的反對意見。社

會福利署署長在該地區舉行了兩次諮詢會議，以澄清和回應居民的關

注，讓居民表達不滿（容怡仙，2009）。然而，雙方未能達成共識。

在兩次會議之後，社會事務負責人仍決定實施這項建議，結果激怒居

民並加劇他們的反抗，因為他們認為政府沒有考慮其感受或傾聽其意

見。這是在大選期間進行的，當時社區代表與居民站在同一個選票陣

線上。研究人員認為公眾反對的是政府，而不是中心的組織（彭春翎，

2007;容怡仙，2009）。 

 

5.15.7.5.5 部分政府受訪者表示他們已經在該中心成立的早期和後期向社區發放

了相關信息，以釋除居民的擔憂。在建立這些機構時，政府應考慮當

前的政治事件，以避免敏感時期。在一壽照顧中心的事件中，台北市

精神康復之友協會舉行簡報會，聽取居民的反對意見，告知他們服務，

並讓他們聽取使用者的家屬意見。為了避免更多的緊張局勢，該中心

非常低調的開幕，並且非常謹慎地選擇使用者。 

 

 

5.15.7.5.6 在台灣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精神健康中心存在許多障礙。 即使在國

家政策的支持下，這些中心也受到政府機構和進入社區時的壓力。 

因此，當機構進入社區時，除了遵守現有的法律和手冊外，還需要對

社區和機構本身進行適當的調整，例如更改機構的名稱（謝詩華，

2012）。 

 

5.15.8 中國澳門 

5.15.8.1 現時提供的精神健康服務 

5.15.8.1.1 在澳門，公眾對精神疾病缺乏了解。人們傾向將精神疾病視為罕見且

無法治癒的疾病，這導致公眾對精神病患者的恐懼和歧視（Chi，

2013）。在這樣一個保守的社會中，患有精神疾病或正在從精神疾病

中康復的人往往是脆弱和孤立的。 

 

5.15.8.1.2 根據政府公佈的數據，在 Centro Hospitalar CondedeSãoJanuário（山頂

醫院）接受精神治療的患者人數一直在穩步增加（Chi，2013）。根

據 UniãoGeraldasAssociaçõesdosMoradores de Macau，新移民更有可能遇

到精神健康問題，這表明文化變遷、溝通困難和支持不足可能導致精

神疾病（UGAMM，2009）。目前，澳門至少有三個提供精神康復服

務的機構，包括澳門利民會、扶康會提供的外展服務，以及明愛提供

的長期住宿照顧服務。山頂醫院還提供精神病診所和住院服務（Chi，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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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8.1.3 澳門利民會與多家企業合作，向精神康復員工提供輔導，以便他們進

行日常工作（Chi，2013）。有許多企業最初不願意參與，因為它們

對精神疾病知之甚少。但是，經過不斷的宣傳和穩定的工作表現，更

多的企業願意加入這個項目。雖然參與該計劃的企業數量很少，但自

該計劃初步實施以來，這一數字翻了一番。試圖將精神康復融入社會

工作可以改善公眾對精神疾病的態度和減少誤解（Richmond 

Fellowship of Macau, n.d）。 

 

5.15.8.2 精神健康的公眾教育以及反歧視的成果 

5.15.8.2.1 近年來，澳門的社區教育有所改善，居民愈來愈接受精神疾病教育。

居民對正在接受精神康復的人之容忍度顯著增加。澳門特區衛生局與

澳門街坊總會共同成立了社區健康諮詢小組，以加強社區精神諮詢服

務，促進公眾精神健康教育。團隊工作人員都在山頂醫院接受精神病

學培訓，並定期在社區舉辦精神健康活動（UGAMM，n.d）。 

 

5.15.8.2.2 澳門政府還組織了一系列關於精神健康日的年度活動，向公眾宣傳精

神疾病和減少歧視（GIB，2007,2010; Macau Daily，2017）。然而，當

有精神病患者傷害他人的事件發生並隨後煽情報導的出現（Oriental 

Daily，2013; Bastille Post，2017），便加深了公眾的誤解。同時，這

也表明了大眾傳媒在改變公眾理解的重要作用。 

 

5.15.8.2.3 澳門政府成立了一個諮詢委員會，以便在制定和實施政策和相關社會

服務時，可與其他政府部門、專業人士和公眾進行有效和順利的溝通，

並收集這些持分者的意見和建議。政府安排政府規劃項目的公眾諮詢，

例如 2016 - 2028 年的康復服務規劃。公眾可以通過多種方式表達自

己的意見，包括郵寄致社會福利局、親身提交意見、發送電子郵件或

語音郵件，或參加公眾諮詢。 

 

 

5.15.8.2.4 該計劃包括三個諮詢會議，其中兩個針對殘疾人士，另一個針對一般

公眾，包括中文和葡萄牙語的即時口譯、手語翻譯等（SWB，2018）。

澳門政府高度重視居民的平等權利，並致力於消除歧視。 

 

5.15.8.3 對於「敏感」社區服務的歧視和公眾諮詢模式 

5.15.8.3.1 一些研究表明，社會融合在澳門取得了成功，對殘疾人士歧視或拒絕

的情況甚少，也沒有對社區康復中心或其服務使用者採取不合理待遇

的報導（Lee，2005）。然而，公眾和殘疾人士可能有不同的觀點，

殘疾人士聲稱許多居民嚴重歧視他們。此外，在 1999 年至 2014 年期

間，澳門發生了 30 宗鄰避事件，其中 6 宗與服務設施有關。這些事

件中的抗議活動通常持續不到三個月，大多數發生在人口密度高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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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通常與鄰避情緒相關）。研究人員指出，在許多鄰避事件中，居

民將這個問題與政治聯繫起來，在抗議期間經常看到，類似「反對假

諮詢！透明的政府！」的口號；感到家園受到威脅和缺乏社區諮詢是

導致居民反對的原因（Jiang，2013）。 

 

5.15.8.3.2 其中一個例子是擬議在黑沙環建立一個美沙酮中心，該中心的設立過

程非常曲折，並遭到三個社區的反對。由於政府的妥協，前兩次抗議

只持續了很短的時間。政府隨後決定在黑沙環建立該中心，儘管沒有

暴力（與之前的抗議活動相比），第三次抗議涉及對鄰近組織的投訴、

口號、傳單、反對簽名、新聞聲明、示威、請願、新聞發布會，甚至

法庭訴訟和向廉政公署作出投訴（Lou＆Jiang，2012）。 

 

 

5.15.8.3.3 2010 年，超過 500 名當地居民在附近的空地發起抗議，反對建立該中

心，使交通癱瘓。這促使衛生暨社會福利局局長與居民交談，以平息

抗議。儘管這並沒有改變政府的決定，居民，包括眾多長者、婦女和

兒童，後來參加了反對建立該中心的遊行（Agora，2010 年）。 

 

5.15.8.3.4 雖然這些抗議活動沒有成功，但卻促使社會福利局大幅改變服務機構

的運作。例如，制定政策明確規定了服務時間、目標和數量，以及調

整監督和管理。政府還制定了一項促進計劃，以提高居民對該中心的

認識，並將美沙酮中心重新命名為藥物治療中心，以減少公眾的恐懼

（Lou＆Jiang，2012 P115）。 

 

5.15.8.3.5 研究人員和澳門大學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公眾教育和減少歧視可以

通過媒體宣傳、在中小學課程中增加殘疾和平等的知識和概念、組織

展覽和其他社會活動，以及邀請康復者與居民對話；這些措施得到了

公眾的廣泛支持。 

 

 

5.15.8.3.6 此外，澳門的傳統民間團體作為連繫公眾和政府的橋樑，發揮著重要

作用。它們將公眾意見傳達給政府決策者，並協助政府向公眾傳達信

息（Yeung，2016）。雖然未必時常有效，澳門政府非常依賴這些民

間團體。 

 

5.15.8.3.7 例如，就上述美沙酮中心而言，居民指政府沒有提供足夠的選址通知，

而政府官員表示他們提供了足夠的通知和諮詢。有些人認為，「民間

團體諮詢模式」意味著政府部門認為，只要在決策過程中諮詢相關的

傳統民間團體、立法者和專家，決策便是專業的、合法的（Yeung，

2016）。在殖民時期，由於語言的差異，政府和居民都強烈依賴民間

社團來獲取相關信息。現在，語言障礙已不復存在，公眾可以從大眾

媒體獲取相關信息，這代表社團的作用與過去不同。居民不再滿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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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作為其唯一的發言人，並為自己的利益而鬥爭，這可能導致政府

與居民之間的衝突。 

 

 

5.15.8.3.8 我們就澳門地區的諮詢模式訪問了澳門立法會議員。澳門政府主要資

助傳統民間社團以遊說社區，而不是面對反對建立精神健康和其他

「不受歡迎」設施的居民。目前，需要精神健康服務的人士必須向社

會福利局的六個地區辦事處尋求協助，但這些辦事處均不是專門從事

精神健康的服務。這些辦事處根據每宗個案的情況，將病人轉介至由

非政府機構營辦的受資助單位。 

 

5.15.8.3.9 此外，雖然澳門居民沒有發動任何與鄰避事件有關的激烈抗議行動，

但政府應該關注潛在的抗議活動。澳門理工學院婁勝華教授指出，澳

門政府在處理新興社會運動方面缺乏經驗。他建議，在建立設施時，

行政機關應直接諮詢甚至邀請受影響的居民參與決策和監督過程，以

減少衝突的發生（Lou，2011）。 

 

5.15.8.4 總結 

5.15.8.4.1 中國澳門和中國台灣在建立精神健康機構和其他敏感社區服務時，重

點關注與社區持分者的談判和合作。這些設施大多數在私人物業中設

立，沒有官方的公眾諮詢的準則指南或議定書。服務提供者和病人組

織通常必須與所有當地居民或社區組織進行協商。 一些非政府組織

和病人組織也制定了公眾參與策略。 

 

5.15.8.4.2 香港的情況與中國澳門和中國台灣相似。 有關部門依靠社區團體與

居民就服務設施的決策進行溝通。 然而，許多居民可能認為這些團

體並不代表他們，政府的決策過程缺乏透明度。 居民不是反對建立

福利或服務設施本身，而是反對政府處理社區或鄰里成員意見的方式。 

 

5.15.8.4.3 與台灣一樣，在香港，區議員和業主立案法團或互助委員會主席等社

區領袖在服務設立決策過程中，一直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居民

通常信任這些代表，如果這些代表不同意該機構入駐，則很難在該社

區建立任何福利或社區服務設施。 

 

5.15.9 大韓民國 

5.15.9.1 精神健康服務與社區支持 

5.15.9.1.1 韓國鼓勵地區精神健康機構和專業諮詢委員會提供精神健康服務

（WHO，2006）。農村地區的社區精神護理過去常常涉及以家庭為

基礎的集體社會網絡。但在新技術和平等意識的推動下，以更激烈的

競爭和資本流動發展了個人主義和成就導向的體系（Song＆Yeo） ，

2017）。 2012 年，幾乎所有診所和約 94％的醫院提供精神護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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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由該地區私人擁有和監督；區域健康保健需求直接決定了社會醫療

保險預算下的服務提供者數量（Kwon 等， 2015 年）。 

 

5.15.9.1.2 精神健康問題在韓國是一個敏感話題，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可能會猶

豫與他人談論他們的問題，並且不願意與輔導員交談（Raintenshi，

2013）。韓國的指導和諮詢服務的發展緩慢而且成效不佳。例如，直

至 2013 年，學校沒有輔導服務以照顧有精神問題的學生（Lee 和

Yang，2008）。 

 

 

5.15.9.1.3 中央心理健康評估委員會和中央心理健康支持委員會負責評估對精神

護理服務的需求。 雖然他們也負責中央指導，但沒有識別出有效的

公眾參與或諮詢方法（Kahng＆Kim，2010）。 

 

5.15.9.1.4 韓國的公共精神健康支出僅佔健康總支出的 3％（不包括認知障礙

症），其中 66.4％用於醫院（OECD，2013 年）。韓國希望增加醫院

以外服務的支出，例如擴大公眾諮詢服務。由區域精神健康中心和評

估委員會及其他支持委員會組成的中央委員會，負責指導精神病院和

精神保健中心提供的服務，如社會康復中心、酒癮康復中心、門診診

所和長期護理中心（Kahng＆ Kim，2010）。 

 

 

5.15.9.1.5 2012 年，韓國的社區精神護理中心覆蓋了大約一半的省和大都市以

及 56.5％的地區，為長期和嚴重精神問題的患者提供支援，並以個案

管理的形式提供服務。此外，還開展了關於網絡成癮的輔導服務，以

滿足新興的公共需求（Lee＆Kim，2013）。 

 

5.15.9.1.6 由於焦慮日益加劇，這種模式面臨著公眾拒絕接受精神治療的挑戰；

這主要與社會歧視和精神病患者缺乏政府福利支援有關。根據朝鮮大

學精神學家兼教授 Kim Hyong-soo 博士指出，韓國人寧願承擔精神健

康問題，也不會告訴別人或在私人診所尋求服務，因為他們擔心自己

的餘生會受到侮辱（McDonald， 2011）。 

 

 

5.15.9.2 建立精神健康設施的公眾商討和諮詢 

5.15.9.2.1 2016 年，韓國共有 208 個社區精神保健中心。它們在精神健康系統中

發揮著重要作用，包括以社區為基礎的預防和治療精神疾病。 Lee，

Kim 和 Lee（1999）認為，在制定預防政策和精神健康項目之前，必

須了解社區對精神疾病的認識和態度（Lee et al，2000）。因此，在

社區精神健康中心建立之前，會進行調查以評估每個地區居民對精神

疾病的態度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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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9.2.2 根據調查結果，社區精神健康中心可以針對社區的特點和公眾對精神

疾病的接受程度，以便建立一個更適合的社區精神健康中心（Lee et 

al，1999; Sakong＆Chae， 2001）。 

 

 

5.15.9.2.3 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Jung，Kang 和 Lee（2017）檢視了 P-City 為治

療慢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精神康復中心，該中心成立於 1999 年是北區

精神健康中心的其中一個項目。P-City 使用會所模式運作，其兩個社

區精神健康中心為社區居民提供培訓，以減少對精神疾病的歧視和偏

見（Jung，Kang，＆Lee，2017）。 

 

5.15.9.2.4 在 2000 年全面實施社區精神健康服務中心之前，P-City 當局就著社區

對精神疾病的態度進行了調查（Sakong＆Chae，2001），並且在精神

健康中心建立之前進行調查的做法，一直維持到今天（Jung，Kang，

＆Lee，2017）。 Jung，Kang 和 Lee（2017） 比較 P-City 居民，在建

立精神健康中心前後的態度，發現居民普遍對精神疾病抱有正面態度，

儘管態度因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或其他因素而異。與 2000 年的調

查結果相比，社區對精神疾病的態度發生了顯著的正面變化。 

 

 

5.15.9.3 公眾對精神病患者的態度 

5.15.9.3.1 一般而言，男性、年輕人或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對精神疾病的態度較

為正面。 社區領導者在影響對精神疾病的態度方面，發揮著非常重

要的作用；居民遵循他們，因為他們是社區中的榜樣或領導者（Lee，

2010; Noh＆Lee，1998）。 

 

5.15.9.3.2 2010 年，Lee 針對社區領導者對精神疾病的態度進行了一項調查，結

果發現他們的態度總體上是消極的。 這表明需要對社區領導者進行

公共教育，內容應涉及精神健康培訓，旨在減少與精神疾病患者相關

的偏見（Lee，2010）。 P-City 社區精神健康中心的作用之一是改變

公眾對精神疾病的態度，並組織定期教育計劃以減少公眾歧視，接受

精神康復者作為社區成員（Jung，Kang，＆Lee，2017））。 

 

 

5.15.10 日本 

5.15.10.1 以精神病為基礎的精神健康護理 

5.15.10.1.1 在日本，人均精神病床位數目是世界上最高的，2008 年為 345,696

（Setoya，2012）。日本沒有指定居民必須到規定的精神保健中心，

因此患者可以選擇他們想去的地方。社區住宿設施主要由私營部門營

運，行政管理由公眾資助。患者可以選擇並註冊使用他們選擇的任何

護理中心或設施（Setoya＆Takeshima，2017）。日本社區精神保健系

統最突出的特點是，儘管社區醫療服務得到加強，但住院醫療服務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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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蓬勃發展。這引發了許多患者要在門診診所接受非專業人員治療的

問題。 2015 年，政府承認了該國的心理醫生，但醫療保健系統還不

夠成熟，許多人仍然選擇去非醫生求診。在這些診所中，僅對患者進

行簡單檢查，並且經常在沒有詳細診斷的情況下處方藥物。 

 

5.15.10.2 社區精神健康服務 

5.15.10.2.1 日本政府最近為加強社區精神保健作出了一些努力，例如引入強化形

式的護理管理、增加學科專業人員的支持、多層次的諮詢系統，以及

「配對工作，然後培訓」的方法來增加就業（這涉及將有精神健康問

題的人配對在不同的工作場所進行培訓）。為減少與精神疾病相關的

偏見，政府開展了「從基於機構的護理到以社區為基礎的護理」改革，

旨在改變公眾對精神健康的態度，並重組和加強精神科服務和社區支

援系統（Setoya） ＆Takeshima，2017）。 

 

5.15.10.2.2 位於社區的精神保健中心提供康復設施，包括日常生活培訓設施、福

利院舍、住宿職業培訓設施、門診職業培訓設施、福利工廠、社區生

活支持中心和小型家舍。然而，公眾對這類社會福利設施的態度卻相

當消極。研究人員指出，歧視在日本非常普遍，社區內缺乏對精神健

康的理解（Kiyoto 等，2017; Setoya＆Takeshima，2017）。日本政府旨

在改革其精神健康和社會福利制度，並試圖改變公眾對精神疾病的態

度，加強精神健康服務和社區支援系統。 

 

5.15.10.2.3 在接下來的十年，政府計劃從公眾教育開始，以加強公眾對精神疾病

的了解，並將公眾意識提高到 90％以上（Setoya＆Takeshima，2017）。 

 

5.15.10.2.4 我們訪問了東京大學精神健康系的一位學者，了解日本如何建立社區

精神健康服務設施。他解釋說，儘管國際社會一直宣傳社會融合和包

容，在日本，對精神病患者和康復者的尊重程度一般不高。精神健康

服務使用者仍然面臨其他人的偏見和歧視的態度，自我歧視也很普遍。 

 

 

5.15.10.2.5 國家政府沒有投入太多資源來加強精神健康服務和公眾教育計劃，而

很少有地方政府支持這些舉措。與其他司法管轄區不同，日本很少開

展促進精神健康的公眾活動以提供精神健康症狀、預防和社會接受的

信息。這反映了保守社會對精神疾病的普遍心態。該專家指出，在日

本精神健康機構的選址方面，精神疾病患者和康復者的社區護理服務

仍未完善，服務和治療主要在醫院提供。這主要歸因於國家和地方政

府缺乏資金和計劃。 

 

5.15.10.2.6 非政府組織亦在社區建立了一些新的社區精神護理健康中心，但這些

中心通常不受居民歡迎。但是，這些中心大多數都是在沒有正式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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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的情況下成功建立的，因為大部分房屋都是私人房產。只要房東

願意向這些非政府組織租房，居民就不會進一步反對他們。地方政府

官員和議員通常不會在這些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因此沒有官方的公

共諮詢機制。 

 

5.15.10.3 總結 

5.15.10.3.1 日本和韓國對精神病患者的羞辱和歧視非常嚴重，主要是因為文化禁

忌和定型觀念，保障精神病患者權利的國家政策和地方政策欠發達。

然而，儘管對精神疾病有強烈的歧視和偏見，大多數的設施在沒有正

式公眾諮詢的情況下仍成功設立，因為會址一般租在私人物業，只要

業主同意即可。 

 

5.15.11 亞洲精神健康服務經驗總體概述 

5.15.11.1 總的來說，這五個司法管轄區似乎都重視其公民的精神健康，並引入

了一些旨在提高公眾對精神疾病的認識並減少偏見和歧視的項目。這

些活動包括由政府組織或支持的活動，旨在提高公眾的精神健康意識，

促進社會融合和提高對精神病患者和康復者的接受程度。 

 

5.15.11.2 關於社區精神健康機構的運作和選址，不同的司法管轄區採用了不同

的方法來處理民意。在台灣，政府在推動社區精神健康設施建設方面，

發揮的作用微乎其微。提議的服務通常只由服務提供者、病人權利組

織，甚至有時是當地政客（例如市政和縣議員）處理，而沒有任何官

方諮詢框架。在社區和遊說活動中可能會舉行公開聽證會，以吸引居

民並獲得他們的支持或降低阻礙擬議項目的反對意見。 

 

 

5.15.11.3 在韓國（如 P-City 例子所顯示），區域政府機構在公眾諮詢過程中充

當服務提供者和社區團體的平等夥伴，而不擔任領導和協調角色。諮

詢通常只涉及書面調查，沒有與居民大量接觸，儘管這些調查可以提

供居民對有關精神健康機構選址的態度之信息。相比之下，日本在社

區精神健康服務的發展和促進社區對精神病患者和康復者接受方面較

落後和更加被動。 

 

5.15.11.4 在日本的社會背景下，公眾對精神疾病的偏見仍然很常見。日本的精

神健康服務仍然嚴重依賴精神病住院服務，社區康復工作不像其他地

區和司法管轄區那樣發達，而且國家在融資和運營方面發揮的作用微

乎其微。官方在公眾教育和減少歧視所做的努力並不常見，並且沒有

官方和制度化的框架來諮詢鄰里居民對建立精神保健中心的情況。從

技術上講，可以在附近建立一個中心而不需要居民的認可，因為這些

房屋通常是私人財產。有時，服務運營商必須讓當地社區領導和持份

者就建立擬議設施徵求他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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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11.5 中國澳門、韓國、中國台灣和日本的情況相似，其政府在確保精神健

康場所和其他「敏感」社區服務方面發揮的作用非常有限，社區居民

不容易接受這些服務。如前所述，澳門政府已經遵循了幾十年的規範，

依靠傳統的民間組織和團體向居民諮詢主要的公共政策和項目。 

 

 

5.15.11.6 然而，隨著社會變得更加多元化，居民對公共事務的要求愈來愈高，

這種機制變得不那麼有效了。有一些事件，例如美沙酮中心的案件，

居民拒絕建立擬議的「敏感」社區服務。儘管傳統民間組織和知名領

導人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爭議，但政府在調解居民情緒和向公眾

解釋擬議項目的利弊方面之角色變得更加明顯。新加坡是五個司法管

轄區中一個相當獨特的案例，因為其社區精神健康服務組織和發展得

較好，擁有先進的框架和機制，以確保有需要的患者和康復者得到適

當的服務。在新加坡建立精神健康和其他福利服務的公眾諮詢，很早

就在社區總體規劃的形成階段進行，而不是個別或特定的某個項目。 

 

5.15.11.7 新加坡的總體規劃規定了特定分區的土地使用，在這種機制下，可以

在完成發展計劃和建設社區之前的早期階段確保福利服務的設立，包

括精神疾病服務。這種選址福利場所的模式是基於法律的、有系統的，

並有明確的指導方針。這可以促進「敏感」社會服務的建立，因為在

居民遷入新社區之前已經確定了土地使用，可以避免爭議和冗長的公

眾諮詢和參與。 

 

5.15.11.8 亞洲司法管轄區在與精神疾病和康復有關的問題上往往更為保守，這

些問題影響精神健康服務的發展和在社區中的選址和設立。雖然已經

努力促進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與更廣泛社區之間的社會融合，但尚

未實現一個充分接受和寬容的社會。 

 

 

5.15.11.9 相比之下，新西蘭、澳大利亞、美國和加拿大等西方國家似乎已經制

定了更全面的機制，有法律規定和反歧視措施來保障殘疾人士（包括

精神病患者）的權利，更多為了建立新的社區設施而引入更完善的公

眾諮詢機制（具有公共商討和信息收集的編纂協議和指南），以及促

進社區和福利服務選址的土地分區政策。這些因素可以成功地減少公

眾的反對意見，並以最小的障礙促進服務的建立。 

 

5.15.11.10 在這些法規方面，以上提及的亞洲司法管轄區通常不像西方那樣積極

主動。政府尚未制定書面政策、指導方針和協議書來進行公眾諮詢，

並鼓勵居民支持「敏感」服務的擬議項目。促進對心理健康和社會融

合的認識之公眾教育運動並不像西方國家那樣積極主動地進行。一般

而言，我們承認亞洲和西方地區在這方面存在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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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12 海外經驗的總體描述 

5.15.12.1 在對海外文獻的回顧和專家訪談的基礎上，我們確定了四種與社區精

神健康機構選址有關的公眾參與方式，：1）人權為本模式、2）法律

為本模式、3 ）協商模式和 4）「自由放任」的模式。 

 

5.15.12.2 採用以人權為本的國家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這種模式的

主要特徵包括明確的法律規定，以防止殘疾人士和精神病患者被歧視，

以及保障精神病患者的法定權利，如住房安排和接受社會服務的權利。 

 

 

5.15.12.3 在澳大利亞，「心理健康權利和責任聲明」是根據精神健康消費者效

益工作組的報告發表的聲明。聲明的第一部分解釋說，精神病患者享

有與普通公民一樣的獲得服務和住房的平等權利。他們有權根據自己

的宗教信仰選擇獲得適當的支持。除了確保精神病患者的權利外，新

西蘭還從不同方面給予他們支持，例如增加對精神福利設施的財政撥

款，以及幫助康復者接受教育和再就業。 

 

5.15.12.4 在這些地區的政府，辦事的透明度也很高。除了有關福利設施建設的

信息外，政府還歡迎市民就特定項目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見。 

 

5.15.12.5 澳大利亞政府也大大改善了對醫療康復服務的支持；社區的專業人員

數量也有所增加。官方文件說明，政府有義務建立社區福利設施。 

 

5.15.12.6 加拿大也非常關注精神病患者和殘疾人士的基本權利。 「加拿大權利

和自由憲章」和「加拿大人權法」禁止對精神殘疾者的偏見，並為精

神病患者提出平等就業和社區居住權。 

 

 

5.15.12.7 還有明確的協議，專門用於社會服務的土地分區，強調社會融合，而

不是單獨的為精神健康服務。在新西蘭，市議會保留了特定土地作特

殊用途，例如可負擔住房和社區服務。澳大利亞政府為制定政策和建

立公共設施發布了複雜而明確的指導方針。例如，墨爾本議會制定了

一項溝通和持分者關係計劃，以應對公眾可能對土地轉讓的反對。在

加拿大，省和地區政府負責制定土地使用的選址和分區規定。這些國

家還為殘疾人士提供可負擔的住房，並開展反污名化的公眾教育和促

進社會融合。 

 

5.15.12.8 採用以法律為本模式的國家，如新加坡和美國，通常採用明確的立法，

並以不同社區目的劃分土地分區，包括精神健康服務；這比採用人權

為本的國家更為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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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12.9 新加坡近年來非常重視精神健康服務的發展，並將其納入國家規劃文

件。健康部啟動了社區心理健康（CMH）總體規劃，以提高社區精神

健康服務的質量。人力資源也得到了很大改善，以確保服務質素。國

家總體規劃也確定了社會福利設施的土地。 

 

5.15.12.10 根據市區重建局（URA）的說法，新加坡的醫療或福利設施應以人為

本，並為殘疾人士及其家人提供平等的便利。因此，醫療或福利設施

都設立在住宅區附近。 

 

5.15.12.11 美國聯邦政府已做很多工作來保障精神疾病患者或殘疾人士，使他們

不會被社會排斥。兩項聯邦法律專門涉及歧視和設施安置。 「平等住

房條例」旨在將殘疾人士融入社區，並為兒童提供集體住房。美國殘

疾人士條例（ADA）限制歧視並推廣社區設施。除此之外，1973 年

「康復法」第 504 條還定立了一些嚴格的反歧視規定。憲法第 14 修正

案規定，每個公民都有權依法享有平等受保護的權利，並應在需要時

獲得幫助。 

 

 

5.15.12.12 州政府有權就土地使用做出最終決定。州政府還制定了反歧視立法，

例如加利福尼亞州和紐約州。在加利福尼亞州，加州公平就業和住房

法案禁止歧視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這也確保了精神健康機構的合理

定位。在紐約，引入了「帕達萬法」來解決歧視問題。 

 

5.15.12.13 新加坡非常重視公民的意見。公眾諮詢主要是針對一般的主要分區計

劃而不是針對個別地點而進行的。 

 

 

5.15.12.14 採用協商方式的司法管轄區，主要是澳門和台灣；在建立精神健康機

構和其他敏感社區設施時，更注重與社區持份者的協商和合作。這些

設施大多數都在私人樓宇中，沒有提供官方標準化的指導方針或協議

作公眾諮詢。服務提供者和病人組織通常必須與房東和當地居民或社

區組織進行協商。一些非政府組織和病人組織根據他們過去的經驗制

定了公眾參與策略。 

 

5.15.12.15 在過去的殖民時期，由於語言障礙，澳門政府和居民依靠一些民間社

團進行對話，此習慣一直保留到現在。政府部門認為，只要在決策過

程中諮詢相關的傳統社會團體、立法者和專家，就意味著決策是專業

和合法的。結果，居民認為政府事務的透明度很低；但是，這也進一

步說明了傳統社團在澳門政治建設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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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12.16 台灣的情況與香港的情況類似。由於文化原因，台灣居民仍然抗拒患

有精神疾病的人。但是，有關部門在建立精神健康中心方面作出一些

努力。台灣有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主要是保障殘疾人士的權

益，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活動，並且明確定立政府部門

的責任。 

 

5.15.12.17 為了更好地應對在成立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礙，台灣制定了「身心障

礙者居住服務及社區服務遭民眾抗爭處理參考手冊」。由於土地短缺，

大多數福利設施設在私人場所或政府大樓內。 

 

5.15.12.18 在私人建築中，即使房東同意建立精神健康中心，一些社區領袖和居

民仍然會反對。台北一壽照顧中心的建立過程非常曲折。由於該中心

在建立期間處於政治敏感時期，政府與居民之間，尤其是與社區領導

人之間的溝通並不順暢。即使中心最終可以開放，但它以非常低調的

方式投入服務。 

 

 

5.15.12.19 由於文化禁忌，日本人和韓國人都甚少談論精神疾病。即使遇到相關

問題，他們也往往不會尋求幫助。日本和韓國被描述為採取「自由放

任」的方式，因為他們沒有正式的官方和非政府組織政策和協議來決

定社區精神健康設施的選址。 

 

5.15.12.20 雖然在一些城市偶爾會有關於精神健康機構的公眾參與或諮詢活動，

但這些活動通常是地方當局發起的臨時活動；沒有保障精神病人和殘

疾人士權利的國家和地方政策。然而，大多數設施都是在沒有正式公

眾諮詢的情況下成功建立的，因為這些房屋是私人財產，只需要房東

的同意。 

 

 

5.15.12.21 總括而言，香港的司法制度已為促進人權和保障殘疾人士的權利提供

法律依據； 現行法規也應作為實施社會福利設施的基礎。 與此同時，

社區參與非常重要，尤其是由於香港市民的社會政治期望。 幾乎所有

設施的建立都需要經過諮詢過程，其中一些涉及居民會議、區議會討

論，並返回相關部門作出最終決定。 根據政府的行政觀點以及政治家

和公眾的期望，以適當的形式進行公眾諮詢是至關重要。 

 

5.15.12.22 研究團隊認為服務使用者的基本權利應得以保障。 事實上，儘管鄰里

存在異議和誤解，但他們的權利與政府執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

選址計劃之決心密切相關。 因此，有必要設定一個具體的時間框架，

以防止長時間的協商。 並且應在特定時間內進行公眾諮詢，以便居民

表達他們的疑慮。 居民的反對意見不應妨礙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

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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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12.23 應加強對殘疾人士的法律保障。但是，香港可能無法在精神健康和其

他敏感設施的選址方面完全模仿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制度和做法。例如，

香港的城市規劃和精神健康體系與新加坡和西方國家的大有不同，因

為這些地區沒有社區上的選址問題。在這些司法管轄區，他們的主要

城鎮規劃議定書，已經預先為不同的社會福利設施確定了地方；因此，

在鄰里社區設立以後再選址的情況非常少。這些司法管轄區的公眾諮

詢主要集中在總體規劃而非個別地點；因此，混合模式的協商機制應

該集合以人權為本策略和以法律為本策略的特征。這種混合模式應更

適合香港促進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選址，從而改善殘疾人士的權

利，並為未來的諮詢提供明確的編纂基礎，以避免無休止的延誤。 

 

5.15.12.24 下表總結了這四種社區精神健康和其他福利設施選址方法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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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為本國家：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加拿大 

 澳大利亞 新西蘭 加拿大 

官方指引 精神健康權利和責任條

例 

人人平等：不同的法例

及規則一致地針對所有

人，與其精神健康狀況

無關，例如囚犯、吸毒

者、酒精成癮者或一般

患者。 

1. 「加拿大權利和自由憲章」和

「加拿大人權法」禁止對精神

殘疾者的偏見，並為精神病患

者提出平等就業和社區居住權 

2. 加拿大權利和自由憲章是「憲

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列

出了所有公民在政治和社會生

活方面的合法權利。 

3. 部分法律在社區發展中發揮重

要作用，例如市政行為、規劃

法、建築法和環境評估法 

國家支援措施 1. 國家和州政府在

醫療服務的支出

增加了 170% 

2. 每個中心的平均

醫療人員和社會

工作者都有所增

加 

 

政府在社區服務的預算

是相當高的（76%）。

社 區 服 務 的 資 源 有 提

升，尤其是在專家資源

方面，從而使服務範圍

能夠擴大 

 

土地規劃 政府已經制定了複雜但

清晰的指導方針，用於

制定政策和建立公共設

施。 例如，墨爾本制定

了一項溝通和持分者關

係計劃，以應對可能的

公眾對土地轉讓的反對

意見 

特殊住房區是指可負擔

房屋的特定區域 

省和地區政府負責制定土地使用的

選址和分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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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關於土地使用和規劃的

公眾聽證會是基於一般

規劃上舉行的，不會就

特別事項個別舉行 

基督城市議會於 2013 年

啟動了社區參與策略，

以強調公眾參與的重要

性，並確保政策制定者

傾聽並重視公眾意見 

在社區內建立消費者發言局 

公眾教育 1. 社區領袖，如鮑勃神

父，扮演重要角色 

2. 大眾傳媒可以在傳播

積極信息方面發揮重

要作用 

1. 在國家層面上有一些

運動，例如「你我包

容」 

2. 有專門針對華人社區

的活動「開心行動」 

 

表 2A   採用人權為本國家的主要規定 
 

法律為本策略：新加坡與美國 

 新加坡 

 

美國 

國家規劃/政策 衛生部啟動了社區心理健康（CMH）總

體規劃，以提高社區心理健康服務的質

量 

1. 「憲法」第 14 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規定，政府

應尊重每個公民在法律平等保護下的權利，政府應

向有需要的當事人提供幫助。 

2. 「平等住房條例」旨在將殘疾人士融入社區，並為

兒童提供小型家舍 

3. 美國殘疾人士條例（ADA）限制歧視並促進社區設

施 

國家支援措施 1. 社區外展小組致力於向公眾宣傳精神

健康，接觸弱勢和高危人群，並加強社

區綜合精神健康服務 

2.努力促進社區合作夥伴之間的合作，例

如全科醫生（GP）、學校、社區發展委

員會（CDC）和志願福利組織（V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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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規劃 1. 國家總體規劃確定社會福利設施的土

地分區 

2. 根據城市重建局（URA），醫療或福

利設施應以人為本，殘疾人士及其家

人均可獲得便利 

1. 國家層面的要求在規劃和解決歧視方面發揮著重要

作用 

2. 地方當局有責任就土地使用和當地有關精神保健的

規定做出決定，各州必須召開聽證會 

公眾諮詢 1. 市建局在社區內舉辦諮詢活動，以推

行社區發展計劃 

2. 在作出關於規劃的重大決策時，包括

更新總體規劃或修訂任何法律，將舉

行公眾諮詢 

 

公眾教育 

 

1. 學校的活動使學生能夠認識到精神健

康狀況，與教育部合作並教育中小學

生管理情緒問題並應對挑戰 

2. 非政府組織（TOUCH 社區服務）、

陸路交通管理局（LTA）和捷運之間

的合作，在地鐵推廣精神健康知識。 

3. 舉辦不同社區團體的活動旨在提高公

眾對精神疾病的認識，例如「培養你

的心靈試點計劃」、「積極的健康公

共汽車」等。 

 

表 2B   採用法律為本國家的主要規定 
 

 

 

 

協商模式： 澳門與台灣 

 澳門 台灣 

 

法律策略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保障殘疾人士平等參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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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和文化活動的權利，並且確立了政府部門

的責任。 

 

一般指南（非官方）  「身心障礙者居住服務及社區服務遭民眾抗爭處理參

考手冊」為服務組織和患者提供建議、與社區居民協

商，以及促進社區融合 

政府的角色 政府成立了一個諮詢委員會，負責制定

和實施政策和相關的社會服務，並收集

這些持份者的意見和建議 

 

整個社區的態度 社會融合取得了成功，對殘疾人士幾乎

沒有歧視或拒絕，也沒有關於社區康復

中心或社區服務使用者的不合理待遇的

報告 

公眾並不強烈反對建立社區精神健康中心 

重要持份者 傳統社團及居民 社區領袖發揮了重要作用 

公眾諮詢 政府為政府規劃項目安排了公眾諮詢，

例如，2016-2028 年康復服務規劃 

政府大樓內建立的社會服務不需要官方諮詢 

他們意向或選用的策略 應重新命名中心以改善公眾形象 1.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傾向於在有其他政府機構的建

築物中設立社會服務，因為公眾抵抗力度較小，

政府綜合體內建立的社會服務無需諮詢 

2. 服務提供者、當地政治家和社區領導者必須自己

制定策略和解決方案 

表 2C   採用協商模式地區的主要規定 
 

 

自由放任模式：日本和大韓民國 

 

 日本 大韓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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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策略 近期，政府努力加強社區精神護理，例

如引入強化形式的護理管理、多學科專

業人員的直接支援、多層次的諮詢系

統，以及「安置就業，然後培訓」方

法，以促進更高的就業 

1.中央心理健康評估委員會和中央心理健康支持

委員會是主管部門。 

2.未確定有效的公眾參與或諮詢方法 

公眾諮詢 大多數中心都是在沒有正式公眾諮詢的

情況下成功建立的，因為大多數房屋都

是私人房產（只要房東願意向這些非政

府組織提供租房，居民不會進一步反

對） 

1.沒有確定關於社區精神健康機構選址的正式公

眾諮詢機制的信息 

2. 在建立社區精神健康中心之前，進行臨時調查

以評估居民對當地精神病患者的態度和意識 

表 2D   採用「自由放任」模式國家的主要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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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主要受訪者訪談的結果以及個案分析 
 

6.1 在這個研究項目中，我們與 74 位與有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設立相關背景的主

要受訪者進行了深入訪談。受邀的主要受訪者來自社會各界，包括政府官員、

議員、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服務提供者代表、社區領袖和義工，以及服務

使用者。本章節主要介紹與主要受訪者訪談後得出的主要結論，所涵蓋的主題

包括主要受訪者支持或者反對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設立的原因，以及公

眾對處理市民意見衝突的偏好。為了進一步分析案例以及識別出影響精神健康

社區綜合中心設立的因素，我們在 16 個設立在公共屋邨的精神健康社區綜合中

心當中，選擇了四個成功案例和兩個不成功案例，以分析在執行選址計劃中以

及在鄰里開展公眾諮詢的有效和無效的方法。 

 

6.2 支持和反對精神健康社區綜合中心選址的理由 

6.2.1 公眾支持或反對建立精神健康社區綜合中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公眾

對精神病患者的態度以及對精神健康的認識。我們與一些服務使用

者的訪談中發現社會對精神病患者歧視，包括了患者的自我歧視和

其家人對他們的歧視，都是普遍存在的。現時香港的精神健康教育

並不足，這造成了公眾對精神病康復者以及精神病患者的服務誤解。

研究發現，通過大型的宣傳活動可以改善與居民的溝通，以及居民

對精神病的了解，從而增加他們對精神健康社區綜合中心設立的支

持程度，例如沙田、將軍澳和大埔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接下

來的段落將進一步詳述了公眾態度以及社區教育的課題。 

 

6.2.2 主要受訪者以及居民對精神疾病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態度 

6.2.2.1 儘管大部分的主要受訪者指出，因為服務提供者、服務使用者以

及義工在社區融合以及服務社會方面的努力，近幾年香港對精神

病人以及康復者的接受程度有了顯著的提高。但大多數的受訪社

區人士認為歧視仍然存在。一些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義工表

示，大眾媒體經常報道與精神疾病有關的負面消息，造成許多精

神病患者都具有危險性的印象。一些與精神病患者行為有關的個

別案件都很容易引起鄰里間負面和令人擔憂的情緒。 

 

6.2.2.2 鑑於所感受到的歧視，許多服務使用者會告訴他們的朋友，他們

是去社區中心而不是使用精神健康社區綜合中心服務的事實。由

於服務使用者擔心大廈的保安和同座居民知道其患病的情況，所

以中心職員進行家訪的時候被要求不要出示他們的職員證。一些

服務使用者及其家人害怕被標籤。如果服務使用者需要緊急的醫

療護理，中心職員在與保安人員溝通時必須非常小心，以避免造

成不必要的麻煩和旁觀者。 
 

6.2.2.3 本港新建的屋邨和住宅區的居民對精神健康設施的接受程度相對

較高。一名區議員表示，舊屋邨的居民難以接受新的「敏感性」

服務設施，如中途宿舍、康復中心以及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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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社區設立。另一位議員指出，如果將精神健康社區綜合中心

設立在現存的公共屋邨，社區領袖很難去說服居民支持。因為現

在居民的意識有所提高以及更加清楚自己的權利，他們不會輕易

的同意政府的政策。對於新的屋邨，居民在遷入前已經知道，在

他們入住之前或之後，屋邨會設立一些社會福利設施，包括「敏

感性」的設施，所以他們通常比較容易接受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

心。 

 

6.2.2.4 本研究尋找到了一些互相矛盾的觀點，就是有關於社會人口結構

在居民接受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在社區設立扮演一定角色。例

如，一些區議員和互助委員會成員指出，擁有不同社會人口背景

和文化的地區更容易接受不同的人，包括精神病患者。相反，在

九龍某地區的另一位互助委員會成員則表示，若居民主要來自基

層及少數族裔，居民對精神疾病的了解相對較少，容易對設立精

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產生抗拒。不過，在港島的一位服務使用者

亦指出，中產階層會因為擔心樓價受精神康復中心在自己的地區

有所影響而難以接受。 

 

6.2.2.5 在新界一個比較多新移民的社區，一位義工指出，由於新移民精

神疾病的了解程度較低，所以都表示不太願意接受精神健康服務。 

另一方面，在長者比例較高的社區，一些主要受訪者指出，較年

長居民往往對精神疾病更加開放，因為他們自己的親戚或朋友可

能經歷過類似的精神健康問題。 有人建議政府應該提升社區中年

輕家庭對精神健康的知識，並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6.2.2.6 所有的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均同意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一般

原則和益處，並且認為有必要在自己的選區設立。當中部分是社

會工作者，也分享了他們幫助精神病患者、康復者以及其家人的

個人經歷。部分更指出相關精神健康康復和社區教育的不足，並

且強調社區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必要性。一些人提到開

放思維的重要性，承認這些設施的益處，例如協助服務使用者和

提高公眾對精神健康的認識。他們知道永久會址可以使服務使用

者得到更好的效果、給他們帶來更多的便利、更高的歸屬感和私

隱度。然而，仍然有些區議員表示關注政府忽視居民的反對意見。

部分區議員會利用當地選民的意見作為他們的義務和責任；這種

反對的理由往往是基於與居民協商過程相關的指引和程序是否洽

當。 

 

6.2.2.7 在至少 7 個在公共屋邨設立的精神健康社區中心中，屋邨管理諮詢

委員會成員和當地區議員的支持是順利設立的一個關鍵點。例如，

從新界區的一所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為例，由於屋邨管理諮詢

委員會以及公共屋邨的業主立案法團的大力支持，因此設立過程

非常順利。此外，其區議員積極與服務提供者和社署溝通，故此

促進居民對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理解和接納。在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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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地區福利專員與區議員積極溝通，並向

當地居民宣傳服務使用者的需求以及社區在中心選址和設立的義

務。因此，這些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設立沒有受到太多的反

對。 

 

6.2.2.8 根據一位地區福利專員的說法，在其社區成功設立精神健康綜合

社區中心有主要兩個因素。第一是新選任的區議員比上一任的更

為支持態度。第二是該區的教會對鄰里提供了很大的幫助。當地

區議員和教會都積極與屋邨管理委員會成員聯繫，解釋精神健康

綜合社區中心的目標和服務，因此屋邨管理委員會成員以及當地

居民都沒有反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設立。 

 

6.2.2.9 部分區議員認為，區議員的立場非常重要。例如，當選的區議員

可能會關注他們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支持是否會影響其下

一次的選情。一些服務使用者以及社區領袖亦同意區議員在精神

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設立過程的重要性，並指出如果區議員及早採

取主動為該這項計劃背書，居民通常更願意接受。這一觀點在以

下討論的成功案例中得到印證。 

 

6.2.3 社區教育與推廣精神健康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6.2.3.1 社區教育的不足和無效是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阻礙之一。

幾乎所有受訪的社區成員都認為歧視源於誤解。政府應當增加資

源予相關部門，從而進一步加強社區教育以減少歧視。政府的帶

頭是提高社區意識和接受度的關鍵因素。 

 

6.2.3.2 在服務提供者採用的推廣公眾理解之眾多方法中，大型推廣活動

更容易引起更多居民的注意。活動的目的是教育居民，精神病康

復者不是暴力的。服務使用者的親身說法，述說精神健康服務的

益處以及重要性，同樣被認為是獲得居民支持的有效方法。 
 

6.2.3.3 大多數服務提供者採用精密有策略的方法，如「軟」手法來包裝

和傳遞其宣傳信息。例如，一位服務提供者強調精神健康而非精

神病。一些區議員同樣贊同這樣的方法。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的命名應遵從簡單明白的原則且避免使用標籤字眼。服務使用者

以及居民都認為這種方法有效。 
 

6.2.3.4 一位互助委員會主席做了很多的社區工作來推廣精神健康。她在

社區中發放關於精神健康的廣告，並且邀請精神康復者為居民演

出。在其中一個社區，服務提供者會定期到學校推廣精神健康服

務的益處與重要性，並且進行街頭展覽，讓潛在的精神病患者知

道他們可以在那裡獲得幫助，並呼籲居民不要歧視服務使用者。 
 

6.2.3.5 一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製作了一套簡短的影片來介紹精神健

康、精神病患者的感受，以及居民幫助精神病患者的方法。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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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集的地方舉辦街展，例如在九龍區的繁忙街道。這些活動包

括了遊戲和展板，藉以與居民互動，從而讓他們更了解精神健康。

社區亦偶爾舉辦一些推廣活動，包括在商場進行展覽和邀請精神

科醫生舉辦講座。 
 

6.2.3.6 服務使用者表示，當地居民一般接受精神康復者。當他們剛搬進

社區的時候，居民會告訴別人不要靠近中心，歧視確實存在。不

過，在進入社區後，中心每年都會與當地居民一起舉辦活動，該

中心得到了房屋署與區議員的認可和支持。參加這些活動後，尤

其是住在附近的居民都有很大的改觀。 

 

6.2.3.7 最初，服務使用者不願意到中心，因為他們擔心被別人知道其精

神健康問題。然而，他們設法克服了負面的情緒和態度，附近的

居民亦漸漸的接受這個中心。他們開始認識到該中心的作用和特

點，並且知道該中心可以根據他們的需求提供支援。這表明了各

方在成功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和提高公眾對精神疾病認識

方面，作出的不懈努力。 

 

6.2.3.8 一位立法會議員認為，大眾拒絕建立「敏感性」社會福利設施的

藉口，例如擔心增加外來人口導致地方擁擠、建議其他土地用途

等，實際上反映了對精神病患者的隱性歧視。另一位立法會議員

指出，大多數反對建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是因為居民擔心精

神病患者是暴力的。他強調，儘管一些居民可能沒有明確反對精

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但是他們仍然保持著鄰避症侯群的心態，

反映了隱性的歧視。一位經驗豐富的區議員發現鄰避症候群概念

仍然普遍存在，儘管居民會反對這說法，稱精神健康服務與他們

無關。 

 

6.2.3.9 在一個案例中，一位立法會議員記得在舉行關於精神健康綜合社

區中心設立的公眾諮詢大會中，來自居民的反對聲音雖然存在，

但是都比較分散。他建議這些可以通過與居民的積極協商來避免。

例如，如果居民對即將設立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入口位置

表示憂慮，服務提供者可以對此進行調整以解決問題。 

 

6.2.3.10 一些已設立了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地區依然有居民質疑甚至

投訴有關服務。根據一些義工的敘述，有小孩的居民更容易反對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設立，主要是因為他們擔心服務使用者

具有威脅性。 

 

6.2.3.11  香港人仍然對精神健康問題感到避忌，很少有中學允許以精神健

康為重點的活動，因為他們的父母認為這反映其孩子有問題。 有

些家長是家長委員會的成員，並強烈反對有精神康復者參加的活

動。 互助委員會主席描述了這種情況，父母反對他們的孩子參與

該中心的活動，甚至不讓孩子與服務使用者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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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12 一位立法會議員也強調，對精神病的偏見和歧視的態度全部歸咎

社區並不公平。相反，來自政府和私營機構的共同努力對提高公

眾精神健康知識的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6.2.3.13 然而，一位服務提供者指出，儘管香港政府已經有投放資源於精

神健康教育，但是對精神病人的偏見和歧視似乎更為惡劣。這有

可能因為人口密度的增加，以及公眾關注對房地產價格帶來的負

面影響。一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負責人表示，去勸說更多

社區接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是重要的。為更多服務使用者提

供易於接觸的服務是社區精神健康服務模式成功的關鍵。 

 

6.2.3.14 樓價是居民關心的另一個重點。一位地區福利專員表示，部分居

民認為住所附近有精神健康中心或者其他的社會福利設施會影響

房價。 

 

6.2.3.15 一般而言，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使用者的憂慮和擔心涉

及安全和干擾。鄰避侯群症在香港仍然存在。市民擔心精神健康

綜合社區中心對房地產價格、公眾安全，以及鄰里的安寧有負面

的影響。不過，一些區議員認為，鄰避侯群症的態度是由政治動

態和議員或政黨之間的不同觀點引發。 

 

6.3 公眾對沖突解決方案的偏好以及不同的協商方法可行性 

6.3.1 鼓勵公眾參與的機制 
6.3.1.1 參考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其他司法管轄區的例子，社會福利設施

可以成功建立，主要是因為那裡的居民通常不會對提供援助和服

務表示太多反對。 

 

6.3.1.2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規定，建立敏感的福利設施需要公眾諮

詢，但沒有規定進行此類諮詢的模式。 社署期望地區福利專員根

據各區的情況採取行動。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選址和實施是

地區福利專員的責任。 然後，地區福利專員會聯絡房屋署和區議

會主席，以取得有關該項目的意見。 
 

6.3.1.3 研究團隊認為針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選址應基於《殘疾歧

視條例》所列的一般規格提出更具體的指引；並應建立有關進行

公眾諮詢方法的更多細節。很多社署官員同意制定該項指引，但

是由於每區的社會特徵和背景都有所不同，部分官員認為該項指

引僅可作為參考，而非強制性。 

 

6.3.1.4 許多主要受訪者表示居民往往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服務使

用者以及其服務範圍缺乏了解。因此，公眾諮詢的指引應包括讓

居民了解選址階段的步驟；還應在諮詢過程的早期階段，主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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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居民提供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使用者的風險管理和

安全措施信息。 

 

6.3.1.5 一位中心義工表示，相關政府部門應強調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服務使用者沒有永久會址的後果以及對居民可行的補償方案。相

關部門必須了解居民反對主要原因，以便他們能夠更好地讓居民

在選址過程的早期階段接受精神康復設施在附近設立。 

 

6.3.1.6 主要受訪者並不支持使用郵件收發放諮詢文件或資料單張。一位

區議員指出：「現時有很多廣告，當居民打開郵箱時，他們會立
即丟掉傳單。 此外，那些真正感興趣的居民實際上更喜歡面對面
的溝通，而不是通過問卷回覆我們。」 

 

6.3.1.7 至於使用公開論壇作為公眾諮詢形式的看法更是眾說紛紜。 雖然

居住在社區的受訪者往往傾向於在公眾協商中進行居民論壇，但

政府官員和當選議員更關注使用這種方法的潛在後果（例如增加

衝突和對抗或小眾的權利沒有得到充分的代表）而對採用此方法

更為謹慎。 
 

6.3.1.8 很多義工均表示，當與屋邨管理委員會、社區領袖以及區議員協

商時，服務使用者的個人經驗分享是有用的。安排這些潛在的主

要持份者以第一身身分觀察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做法因此值

得鼓勵。 例如，東涌以及香港仔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之成功

設立是因為得到屋邨管理委員會以及區議員的熱烈支持。 

 

6.3.1.9 關於協商的時間安排，一些社區成員以及政府官員都同意精神健

康綜合社區中心應避免區議會或者立法會的選舉時間，因為選址

計劃很容易被不同的政治候選人淪為政治的工具。 

 

6.3.1.10 同樣，另一個的挑戰可能是地區領袖的政治立場相互衝突。 一名

立法會議員估計香港人可能將精神健康政策與政治和選舉聯繫。 

另一名立法會議員表示，在之前就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選址

進行的公眾諮詢中，他和另一位區議員積極協助各社區持份者聯

絡，討論問題並解決爭議。 他斷言，區議員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

中心的立場取決於他們對支持該計劃的態度（因為它可能會影響

他們在下次選舉時的表現）以及他們對弱勢群體福祉和精神健康

的看法。 在一個區內，部分區議會議員的意見截然不同，並建議

在其他地方開設中心，而機構代表則表示這歸咎於區議會的選舉。 

 

6.3.1.11 一些社區成員，包括居民代表、義工和區議會成員指出，在面對

公眾反對成功建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時，政府的決心相當重

要。 一旦選定了一個場地，政府應該以成功的選址為目標，避免

長時間拖延或撤回決定。 一些服務使用者認為政府完全有能力並

應該負責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一位受訪者表示，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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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家，所以一些有特殊需要的人需要社區精神健

康康復設施。 
 

6.3.1.12 從政府官員的角度來看，除非政府立法授予殘疾人應有的權利，

否則目前的程序不會有明顯改善。 例如，有建議認為，若加強了

立法，公眾反對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則可能構成違法。 

 

6.3.1.13 在一些區議員分享的案例中，即使區議員同意了該項選址計劃，

但是居民代表同樣可以投反對票。區議員面對矛盾，處於對潛在

事故負責的困境和社區對精神健康服務的需求之間。服務提供者

認為，公眾受到大眾媒體關於精神疾病的報導的高度影響，這些

報導關注的是悲慘事件，這可能會影響公眾諮詢的氣氛。 

 

6.3.1.14 一位機構代表認為，如果社署的地區官員與社區領袖已建立了良

好關係，並舉行非正式會議或討論，這對實施精神健康綜合社區

中心選址計劃是有利的。 

 

6.3.1.15 總而言之，政府應制定更有系統的指引，以更有秩序、一致和透

明的方式引導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設立。 而且提前擴大諮詢

範圍也很重要。 社署和服務提供者不應局限於參與社區的活動和

與社區領袖的互動， 如果需要，諮詢過程應包括提供居民給了提

問的機會，政府官員和服務提供者亦應處理和回應相關問題。 

 

6.3.2 公眾諮詢的時間長度 
6.3.2.1 許多主要受訪者，如立法會議員、區議會成員和社會服務部門的

受訪者認為，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社區諮詢過程總是花

費太長時間。這些「公眾參與行動」無法促進與居民的共識和他

們的支持； 相反，這延遲了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在這些社區的

設立。 美林邨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就是一個典型進行過長時

間協商的例子。 
 

6.3.2.2 一位互助委員會主席指出，在她所在地區，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

心的成功設立是之前區議員要求互助委員會在原為幼稚園的空置

地方而建立，但她指出建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需要很長時間。 

首先，區議會建議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然後將建議書提

交區內，再轉交給屋邨管理委員會。 接下來會議需等候兩個月，

由於時間不夠，很多官員會一同出席會議，包括社署、房屋署、

社工及中心工作人員。 在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時，她建議

從諮詢到最終成立的時間應縮短。 她擔心跨界合作的時間太長，

當立法會議員、區議會或屋邨管理委員會再次改選時，可能會導

致很多事情要重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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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3 一些主要受訪者同意諮詢的時間框架應該愈短愈好。大多數的政

府官員不同意設立強制性的時間框架，但是同意接納非強制性的

諮詢方式以及活動。 

 

6.3.2.4 區議員認為，持份者需要時間同意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計劃，

因此耐心是重要的。 他認為近年來當地的諮詢程序沒有太大改善。 

民政事務總署通常會支持溝通和諮詢。 如果屋邨委員會中有人反

對計劃，那麼這個過程就會停止，所以應該先處理這些反對意見。 

他指出，與其他設施不同，福利設施的設立並沒有特定的時間框

架，因此有些會長時間延期。 

 

6.3.2.5 總括而言，立法會議員、區議員、服務提供者及部分社區成員在

內的主要受訪者已廣泛認同有必要為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構建一個時間框架。但是，大多數人認為公眾諮詢很重要，因此

公眾諮詢應該給予足夠的時間，讓居民感到有份參與和被尊重。

關鍵是要在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計劃的進度與尊重居民之

間取得平衡。大部分受訪者表示，一旦確定合適的地點，社署應

堅持原有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計劃，不要由於公眾的反

對而延長或取消選址計劃。與此同時，居民的關注也應該以耐心

的方式解決，以確保他們感到被尊重並減輕對附近精神健康綜合

社區中心的負面印象。因此，可能需要一個指定的時間框架進行

公眾諮詢，為社區參與和遊說提供足夠的時間，以促進選址計劃

的成功。然而，政府官員普遍對為每個諮詢步驟確定時間框架的

想法存疑，因為大多數人認為目前的諮詢機制在獲得社區支持和

在大多數情況下促進遊說方面已非常有效。一個具體的時間框架

和標準化的資訊指引被認為過於僵化，並且在回應個別地區的獨

特情況方面降低了靈活性。 

 

6.3.3 政府部門和服務提供者在選址和公眾參與方面的責任 
6.3.3.1 與主要受訪者的訪談發現，服務提供者、政府部門、區議員和社

區領導之間的密切合作非常重要。 但是，許多受訪者指出，當前

合作中的某些方面需要加強，如透明度、各方之間的溝通以及缺

乏政府的支持。 

 

6.3.3.2 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需要社署開展策略性的方案，例如與

有影響力的社區成員和機構溝通（如教會）；邀請他們參加屋邨

管理委員會的會議，然後進入他們的社區。部分主要受訪者（包

括區議員、互助委員會主席、服務提供者）指出，一些政府官員

把社區中大多數的遊說以及公眾參與活動的責任留給服務提供者，

這些服務提供者在與居民協商的過程中得到的支持卻非常少。 
 

6.3.3.3 一位互助委員會主席建議相關部門應當幫助社會福利設施進入社

區，以及非政府組織機構應努力與政府或者社署合作。如果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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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已經為中心找到合適的位置但居民反對的話，相關部門應找出

居民反對的原因並對居民解釋設立中心的目的。 

 

6.3.3.4 在幾個個案中，服務提供者自行進行諮詢和遊說，而不與社署和

民政事務總署等政府部門積極合作。這基本上會令服務提供者被

孤立，沒有得到太多支持。 

 

6.3.3.5 從社署官員的角度來看，如有需要，地區社會福利部門應在舉行

居民會議前與區議員和居民代表溝通。 

 

6.3.3.6 一般而言，社會福利界的受訪者抱怨社署地方辦事處在選址方面

的透明度較低。 有人表示社署過去曾在網站上公佈可用樓宇的清

單，但現在已不這樣做。 非政府機構必須個別聯絡房屋署辦事處

以尋找空置地方。 

 

6.3.3.7 部分區議員認為社署不應將遊說和公眾參與的全部責任交給非政

府機構。 一名區議員認為服務提供者無法勝任處理公眾的反對，

並且也不記得民政事務總署有否參與有關公眾諮詢及敏感社區社

會福利設施的選址。 立法會議員關注到民政事務總署的聯絡主任

並沒有在遊說方面下太多功夫，部分原因是他們缺乏「前線」的

經驗。 

 

6.3.3.8 多位區議員建議加強政府官員與服務提供者之間的合作。 非政府

組織並未有能力代表政府澄清服務和政策的細節，而政府部門則

沒有與區議員建立緊密聯繫。 多個區議員認為，對於社署，就代

表性而言，諮詢互助委員會並不足夠。 一位區議員說，「其實我
認為現時的屋邨管理委員會並不具備代表性，即使是區議員......在
某些事項上，他們可以代表居民，這是根據情況而定的」。 

 

6.3.3.9 一位立法會議員提到在協助福利設施選址方面政府部門之間合作

欠佳。有一案例是社署批准了某項建議，但房屋委員會後來拒絕

了租約的申請。 

 

6.3.3.10  一位機構代表表示，非政府機構、醫院管理局、社署及其他機構

在本區的精神健康聯席會議的頻率，由每年兩次減少至每年一次。 

 

6.3.3.11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營運機構、各議員和社區成員的受訪者

強調，應明確界定不同持份者的責任。 政府機構之間的合作、政

府官員與社區其他持份者之間的溝通，以及對服務提供者的支持

應加強。 社區遊說和公眾參與過程不應僅僅依賴服務提供者，因

為非政府組織並未能夠代表政府釐清服務和政策的細節。 因此，

其他政府部門亦應協助社署和服務提供者，以便更好地了解與社

區和鄰里有關的不同特徵和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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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個案分析：比較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成功和不成功案例 

 

6.4.1 為了探討影響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在香港不同地區選址的具體因

素，我們就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選址選擇了四個成功案例和兩

個不成功案例。 它們說明了政府部門、服務提供者、區議員、居民

代表和其他持份者採用的有效和無效諮詢方法的特點。 這六個案例

有助於理解有利和不利選址的影響因素，以及如何將這些因素作為

未來選址計劃的參考。 

 

6.4.2 在以下分析中，我們選定了四個成功案例、兩個不成功案例，以及

有效和無效的諮詢方法。成功的案例涉及較短的諮詢期。當選的區

議員支持選址計劃和積極參與遊說以減少居民的反對意見，以及有

效回應公眾關注和政府選址的進展。不成功的案例可能包括過長的

諮詢程序（例如超過一年半）和未及時、準確或有效處理公眾反對

意見。為了達致成功的諮詢，採用有效的方法至關重要，包括區議

員在諮詢的早期過程中表示支持的態度（例如明確表示支持選址計

劃、遊說居民，並將他們與社署和服務提供機構聯繫）。此外，與

社區大多數成員交往也很重要，應為居民提供公開透明的決策機制。

儘管有反對意見，政府也應該下定決心繼續進行選址計劃，而不是

撤回或阻止選址計劃。那些「非常成功」的個案往往涉及的談判很

少，而那些在政府綜合大樓或者現有服務提供者單位，且未經過正

式公眾諮詢程序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則未納入深入案例分析中，

因為它們提供有限的研究價值。 

 

6.4.3 個案分析比較包含兩宗在媒體上廣泛報道的開名案例，即大圍美林

邨及東涌逸東邨，以及四宗從主要受訪者訪問中收集資料的匿名案

例。 在這 6 宗個案中，有 4 宗已成功取得永久性處所，其中一宗失

敗，因為社署和服務提供者未能獲得居民的支持。 儘管美林邨的精

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預計於 2018 年底開放（i-Cable，2018），但其

諮詢過程就已經花了將近五年的時間，就與居民、社署和服務提供

者之間的積極互動與進行順暢協商而言，它也應該被認為是不成功

的例子。  

 

6.4.4 這六宗案例中，其諮詢方法、與鄰里持份者的協商，以及其他環境

因素方面都具有獨特的特徵。 根據主要受訪者就每宗案例的經驗而

言，我們特別關注公眾諮詢採用的有效和無效的方法、鄰里持份者

支持或反對該計劃的原因，以及永久性會址最終如何成功或未成功

設立。 

 

6.4.5 從成功選址案例的分析中，我們發現了五種常見的情況：（1）區議

員的支持、（2）居民代表的支持、（3）居民的支持、 （4）政府官

員的堅定決心、以及（5）公開透明的公眾諮詢或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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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 來自社會各界的所有主要受訪者（包括服務提供者、服務使用者和

政府官員）均同意區議員在決定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計劃的

成功或失敗發揮了關鍵作用（通過與居民的接觸和詳細解釋）並認

為應該進一步加強。 議員不但可以協助居民了解在鄰近地方設立精

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好處，並且能夠作為居民與社署/服務提供者

之間的橋樑，以處理居民的疑慮。 在大部分深入分析的成功案例中，

區議員在與居民溝通和調解中作出了重大貢獻，並向社署及服務提

供者給予有關在公眾諮詢過程中須考慮的因素之意見。 

 

6.4.7 居民代表的角色不容忽視； 他們的支持可以使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

心的設立更加順暢。 居民往往擔心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位於他們

的社區，因此互助委員會主席如何說服居民並向居民傳遞無偏見的

信息對於整個順利的選址過程非常重要。正如我們研究的一些成功

案例所揭示， 如果他們可以經常與居民溝通並向他們解釋更多關於

選址計劃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的性質，反對意見會更少，

導致更好的結果。 

 

6.4.8 居民反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主要是他們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

心存在的誤解。從與主要受訪者的訪問和新聞報導中，我們了解到

居民反對選址計劃主要是因為他們不清楚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

服務性質。與此同時，與美林邨案例一樣，不少居民也誤解了公眾

諮詢的意義和性質。有些人認為，公眾諮詢是他們表達反對意見的

渠道，希望政府接受他們不在附近設立精神健康中心的立場。也有

人認為，公眾諮詢毫無意義，因為政府可能已作出決定，他們的反

對意見不會對結果產生任何影響。因此，獲得居民的支持是很重要

的，而解決居民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服務性質和服務使用者

的誤解是至關重要的。 

 

6.4.9 政府一直在不同地區積極推動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不過，

正如我們兩宗不成功的個案所揭示，在某些情況下，社署在面對激

烈的公眾反對時，決定繼續進行選址計劃的決心相對減弱。 當政府

部門遇到居民的反對或其他障礙時，不應該放棄選址計劃。 他們應

該積極跟進反對派的聲音和困難，解決居民的擔憂，而不是擱置或

延長選址計劃。 

 

6.4.10 事實上，進行公眾諮詢或其他公眾參與活動是有必要的。在今時今

日的香港，公眾對於涉及公眾利益的諮詢內容與範圍，抱有很高的

期望。公眾諮詢是收集公眾意見和展示政府政策和措施透明度的有

效方式。其他公眾參與活動，如社區教育，旨在令居民更加了解與

精神健康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性質相關的課題。另一方面，

許多居民可能會誤解公眾諮詢的目的，誤以為可以投票表明他們對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計劃的立場。這種現象在 2018 年 5 月我

們在美林邨參加的一次公眾簡介中有清楚展現。然而，公眾諮詢應

該是居民提出具體問題的渠道，而服務提供者和社署可以聆聽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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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從而制定適當的調整和針對這些問題作出回應。總而言之，

這說明需要在選址方案中說明和明確規定進行公眾諮詢的具體目的

和適當過程。 

 

6.5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不成功的案例 

6.5.1 一個因為誤傳和爭議的典型不成功案例：美林邨 
6.5.1.1 大圍美林邨於 1981 年至 1985 年間建成，由四幢樓宇組成。自二零

一四年香港小童群益會搬出以來，美林邨美槐樓地下便一直空置。

社署決定在該地點設立一所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但該議案遭

到居民強烈反對。社署表示，在二零一三年，他們與各樓宇的互

助委員會主席及區議員進行諮詢時，主席與區議員同意在美槐樓

成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之後，一位新的互助委員會主席當

選，其中一名現任互助委員會成員表示他們不了解 2013 年的諮詢。

互助委員會成員還指出，美槐樓的前互助委員會主席只列席會議，

沒有任何投票權。根據有線電視新聞的報導，該區議員還表示，

她只是出於對互助委員會的尊重而同意該提案。服務提供者指出

互助委員會主席拒絕與他們會面（i-Cable，2018）。 

 

6.5.1.2 美林邨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設立過程尤為困難。自從 2013 年

至現在已經接近五年的時間，選址計劃仍然因為群眾強烈的反對

而未能落實（i-Cable，2018）。目前，中心只能在約 300 平方呎的

臨時會址提供服務，職員會見求助人士還需到附近的快餐店或者

公園。社區居民的強烈反對，以及區議員、居民代表和其他居民

之間缺乏有凝聚力的協作和溝通，為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帶來了挑戰(李慧筠, 2018a)。 

 

6.5.1.3 美槐樓的互助委員會向社署提交了 500 多份反對請願書，並在公共

場所懸掛橫幅，反對成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據新聞報導，

一名互助委員會成員表示他原則上不反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服務，但對未來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會員對居民構成威脅的

可能性表示擔憂。 2014 年，當時美槐樓的互助委員會主席並未在

屋邨管理委員會會議期間反對選址計劃，因此成員通過了精神健

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設立計劃，但事實上該主席已經辭職（i-Cable，

2018）。 當互助委員會和區議員隨後召開一次居民會議時，居民

強烈反對選址計劃，現場變得非常混亂，會議立即被終止。 這些

因素阻礙了該計劃實施近四年（李慧筠，2018a）。 

 

6.5.1.4 從 2014 年到 2018 年，為了使居民能夠更好地了解精神健康綜合社

區中心服務，以獲得他們的支持，服務提供者組織了一系列的社

區活動。然而，在 2018 年 5 月，當社署再次舉行居民調查大會時，

大多數居民仍然強烈反對這項建議，並對服務提供者和精神健康

綜合社區中心服務使用者表達歧視性意見。大多數居民聲稱他們

事先並不知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將安置在他們的大樓中，並

認為該計劃的諮詢嚴重不足。他們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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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和服務之認識甚少，並認為它招收暴力精神病患者而不是精神

康復者。由於社區有學校，他們對中心的位置也不滿意。他們對

政府在選址過程初期處理此事及其意見的方式表示不滿，並認為

確定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選址過程不夠透明。他們還認為政

府只將相關信息傳達給少數居民代表，並認為他們在此過程中沒

有受到尊重。 

 

6.5.1.5 作為社區的領導者，該區的區議員說她表達的「不反對立場」已

經有助於這個選址過程（李慧筠，2018b）。 然而，儘管相關部門

知會了互助委員會、區議員和其他社區領袖有關打算設立精神健

康綜合社區中心，但居民沒有得到通知。 他們沒有向大多數居民

傳達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選址計劃和服務範圍，也沒有在早

期階段對居民進行遊說。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負責人表示，

這些情況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居民更強烈的反對。 公眾反對或多或

少源於誤解和對精神病患者與康復者定義的混淆。 即使精神健康

綜合社區中心在過去幾年有定期安排參與活動，也很難得到居民

的支持，因為他們已經對該計劃產生了負面情緒。 

 

6.5.2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A：由於公眾反對而未能成功獲得永久性會
址 

6.5.2.1 該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臨時會址位於商業樓宇中。 該臨時會

址自 2012 年開始營運，此後租約已續訂三次。 社署和該精神健康

綜合社區中心的服務提供者已試圖獲得永久會址，但由於擬議中

永久性地點所在的公共屋邨之居民明確反對，該計劃被暫停。 

 

6.5.2.2 在 2011 年，社署和服務提供者在與臨時會址同一區域的公共屋邨

中選定了一個地點，並開始了諮詢程序和其他遊說活動。 最初，

這個特定地點被指定用於由同一機構營運的非敏感社會服務，並

且沒有收到居民的任何詢問。 但是，當需要在該區設立精神健康

綜合社區中心，並且該服務提供者由社署指定為服務提供者時，

他們試圖將擬議的選址計劃改為新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並

知會該社區的區議員、社區領袖和居民該會址的新計劃。 

 

6.5.2.3 社署和服務提供者在選址過程開始時，即與向居民提出新計劃的

同時，就開始進行諮詢和公眾參與活動。除了與居民代表和每一

個居民會面並遊說，以澄清擬議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之服務

和服務使用者外，服務提供者還舉辦公共活動，宣傳精神健康信

息以及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在社區中的潛在好處。然而，居民

代表的反應絕非正面，因為他們在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成立後

對社區的安全性表示懷疑。社署和服務提供者也邀請了該選區的

區議員，但據報導該位區議員在支持選址計劃時相當被動，可能

沒有積極的遊說屋邨管理委員會成員。根據有關的主要受訪者的

說法，這些障礙也可能是由於時間不合適，因為在葵盛東邨發生

一宗涉及精神病患者的暴力事件後不久，便開始進行諮詢。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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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領袖和居民很難在此期間接受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計

劃。一些居民也表示反對，因為該中心將在學校附近，可能威脅

到他們孩子的安全。此外，區議員、居民代表和服務提供者之間

缺乏長期工作關係（在案例 C 和 D 中也有說明）可能會對居民代

表和居民遊說的努力產生負面影響。 

 

6.5.2.4 在有社署和服務提供者代表出席的屋邨管理委員會會議上，社區

代表明確反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永久會址的設立。他們擔心

服務使用者可能構成的威脅。雖然他們聲稱自己支持精神健康綜

合社區中心服務的原意和貢獻，並且了解服務使用者是精神病康

復者，但他們仍然不同意該項計劃，因為他們擔心需要為未來與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有關的「悲劇事件」負責。 

 

6.5.2.5 經過一年多的遊說和公眾參與活動，居民代表仍未被說服。 鑑於

這項挑戰，社署和服務提供者決定不繼續進行現行的永久會址選

址計劃，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至今仍處於同一臨時場所。 雖

然臨時會址已穩定運作多年，但社署和服務提供者仍在努力尋找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永久性會址。 不過，該區的公共屋邨很

少，所有為福利設施而計劃的空間都已被使用。 

 

6.5.2.6 這應被視為一個公眾諮詢不成功的例子，因為儘管社署和服務提

供者進行了一系列遊說和公眾參與工作，仍無法建立精神健康綜

合社區中心的永久性會址。 公眾反對的主要原因是對精神健康綜

合社區中心服務使用者可能給社區帶來的潛在威脅之誤解。 即使

他們可能意識到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服務使用者實際上是康

復的病人，而擬議的會址也不會用於住宿護理，但居民仍無法被

不同的方式說服。 

 

6.5.2.7 以下綜合四個可能導致選址計劃失敗的主要原因：第一，遇到對

服務使用者的誤解和歧視而遭到公眾反對時，社署沒有堅定決心，

使選址計劃成功。在決定該計劃是否應該繼續執行或暫停時，屋

邨管理委員會的投票結果成為社署主要考慮的因素。這對精神健

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服務提供者和服務使用者來說是非常不公平的，

因為反對意見主要是基於幾乎無法證明的擔憂。第二，服務提供

者和社區領袖之間沒有固定的長期合作關係，因此領袖和居民少

有機會了解即將設立的精神健康服務。第三，據了解，當時代表

該機構的區議員沒有發揮積極作用，未表達對選址計劃的認可，

並遊說居民提供支持。第四，在未能獲得屋邨管理委員會的認可

後，社署隨即決定撤回選址計劃，而並沒有進一步努力重新考慮

諮詢策略及遊說社區的持份者。 

 

6.5.3 對不成功案例的總體分析 
6.5.3.1 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要求，所有敏感設施的選址必須

進行諮詢。 這是向居民介紹擬議服務以及政府部門傾聽和回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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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見的一種方式。 在上述的案例下，即使進行了多次公眾諮詢，

也無法成功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但是，不合時的公眾諮

詢方法無助於促進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設立。 上述兩個例子

清楚地表明，當政府部門遇到困難或負面意見時，它們只是抽起

甚至撤回了選址計劃。 社署及其他政府部門必須就選址過程採取

跟進行動。 
 

6.5.3.2 這兩宗不成功的案例進一步證明了社區居民對患有精神病服務使

用者的歧視態度。 顯然，無論是否有公眾諮詢，許多居民都會強

烈反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選址。 因此，鑑於有必要為香港

的每一個人提供全面的精神健康服務，必須採用基於人權或法律

的方法，以促進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成功選址。這將在第 7 章

進一步討論。 

 

6.6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成功選址的案例 

6.6.1 與居民協商和澄清的成功諮詢案例：東涌 
6.6.1.1 由於人口結構的複雜性，東涌曾被認為是天水圍之後的第二個

「悲情城市」（李慧筠，2018c）。不過，在東涌逸東邨精神健康

綜合社區中心的設立過程是比較順利。雖然該機構在設立期間遭

到居民的強烈反對，但也能在短時間內成功設立。就該精神健康

綜合社區中心而言，社區領袖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居民最初

反對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主要是因為對其性質的誤解，

認為它是宿舍和接收到不正確的信息。因此，該樓宇的互助委員

會主席主動舉行了一項與居民溝通的活動，解釋精神健康綜合社

區中心的服務使用者不存在暴力，而且已經康復，許多服務使用

者也是同一社區的居民。不僅如此，互助委員會主席還親自保證

服務使用者不會傷害居民。此外，代表該社區的區議員也支持且

積極參與選址計劃並遊說居民。該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在祿逸

樓成功設立。由此可見，有關部門和持份者向每一位居民傳達正

確的信息，並舉行會議以清晰解決居民的疑慮，對精神健康綜合

社區中心的成功設立是十分重要。 

 

6.6.2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B: 經過幾輪公眾參與活動後取得成功 
6.6.2.1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B 的選址取得了成功，預計新的永久性會

址將很快投入使用。 在 2013 年，社署選定了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

心的地點。 隨即向居民代表諮詢了該計劃，服務提供者開始在社

區開展公眾參與活動。 據報導，這些公眾參與和教育活動主要涉

及促進精神健康和不同類型精神疾病的信息，但並沒有明確地向

居民提及在社區建立永久性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計劃。 

 

6.6.2.2 後來在屋邨管理委員會會議上提出了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的計劃，在此期間，社署和服務提供者向居民代表介紹了這些服

務，代表們相互討論了該計劃。 經過幾次會議，屋邨管理委員會

成員之間沒有反對意見，因此該計劃被認為已通過。 但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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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區議員對決策過程提出質疑，因為他認為這個過程非常粗

糙，並認為應在整個社區進行諮詢。 支持該計劃的議員質疑屋邨

管理委員會成員在該計劃投票中的代表性，並辯稱應向所有居民

提供信息和諮詢。 

 

6.6.2.3 因此，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計劃推遲了一段時間，區議員負

責諮詢每一位居民。 諮詢方式包括一份簡短的調查問卷，詢問每

個家庭是否支持該計劃，並邀請居民表達意見，更在區議員的協

調下召開了一次居民論壇。 論壇的參與者並未表達對選址計劃的

反對意見，他們只詢問了有關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和設計

的一些問題。 該區議員認為，這些有凝聚力的諮詢方式可以幫助

加強即將開設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認受性，並確保每個居

民都感到被尊重。 

 

6.6.2.4 雖然問卷調查的回應率不太令人滿意（僅約 4％），但沒有居民在

居民大會期間或單獨向議員提出反對意見或關注。 此外，我們的

研究小組採訪了一位在該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會址樓宇的互助

委員會主席，他指出，由於屋邨管理委員會成員發現許多居民有

不同精神健康支援的需求，他們了解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

的性質，並對此計劃毫無疑問或疑慮。因此，區議員向社署、服

務提供者和屋邨管理委員會成員表示，社區內沒有強烈的反對意

見，而且可以進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計劃。 結果，該計劃得

到確認，並開始施工。 預計新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即將全面

投入使用。 

 

6.6.2.5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B 的案例說明了區議員和居民代表對精神

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計劃的支持立場之重要性。 在這案例，由

於一些社區居民有不同類型的精神健康需求，所以代表他們承認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在社區的潛在好處。 雖然區議員進行的行

動可能對社署及服務提供者來說是障礙，因為公眾諮詢程序延長，

計劃亦稍有推遲，但是區議員在諮詢居民方面所作的努力及其對

選址計劃本身的認可， 被確定為導致選址計劃成功的因素。 

 

6.6.2.6 除了屋邨管理委員會的初步決定外，區議員還確保選址計劃不會

受社區居民的強烈反對。 由於向每個家庭發送了關於選址計劃的

調查問卷，並且向所有居民發出了參加居民論壇的邀請，所有家

庭都收到信息並有機會表達他們的關注和意見。 通過所有這些諮

詢步驟，居民應該接收到信息和感到被尊重。 這可能是提高居民

接受擬議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的一個成功的因素，並避

免一些可能的強烈反應，如在其他區因反對而導致選址計劃的進

展受到影響。 

 

6.6.3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C：順利的諮詢程序導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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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1 位於新界地區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C 之選址應被視為永久性

會址選址的成功範例。 這涉及區議員、服務提供者和居民之間的

合作。 此外，這個選址計劃在這個社區有一些環境和基礎設施優

勢。 

 

6.6.3.2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C 最初設在該區的臨時辦公室，並於 2010

年開始提供精神健康服務。一年後，社署告知服務提供者他們已

在公共屋邨中找到合適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之永久地點。社

署隨後要求服務提供者在附近展開公眾教育及參與活動，讓居民

更易於了解精神疾病及預防。 同時，社署和服務提供者均邀請該

選區的區議員，以及業主立案法團的代表（租 者 置 其 屋 計 劃下

的屋苑），詳細介紹擬議中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服務和使用

者。 

 

6.6.3.3 社署和服務提供者的代表只在諮詢過程中與業主立案法團正式會

面一次。在會議期間，代表們基本表示支持選址計劃。 自 1980 年

代末房屋竣工以來，儘管一些社會服務單位已搬入附近，這些單

位的服務也令居民感到滿意。 一些代表對大量「外人」前來屋苑

表示關注，但社署和服務提供者解釋說，所有精神健康綜合社區

中心的使用者都來自同一地區，大多數現有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

中心的會員都居住在其屋邨中。 因此，擬議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

中心將主要為其鄰里服務。 與其他現有的社會服務單位（如中途

宿舍、庇護工場、康復中心和長者社區中心）一樣，精神健康綜

合社區中心可以提供一個對居民有益的，為他們提供情緒和實際

支援的平台。 

 

6.6.3.4 我們訪問了該業主立案法團的一名成員，他說，在簡介會後，代

表們多次會面。 有些人擔心服務使用者需要醫療護理，但當他們

知道有關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服務範圍，即精神健康綜合社

區中心僅為康復而非住宿護理服務的受助人提供服務的信息時，

他們就開始支持該計劃。 諮詢過程非常順利，選址計劃得到了無

爭議的認可，並得到了社署和房屋署的確認。 

 

6.6.3.5 如上所述，服務提供者很早就開始進行公眾教育和參與活動。 在

此期間，機構工作人員每月舉行一次公眾活動和嘉年華會，以增

加他們服務在居民心中的受歡迎程度。 除了提供有關精神健康的

信息外，他們還提供簡單的體檢服務，如血壓和血糖測試。 他們

還舉辦慶祝活動，如在中秋節期間分發燈籠和月餅。 這些活動有

助於在居民心中形成對服務提供者的正面印象，以促進對精神健

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計劃的支持。 

 

6.6.3.6 我們訪問了該選區的區議員，他積極參與了遊說和諮詢過程。在

公眾諮詢過程中，他與居民代表密切合作，發現大家對選址計劃

沒有強烈質疑。但是，他和代表們決定普通居民也應該被告知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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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選址計劃，因此他在區議員的報紙中加入了該計劃的摘要，

並表示如果居民對此有疑問和疑慮，歡迎他們與他聯繫。儘管所

有居民都應該收到區議員的報紙，但他只收到了幾個問題。他認

為反對選址計劃一般不存在，居民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沒有

疑問，因為一些社會服務單位已經在附近建立，他們通常認為這

是有益的。他向社署及服務提供者表示，應確定並執行選址計劃。 

 

6.6.3.7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C 的案例說明了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在

鄰里社區選址的另一次公眾諮詢成功的例子。 當選定該會址的地

點後，社署和服務提供者就開始啟動了諮詢機制。 他們開始邀請

議員和居民代表以獲得他們的支持，並清楚地解釋了精神健康綜

合社區中心服務和使用者的範圍。 而且經常在社區附近舉行公眾

參與活動，例如節日慶祝活動和身體檢查。 這些活動有助於提高

服務提供者在居民心中的受歡迎程度。 此外，為了尊重居民，區

議員和居民代表通過簡報傳遞了有關選址計劃的信息。 儘管只有

少數詢問，但居民至少被告知，並被邀請詢問和對該計劃發表意

見。 

 

6.6.3.8 另一個主要的有利因素是之前在附近建立的社會服務單位數量相

對較多（其中一些已經運作了近三十年）。 因此，居民適應了具

有不同類型服務單位的環境，並且普遍讚賞這些服務的貢獻並發

現它們是有用的。 因此，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並不被視為一種

非常不同的服務類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服務使用者主要

來自同一社區，因此居民更容易接受選址計劃。 此外，議員反映，

他所在選區的社會政治氣氛在過去幾年中相當平穩，因此反對者

並不認為選址計劃是一個有爭議的公共問題。 由此可見，公眾諮

詢的時機對他們的成功至關重要。 

 
6.6.4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D：因為良好的環境因素和現有的社區網絡

而取得成功 
6.6.4.1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D 的永久性會址在經過簡短而順暢的公眾

諮詢過程後，於 2013 年年中開放。 它也位於公共屋邨中，方便服

務使用者和公眾使用。 當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D 於 2010 年首次

成立時，它在該社區 1980 年代建立為精神病人的中途宿舍中提供

臨時的服務。 因此，該服務提供者在社區中早已建立。 機構的工

作人員指出，他們的中途宿舍在社區中享有良好的聲譽，並與附

近住宅區的居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他們還與區議員和許多居民

代表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區議員和社區領袖非常支持中途宿

舍服務，並且樂於接受其員工和服務使用者。 該機構還與社區中

的居民共同組織了不少的社區活動。 

 

6.6.4.2 當政府在 2010 年 10 月推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服務計劃時，

服務提供者就開始為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D 尋找永久性會址。

不久之後，服務提供者選定了一個在地面並可用於作為永久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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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的場所，且向社署及與他們有密切聯繫的區議員提出設立永久

中心的建議。 

 

6.6.4.3 自 2011 年區議會選舉開始以來，區議員及其他候選人都忙於開展

選舉活動。 因此，他們建議服務提供者在此敏感期內推遲公眾參

與流程。 大選後，諮詢過程開始，社區持份者和社署很快批准了

選址計劃。 該永久會址於 2013 年中投入服務。 

 

6.6.4.4 我們訪問了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D 所在社區的服務提供者、區

議員、居民代表和服務使用者。 他們都認為諮詢過程基本上是平

穩的，因為大多數居民對服務提供者瞭如指掌，並且完全適應了

有中途宿舍在附近。 因此，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非住宿性質

和服務使用者並不是一個問題。 在該社區的屋邨管理委員會進行

了一些簡短的討論後，選址計劃就得到了認可。 

 

6.6.4.5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D 的案例說明了在擬議的永久性會址附近

有由相同服務提供者營運服務設施（特別是精神健康服務設施）

的重要性。 機構的工作人員可與議員和居民代表密切聯絡，以獲

得他們的認可。 此外，服務提供者亦有為中途宿舍使用者和整個

社區提供優質服務的良好記錄，並與服務使用者和居民一直保持

良好關係。 這些可能是導致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D 順利選址的

關鍵因素。 

 

6.6.5 從案例中發現的有效諮詢方法分析 
6.6.5.1 上述案例研究說明了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成功和不成功案

例的過程和關鍵要素，以及一些有效和無效的社區公眾諮詢方法。 

有效的方法涉及諮詢手段，明確傳達有關選址計劃的信息，使居

民能夠易於了解計劃和即將開展的服務。 針對有效的方法方面，

這些案例表明，社區的公眾參與應該在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

址計劃的早期開始。 這有利於政府和服務提供者與社區持份者建

立積極的關係或夥伴關係，尤其是區議員和社區領袖，如居民代

表和其他有影響力的人。 

 

6.6.5.2 參與活動的內容可以包括為居民提供精神健康信息和身體檢查服

務。 在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C 和 D 的案例中，服務提供者參與

了居民組織開展的社區活動和慶祝活動，這可有助於提高社區領

袖對擬議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之接受程度，以及為服務提供

者建立良好的聲譽和信任。 

 

6.6.5.3 與區議員的合作在諮詢過程中非常重要。正如精神健康綜合社區

中心 C 和 D 案例所揭示，區議員與服務提供者建立了長期的工作

關係，並在不同的諮詢活動中進行合作，例如與居民代表會面和

遊說、舉辦公眾參與活動，以及通過報章以及個人網路與居民進

行諮詢。社署和服務提供者可能會將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B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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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視為一個完全順利的例子，關鍵在於議員積極支持其選區的

選址計劃，並試圖確保鄰近地區沒有強烈的反對意見。相比之下，

就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A 而言，議員的不積極態度可能會影響

居民的立場和最終的選址結果。因此，社署和服務提供者必須與

當地議員緊密合作，了解社區動態、參與遊說、活動和信息傳播。 

 

6.6.5.4 作為由居民選出的代表，理應維護居民的利益，因此區議員不應

成為政府部門推動官方計劃和政策的代理人，也不應該有義務支

持政府。 儘管如此，如果政府部門（包括社署及當地民政事務總

署辦事處）及服務提供者在選址計劃的最早階段與當地議員合作，

詳細解釋計劃以及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在該地區選址的潛在好

處，向他們諮詢社區動態（例如居民的一般態度和鄰里現有的爭

議），並說服他們遊說居民，這有助於促進更順暢和平穩的諮詢

過程。 

 

6.6.5.5 由於社署和服務提供者的參與和互動不應局限於社區領袖。 擴大

諮詢對象範圍也非常重要，而應通知每位居民並邀請他們參與諮

詢，並應提供多種針對選址計劃的查詢和提出意見的方式。 眾所

周知的美林邨案例是一個典型的不成功的選址案例，因為居民一

開始沒有得到通知和諮詢，導致強烈的反對。 此外，代表該地區

的區議員在遊說居民支持選址計劃時相當被動，並在居民質疑精

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成立時表示同樣的質疑，甚至對服務使用者

表達歧視性言論。 這也可能是導致諮詢過程失敗的一個不利因素。 

 

6.6.5.6 另一方面，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B 和 C 的案例可被視為有效諮

詢方法的例子。社署、服務提供者和區議員共同或獨立工作，非

常關注普通居民的意見。他們付出很多努力，通過新聞通訊、邀

請提交意見、個人交流和參加一般居民會議，以接觸更多的居民

做出了巨大努力。儘管相對較少的居民在這些案例中提交了查詢

和意見，但他們被邀請參與並受到尊重，因為諮詢不僅僅是與居

民代表，例如來自屋邨管理委員會和業主立案法團的代表。這可

以加強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在選址過程中及在社區設立後的認

受性，可以避免在美林邨發生的誤傳和障礙。雖然精神健康綜合

社區中心 D 的選址沒有進行擴大的諮詢，但由於服務提供者及其

營辦的中途宿舍已與居民代表和許多其他居民建立了融洽關係，

因此這仍然是一個順暢的諮詢過程。 

 

6.6.5.7 一個有效與居民諮詢和遊說方法是提醒他們，在附近設立精神健

康綜合社區中心可以使他們受益，而不是傷害。如東涌的案例和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B、C 和 D 的案例中所揭示，當居民代表和

一些居民發現家人和鄰居有精神健康支援需求，社區的精神健康

綜合社區中心是可以讓他們易於尋求幫助。 就精神健康綜合社區

中心 C 而言，居民代表和居民支持選址計劃，因為一些精神健康



 95 

綜合社區中心的使用者事實上是居住在該社區的，故此他們認為

需要在附近建立精神健康支援平台。 

 

6.6.5.8 如前所述，社署及服務提供者可邀請居民參觀以及參與遊戲活動

或嘉年華，以便和他們聯絡，或邀請居民欣賞及參與戲劇表演，

尤其是由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使用者所演出的。 這些活動

可以使居民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使用者更好地相互理解，

並盡量減少居民對他們的污名和歧視。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

址的成功案例表明，這些活動和居民與服務使用者之間的互動是

改變居民對選址計劃態度的關鍵因素。 最後，社署應該更加注意

計劃的進度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使用者的利益，不應遇

到反對或質疑時，便將計劃抽起或長時間的推遲計劃。 

 
6.7 對未來設立新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可替代方案之總體分析 

6.7.1 若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於社會服務綜合大樓中，即使鄰近居

民，涉及諮詢過程也相對簡單，且可能引發的公眾爭議也較低。 在

新的公共屋邨項目中建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也有助避免長時間

的遊說，因為居民在入住之前應已經被告知有該類型的社會服務單

位。不同的主要受訪者，包括社會服務機構、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 ，

都認為上述所言是首選方法。 據一位義工說，「這類型的中心可以
建立在新的公共屋邨中。因為中心會在居民搬入之前就已經成立，
所以他們可以預先選擇自己是否能夠接受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在
其居住地方的附近」。 

 

6.7.2 由香港房屋協會在將軍澳發起的一項新的資助出售房屋項目，是一

個很好的參考。位於將軍澳第 73A 區的翠嶺峰項目中會有一間新的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並預計在 2021 年完工。批地文件的特別批

地條款第（13）條已規定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受讓人應

該自費及在各方面均令地政總署署長滿意之下，在地段內豎設、建

造及提供一個綜合的精神健康社區中心（「政府批地」），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工及作內部裝修使能營運」（香港房屋協會，2017）

年；該計劃也在翠嶺峰的銷售手冊中有詳細說明。因此，所有買家

在決定購買其單位之前都會知悉有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存在。

此外，批地文件還規定，政府保留在使用政府批地或其任何部分時，

有隨時更改或絕對酌情決定權的權利。這個安排被認為是有效的方

法，有助於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或其他社會服務單位已作規定用

途的選址。儘管買家被告知有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但翠嶺峰在

依然受歡迎，以至於超額認購並且需要通過抽籤來確認申請。 

 

6.7.3 以下總結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有利的因素，主要受訪者的

訪談和新聞檔案的分析顯示，區議員、居民代表和居民之間的順暢

溝通對選址計劃至關重要。在很多情況下，如果區議員和居民代表

願意與居民分享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計劃，並在政府告訴其

有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早期階段向居民進行遊說和開展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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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過程應該會更加順暢和有效。所有主要受訪者都同意區議員的

角色不容忽視，因為他們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的態度會影

響選址過程。因此，政府部門，例如社署及民政事務總署，及服務

提供者必須詳細了解擬建立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社區之人口結

構和社區動態，以確定是否存在政黨之間的衝突、居民的普遍態度，

以及找出對諮詢過程有利的且在社區有影響力的社區人士。 

 

6.7.4 再者，還應明確解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對社區的潛在益處和影

響，以便通過充分的事實和論據更有效地遊說居民。亦應鼓勵社區

領袖盡可能多的與居民接觸，以強化社署和服務提供者在設立精神

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方面的使命。諮詢不應局限於議員和代表，所有

居民都應被告知選址計劃的細節，以確保他們感到被尊重。與選址

計劃相關的信息可以通過社區報紙、問卷調查和公告來傳遞，讓居

民知道可以發表意見的渠道，以確保得到居民的信任。一般而言，

政府部門和服務提供者與社區領袖應經常溝通，宣揚精神健康信息

和舉辦嘉年華會等有凝聚力的公眾參與活動，應在選址過程的早期

便開始。 

 

6.7.5 社區服務的多樣化，例如已經有幾間運營中的社會服務設施，尤其

是與醫療和康復有關的服務（如診所、中途宿舍、庇護工場和長者

中心）也可能是一個讓居民更容易接受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正

面因素。 

 

6.7.6 總而言之，詳細了解社區的狀況以及不同持份者之間動態、與有影

響力人士的緊密聯繫，以及開放和廣泛的諮詢活動，都是促進精神

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諮詢程序順利開展的有效方法。 

 

6.7.7 社署的態度是確保選址計劃成功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根據主要受訪

者及個案研究分析，社署目前在遭遇反對時作出回應及工作的方式

並不令人滿意；如美林邨及個案 A 所示，選址計劃可以被推遲至 幾

年或直接撤回。 這些明顯影響了服務的發展和服務使用者的利益。 

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在美林邨案例，大多數居民只對缺乏透明度的

諮詢感到不滿，便可能導致負面評論和污名化。 圖 1 顯示了當前精

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選址規範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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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別需要諮詢的持份者 

邀請社區領袖和/或區議員 

在區議會會議公告（只限個別情況） 

在屋邨管理委員會上討論 公眾參與活動 

決定選址方案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計劃成功 公眾反對：延遲或撤回 

計劃被擱置一段日子 

圖１：現時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選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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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7.1.    本研究廣泛涵蓋了與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永久會址的選址和對服務使用者的公眾

歧視相關之主題和課題； 並旨在了解支持和反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的理由、

探討公眾對沖突解決方案的偏好、評估不同諮詢方法的可行性，以及找出減少公眾反

對的有效方法。為實現這些目標，在本研究中，我們檢視本地和海外有關提供精神健

康服務設施的方法，以及與主要持份者包括政府官員、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服務

提供者、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社區成員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服務使用者，共

進行了 74 個訪談。我們還選取了六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案例作進行了進一步

分析，以說明促進和阻礙設立這些精神健康機構的因素。以下首先為文獻回顧、訪談

和案例研究的主要結果作總結，隨後提出基於這些證據的建議。 

 

研究結果摘要 
 

7.2.     通過對海外經驗的深入分析，我們將精神健康機構選址的方法歸納為四種：人權為

本模式、法律為本模式、協商模式和自由放任模式。 我們還對九個司法管轄區和香

港的社區精神健康系統、選址方法和經驗進行了比較。 

 

7.3.    每一個採用人權為本模式的國家/司法管轄區，例如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都

根據自身情況制定相關文件，並在制定相關政策時整合居民的意見，而且 動員居民

參與相關政策的決策活動。 與採用人權為本策略的國家相比，香港在促進殘疾人士

和精神疾病患者權利方面的政策相對較少。 故此，要執行現有的權利政策或立法往

往比較困難和花費時間。由此可見，香港的法例與官方指引未能有效保障精神病患者

可免受歧視地獲取服務。 

 

7.4.     採用以法律為本模式的國家，如美國和新加坡，採取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策略，以實

現建立社會福利設施的目標。 擁有這種法律機制的國家可以縮短在社區設立社會福

利機構所需的時間。 相比之下，香港的土地發展計劃長期以來忽視了新社區建立福

利設施的需求。 在採用以法律為本模式的國家所實施的土地計劃，具有法定約束力

可以有效地縮短設施建立的時限。 

 

7.5.     中國台灣被歸類為協商模式，其社會團體提出了關於設立社會福利和社區服務設施

的非官方指南，而不同的社區可以根據其具體情況作出決定。 但是，設立這些設施

沒有時間限制，這意味著一些福利設施的設立過程會很長。 台灣的情況與香港的相

似，土地資源極為稀少。 在政府大樓或私人物業中設立社會福利和社區服務設施可

以縮短設施設立所需的時間，並減少與附近居民發生糾紛。 

 

7.6.     日本和韓國被歸類為在社區精神健康機構的選址方面採取「自由放任」的模式，因

為它們仍然支持精神病患者住在醫院以接受治療。與精神健康有關的國家政策和法規

相對欠發達；這兩個北亞國家的民眾和社會氛圍對精神病患者和康復者的接受程度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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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雖然精神病患者受到歧視，但與香港相比，這些國家社區精神健康設施的建立相

對順暢。這主要是因為這些設施一般位於私人物業，不需要進行廣泛的公眾諮詢。只

要業主同意，即使鄰近的居民可能存在強烈的反對和抱怨，精神健康機構通常可以進

入這些場所。政府基本上沒有官方指引或策略來支持服務提供者物色服務設施的位置，

這些社區設施在這兩個國家並不常見。  

 

7.7.     本項研究的核心是與主要受訪者的訪談，從而更深入了解香港的選址和諮詢過程

（成功或不成功）、公眾對精神病患的態度和社區氛圍、協商方式和在不同社區的遊

說活動，以及有關公眾諮詢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的有效方法之建議。主要受

訪者的關注包括香港缺乏提高市民對香港精神病和康復認識的公眾教育和推廣計劃以

及缺乏促進公眾接納服務使用者及了解他們權利平等和機會的措施。正如來自不同政

黨的受訪者、服務提供者，社區成員包括居民代表和義工等的主要受訪者的分享，不

同政府部門和服務提供者之間缺乏協調和合作，而確保福利設施房舍供應的計劃機制

組織混亂，同樣阻礙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的程序。 

 

7.8.     至於有關諮詢過程的建議，大多數主要受訪者，包括服務提供者和居民代表，都強

調明確告知居民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對社區的潛在利益和影響的重要性。 還應鼓

勵區議員和居民代表盡可能多與居民接觸，以強化社署和服務提供者在設立精神健康

綜合社區中心方面的使命。 諮詢不應局限於區議員和代表; 相反，所有居民都應該被

告知選址計劃。 

 

7.9.     對選定的六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案例之選址過程我們進行了深入分析和比較。 

這些案例研究展示了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成功和不成功的過程和關鍵要素，以

及有效和無效的社區公眾諮詢方法。 

 

7.10. 區議員和社區代表的立場至關重要。 他們的支持將有助於社署和服務提供者說服

居民。 區議員可以作為居民和服務提供者之間的橋樑，以減低和調解居民的憂慮，

並在諮詢過程中向社署和服務提供者提供意見。 然而，即使居民有強烈的反對意見，

社署也不應該抽起或延長選址計劃； 他們應該積極跟進反對意見和當中的挑戰。 

 

7.11. 在香港，市民對諮詢的期望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需要進行公眾諮詢。 公眾諮詢

是為了收集公眾意見和展示政府決策的透明度。 其他公眾參與，如社區教育，將提

高對精神健康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的認識。  

 

 

7.12. 政府部門和服務提供者在早期階段與主要社區領袖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也是必不可

少的。 區議員、居民代表和每一位居民應就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計劃進行密

切溝通。 社區領袖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態度，無論是積極還是消極，都會影

響公眾的意見。 如果選區的區議員和社區領袖更加開明，並認識精神健康支援在他

們社區的必要性，這可能有助於選址過程。如果他們已經認識到在附近設立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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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社區中心的好處，並且察覺到鄰舍有需要精神健康服務的支援，便可以轉介有需

要的居民到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接受的正式專業服務。 

 

7.13. 在諮詢方面，居民在此過程中感受到政府部門和服務提供者的尊重是很重要的，包

括通過透明的諮詢機制、有足夠的時間給他們表達疑慮，並徹底、準確和及時地解決

他們的問題。 否則，因為這將會激起居民反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情緒，更難

以順利進行公眾諮詢過程並達成相互理解。 

 

7.14.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規定，所有敏感設施都需要公眾諮詢以獲得社區支持

（第 3 章）。然而，不論是 1990 年代抑或是近年，社區居民一直反對這些設施，例

如中途宿舍、特殊醫療和健康診所和社區康復日間中心（如 1993 年的麗港城事件）

（Ho＆Lee）。一般而言，這些設施可能不會立即被公眾接受，並且出現反對意見。

由於一些看似與居民不同的人湧入社區，例如吸毒者、患有痙攣的人等，居民可能會

感到不安全（Duke，2010）。這是香港的社會性質和現實，過去幾十年來，公眾對建

立具「敏感性」社區設施的態度和心態並沒有顯著改變（Lee，2018）。這是精神健

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的障礙之一。 

 

7.15. 香港是一個擁有民主選舉機制的自由社會。當政府決定在社區建立敏感設施時，居

民可以表達他們的觀點、建議和反對意見。一方面，這表明公眾非常關心自己的權利

和福祉。另一方面，有些人自動認為公眾的意見必然公正，並認為政府必須接受他們

的觀點。因此，部分人可能會誤解諮詢過程的意義和目的。諮詢應該是當局向公眾通

報建立特定社區設施和聽取居民意見的機制，而非居民強迫政府接受他們意見的機會 

(Rodrigo & Amo)。這種對「諮詢」的意義和目標之誤解可以被認為是精神健康綜合社

區中心選址的另一個障礙。 

 

7.16. 主要受訪者的訪談顯示，根據他們的經驗，一旦政府決定實施政策，就很有可能實

現。 但是，有些人會利用公眾的反對情緒來推遲政府政策的最終落實。 因此，在回

應和解決居民和持份者的關切之後，政府應該更加堅定和堅決地執行原來的選址計劃。 

 

7.17. 平等機會委員會在 2016 年公布的研究報告指出，居民反對成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

中心主要是因為他們對這些設施存在恐懼和對所提供服務性質的誤解（EOC，2016）。 

然而，根據訪談和社區觀察，現實中居民對「敏感性」設施的恐懼是有限的。 許多

受訪者指出，居民不一定害怕這些設施，但會利用這些理由質疑政府在諮詢過程的透

明度。 他們認為居民的擔憂可能與政府諮詢和後續安排缺乏透明度有關。 

 

7.18. 根據與主要受訪者的訪談和官方文件的分析，政府部門之間普遍缺乏合作，各部門

在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中的角色有待釐清。 雖然社署在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

心選址方面的角色很重要，但與民政事務總署的民政事務專員相比，他們對當地社區

動態和政治氣氛的了解通常較為有限。 因此，不應忽視民政事務專員在整個選址和

諮詢過程中的潛在作用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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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7.19. 總體而言，香港在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方面有許多獨特之處。 但是，從其

他司法管轄區的成功和失敗中汲取教訓可以強化整個系統。 針對上述討論的結果，

以下提出了我們對改進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過程、避免服務延遲開展，以及解

決公眾對精神健康和服務使用者權利的態度和理解之建議。 

 

7.20. 在公眾諮詢開始時進行深入的社區研究和多方的協調 

7.20.1. 社署、服務提供者和其他部門應仔細研究擬議中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社

區特徵。 這應包括辨識關鍵持份者、政治和社會動態和爭議，以及社區人口

結構。 舉例來說，社署應從房屋委員會取得人口統計數字。主要的持份者應

提醒社署和服務提供者在進行公眾諮詢時應了解的課題。 一些主要受訪者，

尤其是服務提供者代表、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都支持這種觀點。  

 

7.20.2. 一位機構代表建議使用信息和互動方法吸引當地居民。 即使有一些反對意

見，服務也可以在諮詢期後進行。 如果精神健康服務的優先次序低於其他福

利服務，即使居民對此沒有強烈意見，也難以順利獲得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

心的永久會址。 因此，立法會議員建議政府應更加堅定地推進精神健康綜合

社區中心的方案。 

 

7.20.3. 然而，一些服務提供者代表指出，「強硬」地建立一個中心而不了解社區的

特徵是不會有效，並且會破壞社區關係。 一些區議員建議政府應考慮居民的

憂慮，而不是在未有為服務使用者和提供者所帶來的負面後果作出評估前就

推出計劃。 不過，有立法會議員表示永遠不可能令各方都滿意並達成一致的

共識，因此社署應在適當的時候進行選址計劃。 

 

7.20.4. 區議員建議政府和服務提供者有必要了解當地的情況，包括業主立案法團或

屋邨管理委員會與官方機構的關係之認識。 此外，如果政府希望履行其建立

指定數目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之政策承諾，社署就應堅持精神健康綜合

社區中心的選址計劃。 但是，這可能導致政黨之間的衝突。 社署和民政事務

總署應更積極主動地與不同的持份者和主要政黨接觸。 一位立法會議員認為

政府可以緩解政治緊張局面，例如及早透過區議員通知不同的政治黨派和當

地社區領袖。 這可以由民政事務總署地區人員負責，並由社署與民政事務總

署在較高層面（例如政策局局長）之間加強協調。 

 

7.20.5. 我們建議加強政府部門，尤其是房屋署、社署和民政事務總署之間的合作。 

由於民政事務總署最了解社區動態、規範和需要，因此民政事務總署應加強

與社署、房屋署、區議員、服務提供者及其他持份機構在精神健康綜合社區

中心選址過程中的協作。 政府應設立中央跨部門協調機制，制定在香港不同

地區設立服務設施的政策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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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6. 在這機制下，不同的政府部門和單位可以更好地相互理解，公眾參與活動和

建立設施的目標可以標準化。政府部門不應制定個別的目標、目的和議程，

而應在諮詢、公眾參與、物流以及與福利設施建立的其他相關事項之整個過

程中共同努力。社署應負責概述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發展計劃，並且

在特定時間內辨識服務使用者人數及所需要地方空間的數目。作為這個機制

的一部分，一方面，民政事務總署應向社署提供全力支持，以取得和分析與

社區動態有關的資料，例如社區領袖的角色、領袖與居民之間的關係，以及

可能影響社區設立新社區服務設施的問題。另一方面，房屋署應了解社署所

制定的服務計劃和目標，使他們對所管理的屋苑內之合適地點更為敏感，以

作為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及其他社會服務設施的會址。他們亦可建議社署

如何有效接觸屋邨管理委員會成員。服務提供者、立法會和區議會的主要受

訪者贊同建立這種合作與協作機制的想法。 

 

7.20.7. 在鄰里層面，一旦確定了一個適合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永久會址，便應

建立一個由上述政府部門、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服務提供者、立法會議

員、區議員和居民代表所組成的正規「專責工作小組」，以確定有效的諮詢

和參與策略，確保擬議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能夠及時且順利設立。該專

責工作小組應由地區福利專員和民政事務總署屬下的民政事務專員共同領導。

在選址過程的早期，民政事務總署各區辦事處在運用其現有網絡下的社區組

織、領袖和其他持份者，協助社署、服務提供者和主要社區持份者間建立良

好關係和聯繫，以讓他們討論社區動態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計劃的

可行性。與此同時，房屋署應與社署積極合作物色在公共屋邨中適合精神健

康綜合社區中心的位置，並協助與屋邨管理委員會成員的聯絡及遊說。還應

邀請該選區的區議員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所在地的相關居民代表參與專

責工作小組。在專責小組中，政府部門應詳細向議員解釋選址計劃，並鼓勵

他們認可該計劃，並在隨後的諮詢活動中與居民聯絡。一些立法會議員和區

議員表示，政府部門之間在促進福利設施的選址中的協調並不足夠。 

 

7.20.8. 多位區議員建議官員在與區議員展開正式討論前，應告知當地領袖他們的計

劃，這可以減少公眾的反對意見和衝突，因為社區持份者會在此過程中感受

到被尊重。區議員普遍認為社署應在諮詢期間提供清晰的解釋，並邀請有興

趣的人士到訪服務提供機構等。社署不應該迴避向公眾發布敏感資料。  

 

7.20.9. 根據多名區議員及居民代表及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義工等的社區成員建議，

社署應更加努力了解區域政治動態。一位區議員指出民政事務總署對社區有

更深入的了解。如果民政事務總署、房屋署和社署合作進行遊說及推廣社會

服務，便可讓社會福利設施更容易進駐當地社區。 

 

7.20.10. 立法會議員提出了在選址過程早期便應該開始啟動公眾參與的必要性，並認

為在「最後關頭」開展公眾參與活動是沒有用的。如果相關部門在此過程中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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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作出努力，例如在早期獲得代表該特定選區的區議員之支持，則可以減少所

投入的資源或面臨的挑戰。 

 

7.20.11. 如果民政事務總署未能協助社署和地區建立關係，社署可以自行加強與當

地社區的關係。雖然地區福利專員可能難以融入到社區，但社署可考慮在每

個地區設立社區聯絡專員一職，以負責建立和維持社區的關係，並且開展社

區活動以便與當地居民團體和社區成員一起規劃當地社會服務。 

 

7.21. 為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選址制定公眾諮詢指引 

7.21.1. 應制定關於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的公眾諮詢指引，以促進公眾諮詢能

順利和有效進行。 指引應規定每個諮詢過程的時間框架和成功選址的目標日

期，以避免長時間的遊說和對服務設立的延誤。 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的最長時間，不應超過 18 個月，包括公眾諮詢和參與活動、計劃修改和其他

後勤工作。 
 

7.21.2. 提出這種諮詢指引的想法是基於採用以人權為本和法律為本模式的國家之經

驗（見第 5 章）， 這亦反映了混合模式的做法。 編撰過程的每個階段時間框

架和公眾參與的方式，可以保障服務使用者的權利和利益，從而使他們免受

侮辱和歧視。 由於獲得社區居民和其他社區持份者的認可，這樣的指引還有

助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永久會址的過程更加順暢和有效。 
 

7.21.3. 雖然這不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立法，但預計該指引將為政府部門和服務提供

者提供明確的指導方針，以便進行公眾諮詢。 它還有助於確保透明度並促進

不同持份者建立共識。 
 

7.21.4. 由於每個社區的情況都不同，政府官員可能會對指引中所設定的時限和標準

化程序的可行性表示懷疑。 但是，一些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和社會服務部門

主要受訪者普遍同意需要建立標準指引。 許多人表示，擁有一套可參考的指

引比沒有任何指導性信息更好。 
 

7.21.5. 一位立法會議員並不認為沒有指引或時間框架是問題，但他並不反對這項的

建議。另一位立法會議員認為指引和時間框架沒什麼用處。如果一項計劃被

擱置太久，他認為負責的地區福利專員應重新考慮其策略。然而，另一位立

法會議員相信，政府官員在實施社會政策時由於制度上的限制都是很官僚的，

並認為這些文件可以提供標準和防止可能出現的歧視。 
 
7.21.6. 所述的指引應為完成公眾諮詢提供具體的時間框架。根據平等機會委員會

2016 年的研究，一些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諮詢至少需時 12 個月，而其他

一些諮詢則持續 12 至 24 個月。由於社署、服務提供者、區議員及其他持份者

可能需要時間來處理阻礙有效諮詢和選址的因素，我們建議進行公眾諮詢的

最長時間應為 18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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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7. 該指引應概述對社區特徵（環境和人口統計）進行初步研究的步驟，並促進

與有影響力的社區持份者之密切合作，以確保向居民提供諮詢信息（包括精

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的性質）並聽取他們的意見。 
 

7.21.8. 該指引應說明政府官員、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提供者、區議員和其他

持份者的角色，以確保服務提供者在諮詢過程中得到政府機構的充分支持。 

服務提供者亦支持訂立一個包括社署、民政事務總署及房屋署的整體諮詢框

架。 
 

7.21.9. 該指引應規定一些可能的社區參與方法， 其中包括通知居民就正在進行的

諮詢流程、所提供的服務以及表達其關注的渠道； 並且應為這些做法設定具

體的時間框架。 接觸最多居民的可行方法包括展示海報、傳單分發和舉行一

般居民會議，這使居民能夠更多地了解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運作，並由

社署和服務提供者代表明確回答他們的關注。 
 

7.21.10. 該指引應包括詳細規定說明收集社區意見的步驟，包括其時間框架、與屋邨

管理委員會成員和業主立案法團舉行會議的大致次數，以及收集和回答居民關

注的頻率。 並應提前規劃修改程序，以減輕對居民可能造成的影響。 
 

7.21.11. 我們建議政府官員、區議員和非政府組織代表在公眾諮詢過程中至少與居民

代表舉行四次會議，藉此深入了解社區動態的最新情況，以便及時解決相關

問題。 我們還建議至少應進行三輪公眾參與，以便在諮詢過程中收集和回答

居民的擔憂。 
 

7.21.12. 指引應規定最終的決策機制，其中包括政府和服務提供者如何在指定時間內

與社區領袖和其他持份者確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建立。 亦應該考慮支

持和反對選址計劃的兩種觀點，而社署應有最終決定權。 
 

7.21.13. 具體地，我們提出以下分為三個階段的指引，時間最長為 18 個月（圖 2）： 
7.21.13.1. 第一階段為準備階段，從一個會址被確定之時開始，約為三個月或

更短的時間。 應設立一個選址過程的專責小組，由民政事務總署、社署及

房屋署、選區區議員及屋邨管理委員會代表組成，討論和規劃諮詢策略，

並洞察社區動態。 民政事務總署和社署的地區專員應是召集人。 在這個階

段，地區當局審視當地的動態，並向當地領袖通報該計劃。 

 

7.21.13.2. 第二階段是指公眾諮詢和參與活動。此類活動應在 12 個月或更短的

時間內進行。我們建議採用面對面的諮詢方式，例如一般居民會議和其他

溝通渠道（例如海報、傳單和調查）。應在宣傳資料上明確說明選址計劃

的內容以及居民發表意見和查詢的方式（如電話號碼、電子郵件和辦公地

址）。一些主要受訪者，如政府官員、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和服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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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建議舉辦焦點小組、公眾參與活動和大規模居民會議，原因這些活動可

能會成為居民反對選址計劃的聚集地。 但是，新加坡和加拿大等其他國家

在開發新的城鎮規劃和社區設施項目時，已經有成功的公眾商討經驗。因

此，我們建議進行此類會議，藉以讓居民的觀點更公開地表達，並確保他

們感到被尊重。同時，中心會址的設計和土地使用程序的修改應同時進行。 

 

7.21.13.3. 第三階段為決策過程。 如果當地居民和其他社區持份者反對，在這

三個月內就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進行協商和社區教育。 最後，社署

就著提出的問題在通過對計劃作出任何適當修改後，應在三個月的時限內

作出最後決定。 
 

7.21.14.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雖然清晰指出：「為 使 公 眾 瞭 解 及 接 納 敏 感 
社 區 設 施 ， 當 局 可 能 須 作 出 更 大 的 努 力 ， 尤 其 是 乙 類 設 施 。 在 
進 行 諮 詢 時 ， 應 適 當 地 強 調 社 區 融 合 的 觀 念 ， 以 爭 取 地 區 人 士 
的 支 援 。 曾 被 諮 詢 的 人 士 應 獲 告 知 諮 詢 的 結 果 ， 當 局 亦 應 對 諮 
詢 期 間 接 獲 的 意 見 作 出 適 當 的 回 應 。 此 外 ， 在 公 眾 諮 詢 期 間 所 
搜 集 到 的 意 見 ， 應 妥 為 記 錄 ， 以 作 存 檔 之 用 ， 並 方 便 日 後 作 出 
跟 進 。」 但是，沒有提出具體的時間框架和每個步驟的進一步細節。 因此，

我們建議的諮詢指引之基本原理是編撰詳細的諮詢步驟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列

出每個階段的時限。 

 
7.21.15. 根據 2016 年平等機會委員會的研究報告，一般來說，只有當計劃獲得批准

或屋邨管理委員會通過「無異議動議」時，房屋署才會批出租約。我們建議，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進行公眾諮詢的目的，不應在於獲得每位居民代

表或居民的認可，我們認為這可能會嚴重阻礙選址計劃的進展。社署應就選

址計劃與房屋署緊密合作，並應有共同的目標和時間表，按既定時間設立精

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諮詢和公眾參與活動應側重於解決居民對選址計劃的

關注，並徹底和清楚地解釋所提供服務。房屋署應明白，屋邨管理委員會通

過的「無異議議案」不應成為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提供租約的先決條件，

並應根據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使用者的需要提供租約。 
 

7.21.16. 按照指引的規定，選址計劃每個階段的建議時限應合理及取得平衡：一方面，

確保依循成功選址的有效時間表；另一方面給予社署和服務提供者足夠的時

間來處理居民對選址計劃的擔憂。為期 18 個月的諮詢應該可以避免長時間和

延遲開展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例如美林邨），這比 2016 年平等機會

委員會的報告中最長需要兩年零八個月的案例時間短得多。 這也有助於避免

一些「敏感時期」，例如區議會選舉，因為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選址可

能成為候選人之間備受爭議的話題。 為期 18 個月的諮詢期應避免與競選期間

相撞，並確保選址計劃可在區議員任期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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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17. 在為期 18 個月的諮詢期內，居民應有足夠時間向社署、服務提供者及區議

員表達憂慮，並給予相關方面足夠的時間，在透明的架構內，及時清楚地且

用一個尊重居民的態度回答及解決問題。由於居民與相關部門之間可能經常

需要來回溝通，並且需要進行公共參與活動，例如居民大會和焦點小組，因

此一年半的時間應該是合理的。這些方法還應有助於解決與議員、居民代表

和居民之間可能缺乏溝通的問題，並回應 2016 年平等機會委員會研究中關於

通過社區領袖諮詢公眾無效方法的分析。 
 

7.21.18. 如海外文獻回顧中所述，諮詢指引是建立在協商、法律為本和人權為本模式

的各種要素之上。鑑於這些國家採用人權為本和法律為本之模式的社會文化

特徵、城市規劃以及憲法和法律制度與香港不同，僅選擇一種模式或海外經

驗作為改革現時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公眾諮詢機制的模式，在香港的背景

下可能並不完全可行。現時香港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選址機制更接近澳

門和台灣的做法，反映了協商方式的要素。在社區持份者的角色和領袖與居

民之間的關係方面（如在另外兩個華人社會中），與居民協商的模式應該更

適用於香港獨特的社會背景，而不是從現有機制中排除所有協商的元素。 最

重要的是，該諮詢指引可以增強此類協商的優勢和有效性。 
 

7.21.19. 諮詢指引還應包括法律為本和人權為本模式的要素。即使指引並沒有通過立

法而制定，但是首先指引本身應該是一個可強制執行的官方文件，政府部門

和服務提供者應遵循這一文件。每個諮詢階段的時限、所涉及的諮詢工具，

以及社署和服務提供者所諮詢的人士，均已清楚訂明，而非在現行機制下實

施的臨時或非標準化程序。第二，指引中詳細和明確的規定應該能夠避免長

時間的協商和延遲服務開展，從而確保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使用者的

權利。預計關於選址計劃的討論也有助於減少對服務使用者的污名和歧視。 
 

7.21.20. 總而言之，這項擬議的公眾諮詢指引是一個混合模式的做法，主要源於以人

權為本和以法律為本的模式，並使用明確的條款確保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的成員有權在平等機會下便捷地獲得服務。公眾對服務使用者的誤解和侮辱

不應該延長選址計劃的進度。然而，由於協商和遊說的做法已經在香港和其

他華人社會如澳門和台灣根深蒂固，該指引還強調了遊說和聯繫居民和其他

持份者的重要性；通過擴大對每個居民的協商範圍，並在確認選址計劃之前，

處理他們提出的所有問題。 
 

7.21.21. 由於日本和韓國採用的「自由放任」模式無法促進社區融合和消除對精神健

康服務使用者的標籤，在製定這一擬議諮詢指引時，我們沒有考慮它們的做

法和經驗。 
 

7.22. 更強的法律措施 

7.22.1. 現行的反歧視條例應切實執行，以保障精神病患者和殘疾人士在社區獲得服

務的權利。 新西蘭、澳大利亞、新加坡和美國等國家可以順利建立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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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是由於有法律明確規定了殘疾人士應有的權利。在法律為本和人權為

本的國家中，歧視不同類型的殘疾人士是需要付上法律責任的。 從立法會議

員到服務使用者等一些主要受訪者均表示有必要加強執法。 

 

7.22.2. 就《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而言，第 1.4.2 條規定「敏感社區設施」分為兩

類：甲類（「滿 足 全 港 需 求 的 設 施 - 這 些 設 施 旨 在 為 廣 大 市民 而 非 

某 一 類 別 的 使 用 者 提 供 服 務 ， 而 有 關 人士 亦 不 會 經 常 使 用 這 些 

設 施 。 這 些 設 施 包 括 ：懲 教 設 施 、 公 眾 殮 房 、 靈 柩 停 放 所 及 殯 

儀 館 。」）和乙類（「滿 足 當 地 社 區 或 較 大 地 區 需 求 的 設 施 - 這 些 

設施 旨 在 為 某 些 特 定 類 別 的 使 用 者 提 供 服 務 ， 而有 關 人 士 會 經 

常 使 用 這 些 設 施 。 這 些 設 施 包 括特 殊 醫 療 診 所 、 教 育 設 施 及 社 

會 福 利 設 施 ， 例如 精 神 病 康 復 者 及 嚴 重 弱 智 人 士 的 宿 舍 和 展 能

中 心」）， 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就屬於乙類。 

 

7.22.3. 第 1.4.3 條規定，在乙類設施選址時，應 盡 量 鼓 勵 把 這 些 設 施 融 入 當 

地 的 社 區 內， 而 非 把 這 些 設 施 隔 離，以實現社會融合目標和復康政策。

然而，雖然上述乙類的定義特別列出了「出院精神病患者和嚴重弱智人士的

宿舍及日間中心」，但並未指明其他殘疾人士的設施。這反映了對精神病患

者和康復者的歧視，因為他們被視為「特殊群體」。如果按照這個框架進行

關於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或其他精神健康設施選址的公開諮詢，服務使用

者將處於不利地位並受到標籤。我們建議該文件刪除對精神健康設施的指明。

這文件還應明確說明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不是住院或門診或任何類型的宿

舍，只是為那些康復者和所有社區成員尋求精神健康信息和建議的支援平台。 

 

7.22.4. 一些區議員和來自政府的主要受訪者建議，社區精神健康復康和其他社會福

利設施可以通過立法政策和計劃強制進行。 

 

 

7.23. 使用新的公共屋邨作為新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場地和提前規劃 

7.23.1. 正如許多主要受訪者（包括幾位議員）指出，促進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

址過程的有效策略是將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安置在新建的公共屋邨和政府

綜合大樓內。 我們建議政府部門和機構在新發展社區進行提前規劃，並根據

社區需求儘早物色合適的場地。 由於未來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使用者的數

量可能會繼續增加，因此有必要對可用於擴展服務的場所進行更有遠見的規

劃， 這確保所謂「敏感性」服務場所的供應。 

 

7.23.2. 同樣，一些社會服務部門的受訪者建議，應該進行整體規劃，以便在社區中

建立敏感的社會設施。 

 

7.23.3. 一些議員亦建議，如果在新規劃的開發項目中預留地方設立社會服務設施，

公眾的反對意見就會減少，而且沒有必要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尋找空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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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他們建議政府提前在新開發的社區制定計劃，應該在銷售文件和租賃文

件中說明會有高「敏感度」的設施位於社區中。這樣買家在決定入住之前便

可作出選擇。這些方法可以避免強烈的公眾反對，同時確保潛在使用者可以

方便地使用設施。 

 

7.23.4. 對精神健康康復服務的需求將繼續增加，未來將需要更多的精神健康綜合社

區中心。當局有必要提前計劃，預留空間以建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我

們建議政府不僅應為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制定地區土地規劃指引，還應為

社區中的所有社會福利服務制定同樣規劃。這將有助於順利和有效地建立社

會服務，尤其是具「敏感性」的社會服務。該指引應清楚地描述每種服務所

需的空間大小，並應在新城鎮發展和市區重建中提前考慮這些問題。 

 

7.23.5. 在未來的公共屋邨和市區重建中應留出額外的空間，以設立新精神健康綜合

社區中心和其他社區精神健康服務。 

 

7.23.6. 我們亦建議改變在公共屋邨里的廢棄或閒置地方的用途（例如，改變舊幼稚

園及校舍的用途），為敏感或緊急社會服務的永久會址設立獨立的輪候隊伍。 

 

7.23.7. 在將軍澳第 73A 區（翠嶺峰）的新房屋協會項目中設立新的精神健康綜合

社區中心之例子應該是一個可以在未來採用的良好做法（第六章）。就翠嶺

峰而言，建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計劃是土地補助金中規定的條件之一，

並在銷售手冊中有明確說明。潛在買家知悉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和社區中

其他公共設施，因此不會在後期出現公眾反對意見。正如 2016 年平機會報告

所提出的一樣，我們建議在房屋協會和市區重建局等公共機構所擁有的未來

房屋建築項目中，預留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及其他「敏感性」社會服務設

施的地方，或建議在用於私人發展的批地條款中增加特別條款。 

 

7.23.8. 此外，在政府服務綜合大樓中容納新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也是一個理想

的選擇，因為這種做法不會涉及密集和對抗性的公眾參與。如果需要，公眾

參與活動只涉及該大樓本身的選址而不是個別服務單位。因此，擬議的精神

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不會被單獨列為公眾討論的問題。政府已採用這種方法規

劃未來在綜合大樓中提供的醫療和社會服務，包括政府為目前在臨時場所運

營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保留的地方。但是，這些綜合大樓位置必須鄰近

公眾和服務使用者，並且不應忽視與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相關的社區

融合和方便使用者的議題。 

 

7.24. 不斷加強社區精神健康教育和對服務使用者的接受程度 

7.24.1. 我們建議持續使用精密和明確的方法，以便讓公眾更好地了解精神病患者的

需求，並提高他們對社區中的精神病患者和康復者的接受程度。 這些計劃應

該強調服務使用者獲得所需服務的權利，並應將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永

久會址的支持作為整體社會的義務。 在公眾諮詢開始之前，應盡早在該區開



 
 

109 

展宣傳和公眾參與工作。 並應該與政府部門、區議員、非政府組織和居民組

織合作；在不同的環境中開展，包括學校的教育活動和社區項目。 

 

7.24.2. 通過對文獻的分析和各方的意見，研究團隊強調了組織精神健康促進活動的

重要性。正如香港 01（李慧筠，2018d）報道，公眾很容易受到大眾媒體的影

響。如果在進行公眾諮詢之前沒有針對性的公眾教育，居民對精神健康和相

關服務缺乏了解，將在很大程度上反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選址。根據

2016 年平等機會委員會研究中提出所組織相應活動的建議，我們在本研究中

對此作了進一步的建議。我們建議每年舉辦一項全港性的精神健康運動，重

點是提升公眾的接納、寬容和互助，以提高居民的精神健康意識。每個區議

會都應該是這些活動的主要組織者，與相關的政府部門、居民組織、服務提

供者等共同合作。雖然政府每年舉辦一次「精神健康月」活動，但其中的活

動較少強調精神病患者和康復者的權利，包括免受歧視和侮辱、公眾有義務

支持有需要的人，以及在社區中提供無障礙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和其他服

務的重要性。 

 

7.24.3. 一些社會福利界的主要受訪者建議政府應向公眾闡明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

中心的目的。他們認為公眾教育是提高公眾對精神病患者和康復者接受的關

鍵因素。一些社區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義工建議政府應該開展更多的倡議

工作和宣傳活動，以推廣精神健康和對患者和康復者的接受程度。部分人士

建議社署可與當區的非政府機構就公眾教育計劃緊密合作。一名區議員建議

政府應將遊說和宣傳事宜委託給公關公司，以取得更好的成果。 

 

7.24.4. 在互助委員會主席和中心義工看來，政府部門或服務提供者可以安排精神健

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使用者和當地居民一起參與的活動，例如午餐聚會和旅

行，以及探訪老人等。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使用者和當地居民應有更

多機會共同參與不同的活動；以便進行面對面交流或共同開展合作活動，這

樣他們才能相互了解並減少污名化。 

 

7.24.5. 所有服務使用者和社區成員都強調了社區教育的重要性。他們一致認為，通

過良好的社區教育，居民便能得悉在社區建立精神健康中心的重要性。 

 

7.24.6. 但是，一些區議員提出了關於精神健康促進和社會融合的公眾教育活動長期

不足的問題。大多數居民在公開諮詢開始之前（當他們被通知有關選址時）

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一無所知。居住在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附近的一

名義工曾對擬議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之選址表示反對，這表明服務提供

者需要在該地區的社區教育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7.24.7. 然而，立法會議員表示，公眾教育可能不會改變與精神疾病相關根深蒂固的

公眾恥辱感。另一位立法會議員批評政府沒有長遠願景將對精神疾病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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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最低。他建議地區當局可以組織全港的「巡迴路演」，就像對公共屋邨

進行消防演習一樣。 

 

7.24.8. 在香港，近年來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人數有所增加。 一些中心義工和區議

員表示，由於文化差異，來自不同背景的新來者可能會更受益於關於精神健

康和精神疾病的社區教育。 在這方面，我們建議參考新西蘭的例子，他們為

新移民設計了精神健康促進計劃。 我們建議香港每年至少在所有地區開展全

港性的精神健康運動，以教育和強調接納、包容和服務使用者的權利為主要

目的。 政府可與民政事務總署及社署地區辦事處合作，資助區議會協調和舉

辦活動。 區議會和居民小組的參與，可以有效和廣泛地吸引社區的興趣和關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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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準備階段 （3 個月內） 

• 選擇合適會址，以及識別技術上的問題和有關後勤工作 

• 對社區動向、人口結構和背景進行深入研究 

• 與社區領袖和持份者建立緊密合作，成立跨部門的合作小組以制定公眾諮詢策

略及其他需要解決問題的方案 

 

第二階段：公眾諮詢和參與（12 個月內） 

• 通知居民有關諮詢的目的和渠道，以便居民就選址建議書提出他們的意見和詢

問 

• 居民的觀點和疑問應得到解釋和處理 

• 落實會址的設計以及其他必要的程序 

第三階段：落實與決策（3 個月內） 

• 如有必要則再進一步與居民協商以及遊說 

• 根據公眾諮詢的結果修改選址計劃 

• 根據公眾諮詢的結果，社署作出決定是否落實選址 

圖 2：為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公眾諮詢指引的三大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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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問題目 
 

深入訪談討論大綱(鄰舍居民代表) 

 

 

1. 請簡述你在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方面的角色與經驗。 

 

2. 對於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方面，附近的居民一般的態度如何?  

 

3. 居民通常有甚麼支持或反對在社區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理由？ 

a. 你有什麼看法? 你曾採取甚麼行動來表達支持或反對? 

 

4. 在你的社區中, 關於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之諮詢如何進行?  

a. 居民對公眾諮詢通常有甚麼期望？例如：政府部門應如何接觸有關持份

者，以及有關的諮詢內容與手法？ 

 

5. 你對現時的諮詢機制在理解與回應持份者的關注方面有何看法？持份者的意見

是否在過程中受到尊重？ 

 

6. 你認為哪些現時的諮詢手法是有效的?  

a. 哪些現行的諮詢手法在運用時遇到挑戰?  

 

7. 在諮詢你的社區居民有關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設立的過程中, 你認為甚麼手法

最有利於回應大眾關注與解決挑戰?  

 

8. 你認為應如何優化現時的諮詢機制? 

a. 甚麼是有效令居民支持在鄰舍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要素？ 

 

深入訪談討論大綱(立法會及區議會議員) 

 

 

1. 請簡述你在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方面的角色與經驗。 

 

2. 就你個人經驗與理解而言，在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方面，附近的居民一般公

開的態度為何? 通常支持或反對的理由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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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你的經驗和角度而言，有關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諮詢與規劃是如何在你的選區

進行的呢？ 

 

4. 在諮詢附近居民與有關持份者要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時，主要有甚麼挑戰和

困難？ 

 

5. 就你的經驗和觀點而言，居民對公眾諮詢會有甚麼期望？例如政府部門如何接觸有

關持份者，以及有關的諮詢內容與手法？ 

 

6. 你對現時的諮詢機制能夠如何理解與回應有關持份者的關注有何看法？持份者的意

見能否得到政府尊重？哪些諮詢手法是較為有效? 

a. 採用現時的諮詢手法時會遇到什麼挑戰? 

 

7. 在諮詢有關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時, 甚麼手法是最助於回應有關持份者的關

注與解決相關挑戰? 

a. 現時的諮詢機制應該如何優化? 

 

深入訪談討論大綱（服務提供者） 

 

 

1. 請簡述你在設立和營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方面的角色和經驗。 

 

2. 就你個人經驗而言，在設立及營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過程中，附近的居民通

常支持或反對的理由是甚麼？ 

 

3. 就你的經驗和觀點而言，有關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諮詢與選址是如何在你所在的

社區／區域規劃和進行的？ 

 

4. 在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方面主要有甚麼挑戰和困難？ 

 

5. 就你的經驗和觀點而言，服務提供者對公眾諮詢會有甚麼期望？例如政府部門如何

接觸有關持份者，以及有關的諮詢內容與手法？ 

 

6. 你對現時的諮詢機制能夠如何理解與帶出有關持份者的憂慮有何看法？持份者的意

見能否得到尊重？他們的意見會否被政府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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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現時的諮詢機制有甚麼需要變更與改善的地方？ 

 

8. 你覺得甚麼是一個能夠有效地針對及解決有關中心選址、公眾意見、服務提供者的

利益、服務使用者權益以及反對設立中心意見等問題的諮詢機制？它應該如何運作

和定位？ 

 

深入訪談討論大綱(服務使用者) 

 

 

1. 請簡述你在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過程方面的經驗與認識，例如成功或失敗設

立的經驗。 

 

2. 對於社會大眾在有關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方面的態度，你有何看法? 通常有

甚麼支持或反對的理由？ 

 

3. 就你所知，有關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諮詢與規劃是如何在你所在的社區進行的呢？

諮詢主要面對甚麼挑戰和困難？ 

 

4. 你對公眾諮詢有甚麼期望？例如，政府部門如何接觸有關持份者，以及有關的諮詢

內容與手法？ 

 

5. 對現時的諮詢機制能夠如何理解與回應有關持份者的關注，你有何看法？服務使用

者的利益是否得到政府重視？ 

a. 哪些現時的諮詢手法是有效的?  

b. 現時的諮詢手法在運用時遭遇到甚麼挑戰?  

 

6. 在有關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的諮詢中，甚麼內容與手法最能符合服務使用者

的福祉與利益?  

a. 現時的諮詢機制應如何優化? 

 

深入訪談討論大綱（政府官員） 

 

 

9. 請簡述你在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方面的角色與對議題相關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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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設立及營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過程中，對政府來說有甚麼主要的挑戰?  

 

11. 在諮詢社區居民與有關持份者有關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方面，你擔當甚麼角

色，或你對這方面有何認識? 

 

12. 在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方面，社區的居民一般採取甚麼態度? 他們通常會有

甚麼支持或反對的理由？ 

 

13. 在不同社區中, 你們如何進行關於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選址的諮詢? 

a. 進行公眾諮詢時, 政府是否有既定的方針、官方文件或程序？ 

b. 政府對有關的公眾諮詢抱持甚麼期望? 

 

14. 一般居民或持份者對於諮詢的過程通常有何反應?  

a. 哪些現行的諮詢方法是被認為有效的? 

b. 在採取現時的諮詢方法時會遇到什麼挑戰? 

c. 在諮詢有關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選址時, 你認為甚麼手法是最有利於回

應有關持份者的關注，以及解決有關困難? 

 

15. 政府對於以現時的諮詢機制來了解和回應有關持份者的關注有什麼立場? 應否作出

改變或調整？ 

a. 政府認為哪些諮詢內容或手法可以修訂以改善或加強諮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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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永久會址選址進展  

（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 
 

會址類型 選址進展 地點 地點數目 

永久會址(15)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

心已經搬進永久會址# 

公共屋邨* 10 

政府綜合大樓/公共設

施# 

2 

社會服務機構大樓 3 

臨時會址(9) 有一個的永久會址已

經落實（例如準備後

勤工作或正在裝修，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

心即將入駐這些永久

會址） 

公共屋邨 2 

即將建造的綜合服務

大樓 

2 

空置的校舍轉換為社

會服務綜合設施 

1 

房屋協會的資助出售

房屋項目 

1 

永久會址還沒有落實
@ 

社署與服務提供者合

作尋找合適作為精神

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永

久會址的位置 

3 

#
兩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有多於兩個的服務地點以及辦公室。一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本址設立

在政府社會服務綜合大樓，而部分則在同區公共屋邨的平台層上。另一服務機構設立於公共屋邨

的永久會址已經通過公眾諮詢確定並正在裝修。 
*其中一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位於公共屋邨裏的獨立政府社會服務綜合大樓中，其他則在公共

屋邨的平台層。 
@由於公眾反對，一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無法成功落實永久會址， 選址計劃最終被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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